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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第一章 家世和少年时代 

一  家世 

江声浩荡，不舍昼夜。万里长江，由巴蜀滚滚东流，冲破三峡，出南津关，顺山谷而行，

涌出"全楚西塞第一关"——荆门。进入“极目楚天舒”的江汉平原。这是我神州大地的又一

片沃土。 

     在江汉平原南部，有座古城江陵。“千里江陵一日还”这个名句，让我们自小就非常熟

悉这座城市。江陵，荆州，一城两名，由来已久，在漫长的岁月中，他的属地和辖地几经变

迁，但那见证着岁月沧桑屡毁屡建的古老城垣却至今屹立在长江以北。为行文和读者便利，

本书多用今人习惯的名称：荆州。 

荆州地居川、鄂、湘三省要冲, 交通便利。它是楚文化的中心，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也

是湖北除武汉外第二大商业中心。1896年，仅沙市一镇，就有人口 10万余， 

在荆州城墙北门内，有一条向南的大路。称为大北门街（新中国成立后称劳动街，现改

为三义街）。在一百年前，这条街是由巨大的条石铺就。街道两旁多为民居。其中一栋好几

进的宅第，门前树有旗杆，是当地著名的清代举人戴洪禧的居所。戴洪禧是本书传主戴芳澜

的祖父。 

戴家原籍河南汝宁府汝阳县，自清代初年迁至荆州，已有 200多年历史，到戴芳澜，已

经是第十代了。迁鄂始祖名戴明望，是戴芳澜的可考祖先。他可能是因为清初为抵御吴三桂

进攻，加强荆州防务而设立将军府时奉派而来。戴明望死后被诰封明威将军，夫人贺氏恭人。

他们的长子楚龙，是邑武庠生，受封为云骑尉，夫人左氏恭人。再传 4 代，至戴杰（国英），

是戴芳澜的高祖。戴国英第三子戴启华曾任奉政大夫，为戴芳澜的曾祖。（据《戴氏族谱》，

戴洪禧光绪 25年（1899年）撰，江陵宋氏第五世孙承绪 1998年 5 月 4 日手抄于美国加州） 

戴洪禧，字福田，又字茀泉，号吉士，别号退谷。生于 1837年 3 月 13日（道光丁酉

年二月初七日）卒年不详。他的夫人为李氏恭人，共生育子五女二。四子戴振銮是戴芳澜的

父亲。戴洪禧是优廪生，同治 12年（1873年）癸酉科举人，复试一等，丙子（1876年）会

试后，任中书舍人，先后在浙江多处任知县，曾受赏戴花翎。他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伯

父伯母和兄嫂都在他中举后被朝廷加以封号。据ʃ Ӧ ¥ ʄЃ ᾣ ⅜ Є记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2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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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戴洪禧Ņ

” 

戴芳澜的父亲戴振銮，后更名戴銮，字今龢，邑优附生，生于 1868年 3 月 9 日（同治

戊辰年二月十六日），殁于 1922年。夫人邓氏，生于 1868年 2 月 25日（同治戊辰年二月初

三日），卒于 1900年。继室张氏，荆州人。戴銮在辛亥革命后曾担任过几个月的县知事（县

长）。戴銮和两位夫人共育有 6 男 1 女：芳涛、芳澄、芳澜、芳漱、芳渊、芳沂，湘波。 

在戴芳澜家族中，对戴芳澜有重要影响的还有他的三伯父戴振绰。戴振绰，字宽甫，

生于 1865年 11月 28日（同治乙丑年十月十一日）。虽然也有功名，是邑优附生，但主要从

事贩卖大米的小生意，经济较为宽裕。戴振绰是位比较有新思想的人，八国联军侵略我国时，

他曾组织地方人士商议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保卫家园，后来又把戴芳澜和他的兄长戴芳澄一

起带到上海求学。 

 

二  戴芳澜的降生时代 

1893年 5 月 3 日（（光绪癸巳年 3 月 18日），戴芳澜出生在浙江镇海父亲的任所。 

从现存的档案中，我们无法确切了解戴芳澜的出生地。近日从戴芳澜的内侄、百岁老人

邓述基先生处得知，戴芳澜的乳名为镇生，因为他是在浙江镇海出生的。戴芳澜的祖父戴洪

禧从 1876年被授予中书舍人官职，被派到浙江任职后，长期在浙江任职。清代知县的俸禄，

每年不过纹银 45两（一般还有高于此数的“养廉银”），作为一位受老百姓爱戴的清廉县官，

生活并不宽裕，在灾年还要自掏腰包赈济灾民。因此戴芳澜的父亲戴銮有可能长期居留浙江

并在浙江工作，戴芳澜出生在浙江也是可以理解的。 

戴芳澜出生在 19世纪末的中国，腐朽的清王朝正面临土崩瓦解，外有列强瓜分之威胁，

内有风起云涌的革命自强的浪潮。清朝政府为求苟延，不得不准许一批要求维新的高级官员

开始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实行洋务。 

戴芳澜生于忧患的年代：1894年，他 1 岁，甲午战争，1900年，他 7 岁，八国联军攻

占北京，1904年，11 岁，日本和俄国在我国境内大战，实际是为瓜分我国东北势力范围。

随后是我国被强加了一系列越来越不平等的条约，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屈辱。同时，戴芳澜

又是生活在一个新思潮涌动，数千年传统文化受到空前冲击面临变革的时代，求变求新，向

国外先进文明学习的趋势越发不可阻挡。 

世纪之交，中国正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荆州虽然处于中国腹地，但因位于长江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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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早对外开放的城市。戴芳澜出生前 17年，英国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荆州

所属的沙市成为外轮停泊口岸；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更将沙市辟为商埠，随后

日本在沙市设立租界，并派驻领事，到 20 世纪初，先后还有英国、德国、瑞典、墨西哥等

西方国家相继设立领事馆。外国商行相继进入，使原有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由

于外国势力凭借不平等条约不断侵害中国百姓的利益，尤其是伴随而来的西方教会势力的扩 

   

                            Ѓ ∏ᵲ ᾨ Є 

 

张，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和反抗。例如 1898年发生的“火烧沙市洋码头”的事件，正

是各种矛盾交织而引起的。 

1889年，戴芳澜出生前 4 年，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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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湖北新政”。所谓“新政”，概括而言是强兵（练陆军、重建海军）、富国（修筑铁

路、建立国防工业，劝农桑）、储才（广开学堂）、开放（积极应对外国商业资本的进入，派

员出国考察等），其目的是：“图自强，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戴芳澜出生的 1893年，

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今日武汉大学之源头）开学, 1895 年汉阳兵工厂开始生产 88

式步枪( 又称 79步枪，即著名的" 汉阳造") 。 

生活在一个处于没落境地的官宦家庭，父兄辈较快地适应了这种变革的时代，较易接触

新潮流，童年的戴芳澜心中不能不受到深刻的刺激。他在自传中写道：“1902

洋务运动的推行，必然迫使戴芳澜的长辈们开始改变读书做官的惯性生活，寻

求救国自强的道路。 

1900年，对于 7 岁的戴芳澜是个重要的年头。一方面，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国家遭

受了空前的屈辱；另一方面，他又失去了亲爱的母亲。50多年后，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

( ]

" 

 

第二章 求学之路 

一 往来吴楚  修完高中 

戴芳澜的童年是在浙江和湖北两地度过的。目前对他 8 岁前的生活情况，尚无资料可供

叙述。据邓述基老人所说，戴芳澜童年大部分时间可能在浙江和上海度过。在戴芳澜自填履

历中“1904 1905 ”一句，成为现在所知唯一可信资料。 

   “上海南洋小学”，全称应为南洋公学附属高等小学堂。南洋公学，是清代政治家、企业

家和福利事业家，曾任邮传部尚书（相当于邮电部长）的盛宣怀在甲午战败，民族危难之际，

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 1896年在上海创建的一

所按现代理念经营的学校。最早的校址在徐家汇。该学校逐步设立了师范院、外院（小学部）、

中院（中学部）、上院（大学部），形成三院一贯的新教育制度，成为我国大学、中学、小学

三级学制的雏形，初步形成了我国从小学到高校的普通教育体系。其中的上院即是现在上海

交通大学的源头。外院创办于 1901年 3 月 20日（农历二月初一），为中学预科性质，只设

高小。秉承“注意儿童之品性、体魄、知识、技能，俾臻完备，足当中学及专科适宜之选”

http://baike.baidu.com/view/667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4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3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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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旨，以“勤俭敬信”为校训。教师由南洋公学师范院毕业生担任。初时课程规章等多仿

日本，1903年后按照钦定的 《奏定学堂章程》设置教学内容。尤其重视国文、英文、算术

的教学，学生在这些基础知识上有较高的素质。该校率先用简谱配歌词，并把唱歌列入课程，

风行全国。学生来自全国，一律住校，每月放假 1 天。    

戴芳澜于 1904年进入该校的外院，当时的负责人应是林祖晋，而南洋公学特班的总教

习是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尽管戴芳澜在一年后即离开，但以十岁的少年第一次进入新

式学校，经过一年的训练，对他无疑是个有益的启蒙。为他后来进入教会学校或西式中学，

乃至到清华学堂学习准备了身体和心理条件。他中途辍学的原因，已无从得知，可能是由于

家庭经济原因，难以承担上海的消费。也可能是他的祖父去世，父亲在浙江离任，举家迁回

荆州。 

回到荆州后，戴芳澜先在家中延师学习了一段时间，1906年即赴武昌读书。他在 1916

年的一篇“课余随笔”中曾写道：“ ”，当指此时。 

戴芳澜在武昌学习的地方，是武昌文华学校。 

武昌文华学校是武汉地区最早的近代学校，其遗址位于现在的昙华林街湖北中医学院

内。该校原名文氏学堂（Boone Memorial School），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 1871年在武昌创办，

创建人是美国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ð1864)，1891年改名“文华书院”。

该校以培养忠于教会的知识分子为目的。初有学生二百余人。设有天文、地理、西洋史、

数学、物理、化学、体育等课程，兼习四书五经。学制原为预科六年、本科三年，后改为

十年制。1908 年改称文华大学，分神、文、理、医四个学院。戴芳澜入学时，校长是美国

传教士翟雅各(Jackson，James)，当是预科插班生。这所学校和上海的南洋学堂一样，都是

教会学堂，他应该比较适应，虽然他在这里仅学学习了一年，但肯定有助于他知识的增进

和体魄的健康，也增进了他的独立生活能力。 

1907年，不满 15岁的戴芳澜在三伯父戴振绰的资助下，与兄长戴练江一起回到阔别两

年多的上海，进入上海震旦学院预科学习 (1931年改为高级中学,称震旦大学附属中学，1952

年改名为向明中学)。 

1908 年上海震旦学院预科由徐家汇土山湾北面迁到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即现在上海第

二医科大学校址)东侧新建成的校舍，与东面的大学部仅隔一条马路。1908 年后，校长是法

籍传教士韩绍康 (H．A11ain)。他以法国的学士学位教程为依据，提出了一套包括三年制预

科和三年制高级课程的教学体制，预科讲授法语、英语、历史、哲学、地理、初等数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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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其他自然科学；完成了预科课程并考试合格后，可进入高级教程的学习，毕业后相当于

法国学士水平。从预科二年级开始，除中国语文外，其余各科都用法语教学。  

震旦学院是 1903年著名爱国教育家马相伯先生创建的学校，以“震旦”为校名，象征

东方曙光，英文和法文校名分别是 Aurora和 LôAurore。该校 以ñ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

讲教理ò为宗旨，提倡ñ学生自由研究之风ò，采用ñ挈举纲领，开示门径ò的启发式教学方法。

施教方针概括为：1．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分配学生担任行政职务以便他日将民主价值观应

用于社会；2．每星期日上午全校学生集合辩论时事，促使学生用书本知识，去寻求解决中

国现实问题的途径；3．每月 3 次军训，给学生打下将来为实现现代中国的理想而战斗的基

础；4．指导研究科学的门径，精选西欧名著作教材。 震旦学院招生标准是：1．精通古文，

能作优美精确翻译；2．中文书本知识广博，熟悉时事，以利于选择翻译中国最需要的西文

书藉；3．有良好阅读习惯，能妥善应付紧张的课堂学习和广泛的独立研读。学生可由推荐

或本人证书入学，学费年捐银一百两，多捐不限，试读一个月，如达不到校方要求标准，随

时令退，学费退还。清贫学生可以著作自荐，试读合格后免交学费，毕业后为学院半薪译书

2 年。 

戴芳澜自 1907年入校，1910年预科毕业，整整 3 年。这是他此前从未有过的连续在一

个学校求学最长的时期。这 3 年的高中学习，为戴芳澜以后继续深造打下了坚实的现代科学

基础，又由于老师直接用法语讲课，他有了相当好的法语水平，后来他经常对学生说自己的

法语比英语要好。3 年的住校生活，适应了西方的教育方法，为他后来去美国也是个有益的

准备。同时，启发式教学方法、民主价值观的熏陶，学生们对时事的关心等，都对他以后的

生活和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戴芳澜夫人邓淑嫒说，他这个时期的学生生活十分艰苦，

有限的资助只够吃饭，往往连买书的钱都没有，只好和哥哥同看一本书。每当考试来临，哥

哥要复习到很晚，戴芳澜只好先睡觉，等哥哥睡了他再起床读书。学校放假了，同学们都回

家去了，戴芳澜没有路费只好留在学校。 

1910年，戴芳澜和哥哥戴练江从震旦学院预科毕业。他们本来都可以直接升入本科，

但兄弟两人每年 200两银子的“捐银”，他们的家庭难以负担。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

  

二 清华补习 准备留学  

正好此时，游美学务处向全国招考留美学生。游美学务处是清朝政府为实行利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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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的“庚子赔款”作经费（11961121.76 美元），向美国有计划地派遣留学生而设立的机

构。经过两年招生，由于未能完成每年招收 100名的预定计划，便决定在北京西郊清华园建

立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游美肆业馆”，并在全国招生。报考的条件是：“身体强壮，性

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

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戴芳澜和兄长便在上海报考该校，考试学科要目规

定有：“一、国文；二、英文文学作文；三、德文或法文作文、翻译英文；四、地理以本国

为主兼及外国；五、本国历史；六、外国历史，上古、中古、近世通史；七、代数初等、高

等；八、几何平面立体；九、三角；十、物理；十一、化学以无机为主兼及有机；十二、动

植物生理；十三、地文地质；上列学科除国文地理、本国历史外，余均用英文考试，其德文

或法文未曾习过而其他学科均能合格者，亦准与考。”发榜之时，喜讯传来，兄弟两人都被

录取。(*

) 不过戴练江因为身体不好，没有进入清华。然而，此时的清

华学堂的校舍还在建设之中，戴芳澜没有立即到北京复试，而是在老家补习功课。 

1911年 3 月，在北京宣武门内铁匠胡同学部考棚，戴芳澜等共 468名学生参加复试，

戴芳澜作为初试中的 25名备取生之一，被合格录取。 

1911年 4 月，游美肆业馆更名“帝国清华学堂”（英文校印用 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简称“清华学堂”。 4 月 29日（宣统三年四月初一），清华学堂在清华园开学，

戴芳澜和 460余名同学及 30 多位教师一起参加开学典礼，在清华学堂监督周自齐、会办范

源濂率领下，向“皇帝万岁万万岁”牌位行三跪九叩礼。戴芳澜是今天闻名于世的百年名校

掀开第一页的见证人。 

据 1911年 9 月 6 日“游美学务处改行清华学堂章程缘由致外务部申呈”附件《清华学

堂章程》第二章“学程”中的第四条：’本学堂参合中国及美国中学以上办法，设高等、中

等两科。高等科三年毕业、中等科五年毕业。’ 

高等科学生入学年龄在十六岁以上，二十岁以下。戴芳澜被编入高等科。高等科教授

的科目有：修身、国文、英文、世界历史、美国史、高等代数、几何、三角、解析几何、物

理、化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学、法文或德文、拉丁文、手工、图画、体操。 

经过震旦学院三年培训的戴芳澜，比较适应清华学堂严谨的学风。学堂无论在是教学还

是生活上都对学生有严格要求。各项规章制度相当齐备，奖惩分明。入学不久，全体学生就

经受了一次甄选，未通过甄别考试被勒令退学，假满未到校者则被开除者。在这所现代化的

学校里，有崭新的教室和先进的教学和实验设备，在住宿和生活上学生都享受着较为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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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学生入学后所花费用不多，学宿膳费免交，但每学期须交体育费 1 元、洗衣费二元、

操衣费 20 元和预交期终可退还的赔偿费五元。他们的伙标准是每月 7 元（当年北京猪肉每

500 克为 1 角钱，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当在千元以上），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的月薪。清

华学生衣着方面较朴素，大都竹布长衫、布袜、布冠。由于清华远处城郊，加上学校的严管，

所以清华学生在生活上比较循规蹈矩，养成了简朴的风气。 

比戴芳澜小 6 岁，1912年进入清华学校的少年诗人闻一多，在一首《园内》诗中写道：  

 

   

  

 

 

这首诗，正是当年清华学子的写照。 

戴芳澜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形势连在一起的。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辛亥年，他在清华

不受贫困比较安稳的读书生活只过了不到半年，爆发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

时局动荡，因学部及外务部大臣都不能参加，原定 10 月 16日新学期的开学仪式被暂缓。当

时正在清华学堂求学的吴宓在其日记中写道：“日来警报纷纭，一日数起，闻之殊令人惊惶

异常。现北京各报，已为政府禁止登载各省乱事，以故一切详情难得确知。”清政府的戒严、

封锁，非但没有稳定人心，反而适得其反，为各种传言提供温床，让市民更加惶恐不安。他

们还曾梦想利用美国和清华的特殊关系，请求美国使馆能派兵保护学校，遭到拒绝。于是清

华学堂大量学生开始自行离校回家，许多美国教员搬出清华，或暂住城内，或离华返美。而

这一年，清政府竟把“退还”的庚款挪作军费，清华学堂的经费来源断绝。在内外交困的情

况下，11 月 8 日晚 8 时，校方宣布：“事情紧急，美兵既不来保护，则实无法维持。故现

定办法，将本学堂暂行解散。现仅余存款三千金，当分给诸生作旅费各谋他适，计每人可得

二十元，明晨发给。凡职员、学生人等，统即于明晨搬出。”自 11月 9 日起，清华学堂停

课应变。戴芳澜不得已回到湖北。     

  1912年 1 月 3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中华民临时政府。动乱形势开

始稍见安定，清华学堂便宣布重新开学，并在各大报纸发布通告，号召学生返校。 

1912年 5 月 1 日，停顿了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返校学生只有 360人。戴芳澜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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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走进清华园的 5 个月后，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Tsing Hua College ），唐国安为第一

任校长，周诒春为副校长，周诒春并接替张伯苓兼任清华教务长。 

《清华学堂章程》第五章“游学”中的第十五条：’本学堂每年择高等科学行最优美

之学生，按照经费数目酌定名额，咨请游美学务处送往美国游学。’戴芳澜于 1913年毕业，

被选送留美。今天已经很难找到他在学校的成绩记录，他们这一班的成绩档案可能已经没有

了。但根据章程，我们可以认为他的“学行”应该是“优美”的。   

1913年 6 月，戴芳澜从清华毕业，并被确定游美。但是，清朝政府原有的管理体制被

打跨了，新政权新秩序尚未建立，留学的经费又一时得不到落实，这一年的留学生无法成行。

原来，用于清华学校学生留美的经费——“庚款”，是由美国按年从中国的赔款中退还给中

国的，根据美国国会 1908年 5 月 25 日批准的关于退还中国部分赔款的联合决议，1913年

中国应交赔款 1080787.53美元，退还中国 541198.87美元。退还的款项中的一部分即用于

资助留学美国的学生。按原来清政府的决定，是将它分给各省的留学生，分配的比例则按原

来清政府向各省征派的赔款数的来计算。当年各省总共分担 1880万两，湖北分担 120万两，

各省实际分担总数共 1295万两，湖北实交 84万两，占 6.48%。也就是说，湖北当年应按总

数 6％左右的名额享受出国资助，如 1909年湖北分配的名额为 6 名。可是，这笔经费还不

知何时能够拨给他们。 

万般无奈的戴芳澜只好回到湖北老家。他在《自传》中写道：“1913年在清华毕业，但 

刚值辛亥革命后国内尚未恢复，庚子赔款无着，停留一年后才官费出国。”回家后，设在沙

市的江陵县初等商业学堂需要英语教员，戴芳澜便到该校临时执教，在静候出国的日子里，

为经济不宽裕的家庭挣些收入。他生前曾告诉他的学生，在等待出国的日子里，他还去过东

北找工作，谋生贴补家用，但详情现在无处了解。 

1914年，戴芳澜已经 21岁了。他完成了在国内的求学阶段。因为国家时局的动荡，家

庭经济状况的日渐衰落，他在浙江、上海和湖北辗转，上过至少 3 所学校才完成中学学业，

凭借他的天资和努力，终于得到进入清华，留学美国的机会。 

三  负笈美利坚 

毕业一年后，经费终于落实。临行前，填写了志愿书，并找到了保证人。戴芳澜除得到

船票外，还得到了“整装费”国币二百五十元。他的姑夫邓振璣正任职湖南官矿经理处总理，

在上海设有办事处，经营矿砂出口业务，居家上海。戴芳澜临行前，与姑妈及多位表姊妹上

海梅兰照像馆摄影留念。戴芳澜身著洋装，英气勃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镜头。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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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启程，远渡重洋。一个月后到达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城，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 

根据中美原来的协议，留美学生“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

师范诸学”；戴芳澜选择了农科，并得到学校的同意。他在《自传》中谈到自己的留学动机

时，说在那个时代“几乎不断地有外人欺侮我国的事件发生，生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无不

气愤填膺，希望祖国赶快富强起来。那时年青人都抱有‘实业求国’的志愿，文科都不愿学。

因此在留学时我的志愿是学农，认为美国农学颇发达，它又是一个‘民主’的‘先进’国家，

很可以作我国的模范。” 

设立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城的威斯康星大学，成立于 1848年，是一所著名的大学。

在上个世纪初，该校的农学院院长、美国早期的生物学家、最早证明植物的细菌病害的细菌

学家、美国农业微生物学先驱哈里•鲁曼•罗素（H. L. Russell ，1866 —1954 ）即出于保

护农作物免受病害的愿望，创建了植物病理系。因此这个农学院一直保持着的优势和农业生

产者的就是密切联系。植物病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刘易斯•拉尔夫•琼斯（Janes Lewis Ralph），

后来被看成为植物病理学的领袖人物。戴芳澜入校时，正是这些先驱们开始创业的日子。戴

芳澜可能是第一个到美国学习植物病理学的中国留学生。第一年的学习，对于一个年轻的中

国人来说，功课自然紧张。从此开始了他毕生从事的植物病害和引起病害的主要病原——真

菌学的学习，还学习了有关农学和农学知识。然而，更令戴芳澜感到非常不适应的是文化的

差异。他在 1916年的《留美学生季报》中，发表过一篇题为“美国威斯康新大学一年级生

之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心境。文中写道：  

“  

ҢҢԍԍ

” 

此外，学校还特别规定一年级生不能在讲堂附近吸烟，也不能在健身房铁栏杆上坐着，

否则即被丢进湖中，或禁止听讲数周数月。戴芳澜对这些欺侮新生的做法，非常反感，他说： 

“

“ 

当戴芳澜到达美国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爱国的游子时时惦记祖国。1915 年 5

月，袁世凯正蓄谋称帝，又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引起全国一片愤怒的抗

议，身在大洋彼岸的戴芳澜忧国之情难以平息。他天天读报，追踪有关消息。1916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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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了回答国内朋友的询问，在《留美学生季报》中发表了“追记中日交涉时之美国舆论”

一文。文中把当时美国为一己之私利的所作所为作了深刻的揭露：始而三缄其口，继而为日

本侵略辩护，甚至认为只有由日本监督及指导中国才能发展，最后则把中国看作已经沦为日

本殖民地的朝鲜。戴芳澜最后写道：“

”爱国青年戴芳澜身处异邦，这时已经看清了美国的真面目。

他十分清楚非自强不足以图存，为他以后回国勤奋工作，忠诚为国家富强奉献力量奠定了坚

实的思想基础。 

同时，他也注意向国人介绍美国的真实情况。他在《留美学生季报》中，曾以“课余

随笔”为题，介绍了美国高等学校中的军训、多党制、勤工俭学等。他在文中对比中美现状，

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主张，希望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呼吁国人团结起来，互相帮助。这又

是戴芳澜一生慷慨助人的高尚风貌的思想基础。 

在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中国科学社（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cience，成为这个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学术团体的第一批成员。

中国科学社是他的清华学长、于 1909—1912年间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

生任鸿隽、杨杏佛，秉志、金邦正、过探先等人在 1915年元月创刊《科学》杂志后，于 1915

年 10月成立的。他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以留美学生为该社主体。1916

年 1 月 12日，戴芳澜被中国科学社董事会提名为威斯康星大学“征求委员"，负责介绍新社

员工作。 

为表示对《科学》杂志的支持，戴芳澜在 1916年为该刊第二卷第九期写了科普作品《说

蝗》。这是目前所知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始即说明撰写此文的动机：“

。”又由于美

国报纸上讥笑中国捕蝗方法的落后，他便以红腿蝗虫为例，介绍了有关蝗虫的基本知识。包

括蝗虫的种类。形态结构、生理习性等等，然后说：“ 1873 1877

”

最后向读者介绍了三种有效的捕蝗方法。这篇介绍近代昆虫学知识的科普文章，是我国最早

介绍蝗虫科学知识的著作之一，这篇文章是戴芳澜作为我国现代植物保护科学的先驱之一的 

证据。 

戴芳澜在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学习两年后，暑期后从麦迪逊城迁到纽约市附近的小镇

伊萨卡，转学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专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康奈尔校园风景优美，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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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与地处大城市的较为拥挤的大学相比，呈现出宽阔宏大的气度。校园建筑物精致典雅，

还得天独厚地有着美丽的瀑布、蜿蜒曲折的登山步道和清澈见底的凯雅嘎湖。在这里，比他

早来美国 5 年的秉志（1886—1965），此时已经是该校生物系的博士研究生了。而他的另一

位与他同岁的终生挚友兼同行邹秉文（1893—1985）则在这一年学成回国。从这所学校里还

先后走出了一大批中国的著名学者名人：胡适、茅以升、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唐钺、

张心一、金善宝、曾威、唐振绪、赵祖康、谈镐生等等。 1918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 

中国科学社与中国工程学会在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大同俱乐部联合召开第三次年会，戴芳澜参

加了会议。社长任鸿隽在致词中强调“救国当从昌明科学始”，前教育总长范源濂到会并致

词。康奈尔大学代理校长金博尔（Kimball ）教授到会发表演讲。 

康奈尔大学建于 1865年，被称作ñ美国第一所大学ò。为培养人才，他以ñ让任何人都能

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为宗旨，坚持大学教育的平等性，重视实践。今天，这座世界名校

的十四所学院每年开设多达四千多门课程。 

当时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有美国建立最早的植物病理系，有以研究蘑菇著名的真菌学家乔

治•弗朗西斯•阿特金森（George Francis Atkinson1854～1918），他从 1896年回到母校，在

这里任教到 1918年去世。1901年他发表的《食菌与毒菌》一书，是当时真菌学的入门读物，

戴芳澜很可能读过。他的主要贡献是培养了许多人才。赫伯特•海斯•怀素(Herbert Hice 

Whetzel 1877～1944) 是康奈尔大学更重要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他在这里工作了 42

年，直到去世。1907 年他在美国最早建立了植物病理学系，也是美国植物物病理学会的创

始人之一、美国真菌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美国《植物病理学报》的首任主编，他在教学中强

调理论联系实际，在植物生长季节经常带领学生到田间、林区实习。此人对我国真菌学和植 

物病理学、森林病理学的创建和发展都有重要影响，除戴芳澜外，我国著名的真菌学家邓叔

群在他指导下于192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林传光也是在他指导下于1940年完成博士论文的。

1929 年他曾准备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聘请，来华讲学，后来因故未来。戴芳澜

在进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时，还遇到上述两位教授的学生、于 1913年进入该系

当助教的哈里•莫顿•菲茨帕特里克（Harry Morton Fitzpatrick，1886～1949），此人后来也成

为国家著名的真菌学教授，曾出版过影响较大的专著《低等菌物—藻状菌》。在这样一个处

于国际先进水平的学术环境中，勤奋而又有强烈求知为国愿望的戴芳澜，自然得到更多增进

知识，学习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机会。另外，锈菌专家约瑟夫•查尔斯•阿瑟(Joseph Charles 

Arthur, 1850-1942)和尾孢菌专家查尔斯•戴维•丘普（Charles David Chupp，1886~1967）也

曾是戴芳澜的老师，这对于后来戴芳澜从事的真菌分类工作可能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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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奈尔大学的学习生活是紧张有序的，系里的师生关系比较融洽。戴芳澜后来向他的

学生讲过学生们给阿特金森教授祝贺 60 岁生日的故事。分散于全美国各地工作的学生，在

教授生日前夕同时回到康奈尔，但事先并未告知教授本人，生日那天，给了教授一个惊喜，

一时传为佳话。在强调理论结合实际的怀素教授创导下，戴芳澜暑假经常去农场工作，这一

方面可以增强实际经验，同时也可以有些经济收入。8 月 30 日至 9 月 2 日 该社与中国工

程学会在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大同俱乐部联合召开年会，为本社第三次年会。社长任鸿隽在致

词中强调ñ救国当从昌明科学始ò。前教育总长范源濂到会并致词。康奈尔大学代理校长金博

尔（Kimball）教授到会发表演讲。 

四年很快过去了，1918 年，当戴芳澜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农学学士学位。然而，

他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表述了他此时的心情是：读了四年大学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认

识了自已是无知的！学海无涯，我是永远不会毕业的。为了寻求知识，他离开了伊萨卡，进

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和他保持着长期业务通信联系的罗伯

特•阿尔默•哈珀教授（Robert Almer .Harper，1862ð1946)教授。哈珀教授是植物病理学和

真菌学教授，研究真菌细胞学的先驱，在美国真菌学界有一定威望。 

在哥伦比亚大学，他还结识了另一位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伯纳德•奥格尔维•道奇

(Bernard Ogilvie Dodge，1872—1960)。道奇年长戴芳澜 21岁，但他同戴芳澜一样经历了曲

折的求学之路。他也在威斯康星大学读过书，到 1909年，即已近中年时才拿到学士学位，

19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植物系得到博士学位，到 42岁时才发表第一篇论文，后来在哥伦比

亚大学工作到 1920年。道奇在进入大学前当过中学教员，那时就对采集食用菌感兴趣，终

生未改。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员时，正好是戴芳澜的老师，他开始研究的是粪盘菌科

（Ascobolaceae）的繁殖。 

我们尚未找到有关戴芳澜在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具体课题或研究领域的明确信息，但是

在植物病理学方面，相对于威斯康星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来，似乎并没有很大的优势，而从后

来戴芳澜 1935年第二次到美国进修遗传学和分类学研究来看，他到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的研

究应该偏重于真菌分类学、细胞学和遗传学方面。 

在美国 5 年，虽然学业进展顺利，但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形势和他家庭的困难始

终令他牵挂，再坚持再苦读几年，肯定将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回国效力。但是，他的父亲失

业，一家人生活陷于困境，几次叫他回国。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

无可奈何之时，只好又一

次辍学，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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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以后，1935年，戴芳澜才又一次获得机会到美国深造。那时他在金陵大学任教，

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会）得到为期两年，每年 1200美元的教育文化基金

资助，到他的老朋友、此时已在纽约植物园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 8 年的道奇处进行合作研究。

这时的道奇已经是美国真菌学会副会长，研究的对象是脉孢菌的遗传学。1935年 9 月 7 日，

他到达纽约植物园生化实验室，住在纽约市北部布朗区离植物园不远的第 230 街 213 号 E

座。在当年 10 月 4 日他写给梅贻琦的信中，有“

”的字句。 

从 1925 年起，上述庚子赔款被美国交给了一个叫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掌管，第

一任董事会由 10 名中国人和 5 名美国人组成，中国人中有 3 名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

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

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

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任）。5 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禄

（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贝克（中

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

任鸿隽担任行政秘书。这个董事会每年有大约一百万美元的预算用于促进科学事业。 

    由于有足够的资助，戴芳澜携妻子邓淑媛同往美国，由于清华大学希望他尽快到职，因

此他只在美国逗留了一年，于 1936年秋季回国。在这一年中，他以当时刚开始的生化遗传

学的最佳材料脉胞菌 ( Neurospora) 为对象，进行了该菌的分类学和细胞遗传学研究，“脉胞

菌的两个新种”
]
和“脉胞菌的性反应连锁”两文，分别于 1935年和 1936年发表在美国的

《真菌学报》(Mycologia) 上。 

据戴芳澜的学生、现在已经年逾九十的娄成后院士回忆，当时戴芳澜夫妇在美国的寓所，

是中国留学生经常聚会的地方。邓淑媛是个热情好客的女主人，戴芳澜又是一个关心时事的

爱国者。作为一个年长的教授，对于那些在异乡求学的年轻学子，他们肯定给过许多帮助。

戴芳澜夫妇的这种关怀年轻人的作风，一直保持到他们最后岁月。 

 

第三章 杏坛设帐 

一  锋芒初试 

1919年, 戴芳澜中断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机会，带着几分辍学的

惆怅，几分对故乡亲人的挂念，登上西去的火车，横穿美国，取道旧金山乘船回国。1 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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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后到达上海。 

阔别 5 年的上海，更加繁华，但是戴芳澜无心顾及灯红酒绿的社交活动，急于找到工作，

为年迈失业的父亲分担起家庭的负担。他的学长，1915 年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过探

先（1887～1929）任南京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校长，他很快就到这个学校谋得了一个教师

位置，估计是教授植物学和植物保护等课程。初入教育界，消瘦高清秀的孩儿面孔，似乎缺

少点师道尊严，为了使自己显得庄重一些，这位 27 岁的年轻教授特意在上唇上留起了一撮

短髭，这短髭给他增添了几份威严，成为戴芳澜形象的鲜明特征，他一直保留着，直到驾鹤

西归。   

江苏省立第一农业学校成立于 1913年 1 月，地址在南京市区的三牌楼（今南京市察哈

尔路南京师范大学附中）。这是清末民初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农业技术时的产物。这所相当于

大专水平的农业专科学校，开学时只有学生 60余人、教职员 20余人，包括农科和林科，学

制疑为 4 年，第一年为预科，以便入学者的程度相对整齐。低年级的课程设置和高中类似，

有国文、英文和德文、数学、化学、博物学，图画、体操等，高年级时则讲授农学专业课程，

而且分科较细，例如有肥料学等。学生宿舍设在校外，集中统一管理。该校强调农业人才必

须“勤朴耐劳，严毅庄肃”。学生由宿舍出入校门上课必须整队。虽然这是个中等专科学校，

由于校长过探先的悉心经营，建立起良好的学风和校风。当年江苏省第一农校的办学成绩，

经教育部考核结果列为全国农校的模范，声闻遐迩。过探先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师生，发扬

民主，尊重人才，因而延聘到一批优秀教师。例如著名植物学泰斗钱崇澍、棉花专家孙玉书、

林学家陈宗一等都在此任教过。1927 年国民政府将南京第一农业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等九

所高校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第二年改名中央大学）时，农学院就在地处三牌楼的南京

农专旧址。 

据说，戴芳澜到校初期就借住在钱崇澍寓所，30 多年后，他们都是中国科学院生物学

部委员，分别担任植物研究所和应用真菌研究所的所长，在中关村的 14 号特级楼的一层，

东西相对毗邻而居，直到两人先后位登仙籍。 

戴芳澜回国到此任教时，正是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学生经常对老师品头评足，无端指

责，要求难免过苛，动辄闹“学潮”。作为一个初登杏坛的年轻教师，尽管兢兢业业讲课，

但学生对于这位留美归国，沉默寡言的年轻老师，并不看在眼里。1920 年，过探先辞职，

由北大毕业生盛梦荪继任，留美的教师几乎全部跟随过探先离校，转到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或

金陵大学任教授，而戴芳澜此时尚未得到足够的资历，未能同往。过探先离校后，校中几乎

只剩下留日和未有留学经验的老师，1920 年夏学生为此闹事，虽经陈宗一调停而平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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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更不顺利。戴芳澜只好离开。在农校的学生中，有后来继续受业于戴芳澜的林传光。戴

芳澜在《自传》中对这一年的叙述是： Ņ

 

戴芳澜不属于任何宗派。他作为美国留学生，在几乎全部是留日学生的教师群中，自然

很不受重视，甚至被解聘。他失业了。此时他的长兄戴练江在天津工作，临时为他在天津一

家私人的农场里找了一份差事。36年后，戴芳澜在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写的自传中

写道：Ņ

ņ对于戴芳澜来说，这种用非所学的差事自然是不得

已而接受的，以他的学术造诣，到天津私人农场是屈尊谋职，自尊心颇受伤害，认为是“生

平最大的污点”，因此自己过去从未道及。但他在向组织交代历史时不能留下履历上的空白，

故以“混饭”来描述他自认为的历史“污点”。不过，据邓淑媛在上世纪 80年代初回忆，他

事实上并没有抱着“混”的态度工作，隐忍之中仍然谨守职业道德，勤勉工作，取得了十分

出色的成绩，当年凡是到过农场的人都无不为那错落有致、生机盎然的花木而赞叹！ 

这一年，令戴芳澜多少感到高兴的是《科学》杂志第 5 卷上发表了他在这个杂志上的第

二篇文章“植物病害之现行治法”，这篇连载两期，上万言的文章，像“说蝗”一样，也是

一篇高级科普作品，他从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以我国第一代植物保护工作者的责任感向农

业工作者和识字的农民详细介绍了多种先进的病害防治方法。本文最后谈及从事植物病害防

治工作的困难：经费无着，合作之难和生活无法维持。在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道

出了一位亟望为国家为农民谋福利的正直科学家的苦衷。 

当时，这个由几位留美学生创办，旨在向中国读者普及现代科学知识的刊物，由于出版

经费困难，印刷发行都无法按部就班进行，可能是在美国即已动笔，也可能是在回国途中写

于太平洋上颠簸的轮船舱位之中。 

二  成家立业 

1921年秋，28 岁的戴芳澜回到荆州完婚。他的未婚妻邓淑媛(1897-1987)，又名继善，：

江陵县沙市镇（今荆州市沙市区）人。沙市邓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清代有方正孝廉 3 人，

举人 10人，官至朝廷二品及三品的各 2 人；民国初年到海外留学 10人，在国内大专学校毕

业近 30人。民国时期有 5 人分别任湖北、湖南、江苏等处高级官员。同时，邓氏家族还经

商，清未民初在沙市的祖屋位于九十铺（现胜利街）及附近巷里连亘数里，在经济上也曾经

很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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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淑媛的祖父邓裕澍(1829- 1897)，字雨人，号霖汝，是清朝候选盐运司知事， 祖母

郑氏（1828－1911），父亲邓振鹄(1870- 1908)，号荫楣，清监生, 布政司理，衔加一级诰封

奉直大夫，母亲刘氏（1872－1908）。邓淑媛有兄弟姊妹共 6 人。 

邓淑媛的堂叔父邓振璣（1875年～1955年），也是戴芳澜的姑夫，字正夫，号政甫，清

光绪癸卯（1903）恩科举人，曾任内阁中书、法部典狱司知事。民国时期曾任湖南实业司司

长，政务厅厅长及官矿经理处总理、厦门道尹、湖北政务厅厅长兼武昌商埠局长等职，并曾

在沙市设益记布厂和书报馆，在上海创设仁寿康药号、昌明公司，还附设出洋招待所。邓振

璣生平做官，不惟不会贪污，而且赔累愈来愈多。他应得的祖产差不多抵押变卖光了，而家

用不能按时汇寄。他作官时不准任用“三爷”（即少爷，姑爷及舅爷），一生追求国家的民主

共和制度，反对袁世凯等复辟帝制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27 年以后，他远离国民党的政

府，在自传中说：“廿多年来绝不沾他们的边”。这是清末民初腐败官场中的一位佼佼者，他

的作为，自然对外甥兼侄女婿戴芳澜会有影响。 

戴邓两家从他们父辈起开始联姻。戴芳澜的母亲是邓淑媛的姑妈，而邓淑媛的母亲又是

戴芳澜的姑妈。在二十世纪到来，新潮涌动波及地处中国长江中游荆州的时代，邓淑媛从小

不做针线，不缠足，只用心习文弄墨，广交朋友。她在武昌读完高中毕业后和妹妹一起曾在

荆州办过一所求志小学。戴芳澜和邓淑媛这对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嫡亲表兄妹，早已

两心相许，并已订婚。戴芳澜在清华读书，在美国留学时，两人鸿雁频传，感情更是浓密。

戴芳澜还在美国读书时，双方家庭已经同意了他们的婚事。据邓淑媛后来说，他们结婚前，

戴芳澜觉得自己家境中落，担心邓家悔婚，可是当她知道戴芳澜的疑虑后，明确表示她决不

是嫌贫爱富之人，坚决要与戴芳澜结婚。后来在继母和姑妈的操持下，婚礼如仪举行，有情

人终成眷属。一时传为佳话。而后来邓淑媛成为戴芳澜的得力助手，相濡以沫，白头偕老。  

然而，父亲失业在家，婚事自然有所花费，家庭的供应需要戴芳澜分担。当年夏天，他

谋得广东省农业专门学校的教席，被同意去该校担任植物学和植物病理学教授。这对蜜月之

中的情侣，便双双离家南下广州赴任了。 

位于广州市天河区五山的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正式成立于 1917年，是当时广东全

省唯一的高等农业学校，是近代广东高等农业教育的开端。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康奈尔大学获

农学博士唐有恒(1884ð1958, 字少珊。珠海唐家镇人) 于 1909年创办的农林传习所（随后又

改称农业教员讲习所）。它的演化结果之一便是今天名闻寰宇的华南农业大学。 1920 年，

邓植仪（字槐廷，1888－1957）接掌该校，兼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他也是留美硕士，是

戴芳澜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友。戴芳澜受聘来此任教。 



第一章  第 - 18 - 页 共 87 页 

 - 18 - 

邓植仪上任伊始，便使军阀陈炯明的军队撤出了划归农专使用的地区，又获准将试验场

地 50 亩拨归学校作学生试验地，并在石马岗建成一座兼教学、科研、办公室、教职员宿舍

的楼房。为了保证农专的合格生源，他通过广东省政府要求各地选送合格学生入学，并由各

地公款酌给川资，以保证被遴选的穷苦子弟能上学。又先后聘请了欧华清、张天才、邝嵩龄、

沈鹏飞、黄国华、黄枯桐等一批专家来此任教。邓植仪根据他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认为

农业教育应注重结合国情，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中国特色，鼓励教师结合实际编写

教材。他在农林试验场设立了调查科，有专人负责在广东各县调查农林情况；又设立了推广

科，编印文字浅显易懂的读物推广农民易于接受的科研成果。他还支持农专学生会创办了《农

声》会刊，将农业科研的成果介绍给农业界，向农民兄弟推广农业科学知识。  

邓植仪的这些新举措，自然很符合戴芳澜的愿望，他决心和全校师生一起，同甘共苦，

艰苦创业。他从 1921年的新学年开始讲授植物病理学，结合实际自己编写讲义，为开辟试

验用农田，带领学生跑很远的路去开荒。1922 年夏天，他在农校农场附近发现芋头上一种

病害，便采集了病叶标本，随后，他收到广东增城农民来信，要求帮助，因为在我国南方芋

头也是一种重要农作物，荒年甚至是救命的粮食。他这才得知该病害在当地为害甚大，因此，

他查阅文献，并进行了实验观察，对这种病害作了详细的了解，写出了《芋疫病》一文，文

中对病的症状、病原菌的生物学和防治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于 1923年发表在《农林季刊》

第 3 期上。这是我国学者关于疫霉属真菌的第一篇论文，历史赋予了他在植物病害研究方面

奠基人的地位。他还在《广东省地方农林试验场第六次报告书( 民国十年度) 》中的“病虫害

课成绩报告，病害部”里，详细总结了他在这里工作的情况。  

在广东工作期间，他结识了在广东省教育厅任督学的丁颖。作为留日的农学家，自然关

心农校的建设和发展。作为研究水稻的权威专家，对于水稻的病害自然有所关注，少不了向

戴芳澜咨询。新中国成立后，戴芳澜和丁颖同时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1955年 10月，

他们一同到柏林出席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四周年庆祝会和科学报告会，并参

观访问了该院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和柏林近郊的农业合作社。在这次庆祝会上，他们同时被该

农业科学院曾授予通讯院士称号。后来丁颖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的院长兼水稻生态室主任，

他们的过从在老年更加频繁。 

20 世纪 20年代，我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年代。民不聊生，经济萧条。农校

的办学经费经常拖欠，连教授的工资也不能按时发放。1923 年广东财政厅甚至要将农专农

场拍卖。为了使丈夫能安心工作，邓淑媛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为了一日三餐，邓淑嫒不

得不经常变卖衣物和手饰，长期生长在湖北的邓淑媛，对于广东那湿热多雨的气候也难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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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经常生病。他们不得不另谋出路。戴芳澜在ʃ自传》中写道：“

1923   

后来戴芳澜回忆这前后 3 个年头的经历，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一位学生（林亮东），

研究了一种病害（芋疫病）。林亮东( 字立农，1900～1974) 在广东农专师从戴芳澜，后来又

在东南大学任戴芳澜的助教。 林亮东 1937年在美国获植物病理学硕士学位，并以优异的成

绩被美国生物学会授予荣誉会员，获美国植物病理学会奖给金质奖章一枚，1937 年回国后

从事植物病理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历任中山大学教授、华南农学院教授、广东省农林处处长、

华南农学院植保系主任、华南农学院湛江分院副院长、广东植物病理学会理事、广东省人大

代表等职。 

三  重返南京 

当戴芳澜来到广东时，他的老朋友，康奈尔大学毕业的邹秉文一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农科（1921年后更名东南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主任，1923年过探先出任农科副主任，而

著名的农业昆虫学家ˈˈ美国硕士张巨伯（1892̍ 1951）也在那里任教授兼病虫害系主任。

1923年张巨伯作为交换教授曾到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任教一年，可能与戴芳澜也有交往。

戴芳澜对于新成立的东南大学农学院应该有较多的了解，而那里的领导人也都是他的同学和

朋友。因此 1923年秋，戴芳澜重返别离 4 年的南京，出任东南大学农科病虫害系教授。 

东南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大学之一。其前身是清末维新变法的产物之一三江师

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1 年经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郭秉文之倡

导更名为东南大学。校址从开始到现在都位于四牌楼，它当时是与北京大学齐名的最高学府。

戴芳澜的挚友邹秉文此时继续担任农科主任，农科中的病虫害系的主任则是张巨伯。先后在

农科开设了农艺、畜牧、园艺、蚕桑、生物、病虫害等６个系，并在南京成贤街、武胜关、

太平门外及江苏、河南、湖北、河北４省，开办作物及水稻、蚕桑、园艺与棉花等９个试验

场，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原颂周、孙恩麟等先后在此任教。邹秉文当时和文科之杨杏

佛、工科之茅以升，并称“东南三杰”。3 年后重返南京，戴芳澜终于进入了高等学府。 

当时的农科的病虫害系设昆虫门和病害门，昆虫门更受当局重视，每年由江苏省昆虫局

可获得二万四千元经费，而病害门除教职员薪金外，图书仪器素无经费预算，到 1924年才

开始临时筹措经费，勉强购置解必要的设备（十九年度中国植物病理事业发展之概况，戴芳

澜：《中华农学会报》第 85期，1927年）。戴芳澜在此讲授植物病理学和植物学。同时把在

广东采集的标本带来进行整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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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的教学科研条件自然比广东农专要好些，戴芳澜的教学任务比较繁重。他重视

植物学等基础课的教学，为此他经常向同学们推荐一些教材以外的参考读物，这些课外材料

往往是在他精选之后，亲自复写或打印的。为了帮助同学们打开视野，了解国外研究动态，

他还在《农学杂志》上发表过“中国植物病害问题”、“植物病理学在法国发展之概况”和介

绍瑞典真菌学家帕松(Persoon，1761—1836)的 “帕松略传”等，这些都应该是他备课时的

收获。在教学的同时，他尽可能开展了有关植物病害和病原真菌的研究工作，在《农林季刊》

上发表的“应预防之一可怕的病害：马铃薯黑瘤病”，可能是他当年准备研究的对象，但是

在当时条件下，他更多的工作是带领学生对植物和农作物的病害进行调查，1927 年他发表

的“江苏麦类病害”和“江苏菌类名录”应是这时工作成绩的反映。“江苏菌类名录”是戴

芳澜终生调查收集我国真菌资源的开始，50 年后由他的学生们协助他完成的《中国真菌总

汇》，实际上从此就已经开始了。学校农科建立时间不长，尤其是有关真菌和病害方面的图

书期刊很少，而且他到校几个月后，当年的 12 月，农科的口字房因电线短路造成火灾，将

农科的图书仪器和标本全部烧毁，原来由邹钟琳多年采集会与菲律宾交换的标本，以及戴芳

澜从 1919年以来，主要是在广州采集的真菌病害标本数百种也损失殆尽。于是从 1924年开

始又带领学生到处采集标本。到发表“江苏菌类名录”时，有截至 1926年 9 月采集到的约

1000号标本。其中除少数是由何畏冷鉴定的外，多数是戴芳澜自己鉴定的。在该文前言中，

戴芳澜写道：“

”（江苏菌类名录。农学杂志，3(6) ：1—13。）足见戴

芳澜的严肃科学态度。 

当时在金陵大学工作的俞大绂，曾经常去向戴芳澜请教如何防治桃褐腐病患缩叶病，因

为当时这种病害对桃树的威胁甚大。不久戴芳澜到金陵大学任教，俞大绂和陈鸿逵便是他的

助教。从此他们维持了长达 40年之久的师生情谊。 

为了解学科发展新动向，丰富讲课内容，他经常到成贤街文德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

去查阅资料。这个由秉志和胡先骕等于 1922年自发创办的民间科研机构，订阅了许多国外

期刊和图书，对戴芳澜的教学和科研大有帮助。由东南大学到文德里，走路不过十分钟，他

的寓所四牌楼 3 号，也近在咫尺，况且中国科学社里绝大多数人都是老朋友，和生物研究所

的秉志更是知交，彼此见面，无话不谈。1926年 7 月，在东南大学“易长风潮”中，戴芳

澜与胡先骕、秉志等向校方倡议创办大学研究院。 

然而，这种相对安稳的教学科研生活，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由于军阀派系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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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广大师生爱戴的郭秉文(1880～-1969，教育家)被段祺瑞临时执政的教育部免去校长职务，

任命胡敦复(1886～-1978，数学家、教育家)接替。此举受到全校上下的抵制，使新任命的

校长无法上任，也受到社会各界的谴责，在 1 年多的时间里学校没有校长，使东南大学处于

一个动荡时期。这就是东南大学历史上所谓的“易长风潮”。在这场风潮中，围绕郭秉文和

胡敦复谁任校长问题，教师队伍中分裂成拥郭拒胡派和拥胡倒郭派，我们今天无法考证戴芳

澜的态度究竟如何，但是当时许多著名教授都纷纷离开东南大学，戴芳澜可能是不愿意郭秉

文离校的，后来他被解聘，也可以说明他不见容于倒郭派。 

1927年，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国民政府奠都此地，6 月国民政府推行大学区制，江苏以

东南大学为主组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并派遣倒郭派的胡刚复( 1892～1966，物理学家) 等负

责接收东南大学。从此原有的农科改制为农学院，下设植物农艺、动物农艺、农产创造三科。

东大原有农科体制被废，农科主任邹秉文辞职，应冯玉样将军之邀，偕同几个新毕业的大学

生，到开封去为冯规划其所辖西北地区的农业改进工作。戴芳澜也被解聘了。在东大 3 年受

教于戴芳澜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我国粘菌研究奠基人的周宗璜（1904～1981，历任北京大

学、中央大学、吉林农业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以及四川大学植物学教授公认的槭树科

和杜鹃花科专家方文培（1899～1983）等。 

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 “1927 。” 

四  金大栖身，为国争荣 

    戴芳澜被解聘后，他们夫妇只好到上海暂住，那里有许多戴家和邓家的亲戚。经与他的

老上级，已经于 1925年离开东南大学，此时在金陵大学农科中国方主任的过探先联系，1927

年暑期之后，戴芳澜被聘到金陵大学到金陵大学农林科生物系，任教授兼植物病理学组主任。

此时过探先是该校校务委员会主任（校长）。他们夫妇的寓所在金陵大学校园中的小桃园宿

舍(现称南园，南大大门正对面，,中间隔一条汉口路，原来是一栋栋小洋房，作为教授宿舍，

现已不见踪迹)。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

” 

金陵大学前身是 1888年在由美国基督教会捐款建成的一所新式学堂汇文书院（Nanking 

University ），地址在南京干河沿( 即今中山路金陵中学校址) 。1910 年另一所教会学校宏

育书院并入汇文书院，1910年改为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时，在美国纽约州

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接受纽约大学的学位文凭。并和美国康乃尔大学结为姊妹大学。

该校于 1914年创设农科，次年设林科，1916年合并为农林科，1924年过探先任农林科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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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时在生物系成立了植物病理学组( 初属生物学系) ，博德（R.H.Porter ）为主任。博德回

国后，由戴芳澜接任。1930 年农林科改为农学院，谢家声(1888—1983，农学家, 曾任联合

国救济总署农业部主任) 任院长，生物学系分为植物系和动物系( 后者并入理学院) ，植物系

主任是史德蔚(A．Steward)。该系下设植物学、植物病理学和昆虫学三组，戴芳澜任植物病

理学组主任。 

戴芳澜的学生、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裘维蕃曾经回忆道：“

(0wen Principles of Plant Pathology)

_ ”（纪念菌物学

大师戴芳澜百年诞辰，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印《院史资料与研究》

1993年第 4 期，11～14页） 

终生与戴芳澜三离三聚的周家炽回忆当年求学时的情景，写道：“

” （周家炽：

回忆戴先生，《真菌学报》2 卷 2 期，68～69 页，1983年。）周家炽的毕业论文“石榴干腐

病”研究是在戴芳澜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毕业前，周家炽在园艺场采到患干腐病的石榴，

不久在病果上观察到长出的病菌中出现有性世代。他发现在燕子矶一带的石榴林中这种病果

较多，于是决定进行研究。戴芳澜手把手地教会了周家炽培养病菌，做切片，染色和在显微

镜下观察，绘图画照相，并指导他查文献，做鉴定，最后完成了论文，又把周家炽带进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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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殿堂。周家炽后来回忆道：“

”足见戴芳澜对学生的关心和培养不限于业务，还支持学生的爱

国行动。周家炽毕业后他在岭南大学工作一年，被戴芳澜邀请到清华工作，1946 年到英国

进修后又回到戴芳澜身边，一直追随戴芳澜。 

后来戴芳澜回顾金大 7 年的工作时说：“

 

的确，经过回国 8 年，由南到北，又由北而南的几次奔波。他算是找到了一个较安定，

到 1931年，戴芳澜的月工资已经达到 270元（约相当于但是上海熟练工人的 9 倍）。又有较

好的研究工作条件的场所，可以开展科研工作和培养学生了。 

这个时期戴芳澜的科研工作可以从他发表论文目录中得悉。 

1929年 2 篇：花红苹果锈病及其防治法，大麦坚黑穗病防治法 

1930年 2 篇：A new species of Uncinula on  Acer trifidum Hook,and Arn．(三角枫上白

粉 菌 之 一新 种 )， Studies in Gymnosporangia on Juniperus chinensis_I: 

Gymno- sporangium yamadae Miyabe．(桧柏上胶锈属的研究ðI 苹果锈病菌)。 

1931年 1 篇：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yriangium bambusae Rick,(竹鞘寄

生菌之研究)， 

1932年 2 篇：Notes on Chinese fungi I,II.( 中国真菌杂录，一，二).(与魏景超合作)       

1933年 1 篇：梨锈病及其防治法  

1934年 4 篇： Notes on Chinese fuagi III．(中国真菌杂录，三) (与魏景超合作) 

             Notes on Chinese fungi IV. Xylariopsis, a new genus of Xylariaceae. (中国真

菌杂录，四 )，A species of Choanephora with diehotomously branched 

conidiophore. (具叉状孢子枝的笄霉)，A dry rot of pomegranate fruit caused 

by  Zythia versoniana Sace. (石榴干腐病) （与周家炽合作)。 

1982年《真菌学报》创刊号上正式发表了署名戴芳澜遗稿的“南京的鬼笔菌”，这是戴

芳澜保存的在金陵大学教书时写的读书和工作笔记，题目为“鬼笔菌札记”，由他的学生整

理成文以新题目发表。从这篇文章可以推想当年戴芳澜的研究兴趣。据相望年介绍，当时南

京城郊的树木比较繁茂，在春天，南京竹林内鬼笔菌盛为发生，他届时都到竹林内观察鬼笔

菌的发生情况，采集标本。对这些采到的鬼笔菌标本，除一股描述外，他还绘制了实物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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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彩色图，有的照了相，着上色。七十年代初，他将这些长期保存下来的记录、图片等进行

整理，写成“鬼笔菌札记”文稿。他曾表示，鬼笔菌的形态，尤其是子实体的色泽，变化幅

度较大，而且一个人看到的标本为数有限，鉴定难免发生错误，需要观察更多的标本，进行

研究；所以一时还不适于正式发表。 （相望年：深切怀念我的老师——戴芳澜教授，《真菌

学报》2 卷 2 期，71～76页，1983年。）这篇戴芳澜生前未发表的论文，经相望年后郑儒永

稍加整理后于 1982年发表在《真菌学报》的创刊号的首页上，表达了对戴芳澜这位真菌学

开山大师的永久怀念。 

除进行试验研究外，他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发表了 Colletions of fungi in China by 

foreign explorers.(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文章从 19世纪 70年代外国人在中国调查采集真菌

的记录开始，写到 20 世纪初。那时的有关中国领土上真菌的记载，全部是外国人发表的。

这些外籍传教士或博物学家常来我国采集标本随便带出，回去后就发表新属新种。从这篇文

章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体察一个爱国的科学家在当时那种屈辱与自尊交织的复杂心情，虽

然他并不否定这对了解中国物种资源有一定贡献，但由外国人垄断，他认为是“丧权辱国”

之事。因此，我们从戴芳澜勤奋工作的后面，能够明显看到他自强自尊的高尚情操，这是他

后来以工作奠定了自己作为中国真菌学开山大师地位的思想基础。他立志要中国人自己来调

查和掌握自己的资源，并迅速将研究结果公诸于世。 

戴芳澜在《自传》中写道：“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他与外国人发生冲突的具体情况，但是，在马春源先生于 1984

年为戴芳澜写作的传记里，有过一段精彩的描写。这篇作品是经过邓淑媛审查的，相信事实

与此不会有很大出入。 

(Dr St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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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ysiphales( )   

这件事说明，他所以能够得到必要的研究条件，是因为他凭借自己的学识素养和爱国

心，敢于向外国人据理力争自己从事科研的权利。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许多教授、系主任

都是美国人，其中不乏飞扬跋扈之辈。在当时我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状况下，没有得到我国政

府和中国科学家的准许，金大农林科生物系主任史德蔚就可以与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萨克斯

特(R. Thaxter) 教授达成采集中国西南地区真菌标本的协议。戴芳澜反而是受命来承担这一

任务。作为中国教授，戴芳澜当然不会甘心。因此他坚持标本应由中美双方同等分享。史德

蔚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能力从事分类鉴定工作，便以必须要有人能够对标本进行

研究作为条件相威胁，戴芳澜以威武不能屈的大无畏的精神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自己能完成，

并且很快选定了有较多真菌寄生的高等植物标本开始进行工作。在他的坚持和所显示的研究

实力能事实面前，史德蔚无奈，只得同意了中美两国各执一份标本的原则。 戴芳澜安排周

富源、刘德林主持西南地区采集工作（焦启源也曾参加工作）。下定决心要为中国人争口气

做出成绩。 从此戴芳澜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真菌分类的研究上。他先从白粉菌做起，越做

越广精益求精，果然做出了国际水平的成绩。1930 年发表了首次由中国人报道的寄生于植

物上的真菌新种的论文，《三角枫上白粉菌之一新种》，成为中国真菌学创立的标志。 

在培养学生方面，戴芳澜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戴芳澜的遗物中，我们发现裘维蕃送

给老师的一张附有题诗的照片（见附图）全文如下： 

“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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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3年裘维蕃的这首题照诗，让我们看到当时他们师生关系。当时，俞大绂和陈鸿逵，

后来又有魏景超、黄亮等在戴芳澜领导的植物病理组当助教，他们都是戴芳澜的得力助手，

另外，还有一批从金陵大学农林科毕业的学生，他们有很多都修读过戴芳澜开设的《植物病

理学》和《真菌学》课程，为后来中国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中坚力量，从而奠定了我国植

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基础。至今健在的 108岁高龄的陈鸿逵教授，在 50多年后，还记得在

金陵大学学习真菌学时，戴芳澜亲自用复写纸打印出 20 余页真菌新属名的目录分发给大家

学习，足见戴芳澜对培养学生的强烈责任。（陈鸿逵：忆戴芳澜老师，《真菌学报》2 卷 2 期，

67页，1983年） 

魏景超（1908—1976），浙江杭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在水稻病害研究上

有突出的贡献。当年，他跟随戴芳澜在沪宁线一带调查水稻病害，后来一直与戴芳澜超保持

着密切联系。 

在金陵大学任教时期，戴芳澜积极参与和组织学术活动，筹划建立学术组织。当时，东

南大学于 1921年成立了病虫害系，金陵大学于 1924年成立了植物病理学组，1928年岭南

大学则成立了植物病理研究室，我国的研究机构已初具规模。1929年 5 月，在戴芳澜和邹

秉文等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由戴芳澜和邓叔群分别担任会长和书记。学会

刚成立，便通过决议，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建议邀请他们在康奈尔大学的老师怀素来

华讲学，并获得批准（怀素后来没有成行）。1930年 1 月，在金陵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年会。

到会者 10 人。在这次会上，建立了 7 个专门委员会，并成立了由戴芳澜、邓叔群和涂治组

成的 3 人执行委员会，邓叔群以得票最多被推选为委员会主席。会议决定了审定植物病理学

名词并刊布、调查各单位有关书籍及工作情况、向对真菌学有兴趣的会员分配任务并规定其

提供材料的义务。随后，由朱凤美主持的浙江省立植物病虫害防治所于 1930年 2 月在杭州

成立，并采集和购买了 300多号标本；由张景欧主持的农矿部广州农产检查所下设的于 1930

年 4 月在广州成立。 

1933年 8 月 20日，我国的植物学工作者在重庆北碚召开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大会，通过

了创刊中文植物学期刊的提案，推选胡先骕为总编辑，戴芳澜被选为编辑员。翌年发刊定名

为《中国植物学杂志》。  

戴芳澜回国后，和美国学校的一些老师保持着联系，其中有他的老师哈勃。他在《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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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谈及他受到美国进步老师的影响而从 1928年以后开始关心苏联的变革的思想过程：“1928

R. A. Harper( )

Anglo-Saxon

同时，他也和老校友，当时在纽约植物园从事脉孢菌研究工作的 B.O.Dodge有比较多的通信

联系。 

为此，1934 年，他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到一笔经费，到道奇实验室进修两

年。正好此时他的母校校长来信，聘请他到清华大学工作。他便决定离开这个工作了 7 年的

地方。戴芳澜在《自传》中写出了他此时的心情：“

” 

在辞别金陵大学时，他把白粉菌研究的结果总结成论文，以 Notes on Chinese fungi V. 

Furth er studies on  Erysiphaceae of China.( 中国真菌杂录，五。白粉菌科的继续研究)

为题，向正待创刊的《中国植物学会汇报》投稿，于次年出版的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同时，

还把他拟定的植物病理学名词，向《中华农学会报》投稿，也在 1935年的第 132期发表。 

 

第四章 清华岁月 

一  应聘母校 

1934年戴芳澜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写信 原件未加标点 ： 

ᾨ Е  ╦ ӫЇ ҅⅓ɼ῞ ӫᾨ ҏɼ ԓ

Ґ √└ ɼῗԓ ᵲ Ї Ї ɼ    

   

    ԑ Ҏ ῏ ԑ Ӣ  

 

可以认为，1934年 6 月，是出身清华的戴芳澜以教授身份重返母校的日期。从此开始，

尽管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时局变化剧烈，但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

再也没有改变工作岗位，只有小单位归属的变化和职位的升迁。从此开始，也为今天的中国

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未来播下了一颗种子。 

原来，当时的国民政府在 1933年 5 月成立了ñ农村复兴委员会ò，6 月 16日，又由教育

部发布了第 5825号令，命令清华大学添设农学院。命令称：ñ农业问题之探讨及其专业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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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培植，亟关重要。该校应力筹添设农学院。关于设备农场及设系诸端，应即由该校妥速筹

划，拟定切实办法及实施步骤，呈部审核。ò但是，清华大学认为该校应以文理两科为重点，

刚在 1930年底停办了维持不下去的农学院，现在又要重新上马，而且当时全国已经有多所

农业学院，似无必要再建。更由于 1932年度庚款停付以及 1933年庚款拖欠，给清华财政造

成巨大困难，无力再办农学院。可是，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曾威胁，如果清华不办农学院，

则将挪用清华庚款在武汉大学开办农学院。面对这种局面，清华大学领导只答应办了一个农

业研究所，编制归在理学院的生物系，先就病害与虫害等重要问题展开科研。（《清华大学

校史稿》）同时要求将圆明园故址交清华大学办农事试验场。这一决定得到当局批准后，清

华大学于 1934年组建了农事研究委员会，委员有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时任清华

大学校长）、张子高（1886～1976，原名张准，又名芷皋，字子高，化学家，时任教务长）、

李继侗（1897～1961，植物学、生态学家，时任生物系代理主任）、刘崇乐（(1900ð1969，

字觉民，昆虫学家，时任北平师范大学生物系主任) 和戴芳澜。戴、刘两位是农事研究的领

导人，其余三位则是校领导和生物系主任。 

这就是上面那封戴芳澜给梅贻琦回信的原委。1934年 7 月 10日上午 10点半钟，戴芳

澜在清华大学参加了农事研究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 

选戴芳澜出任农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并在农业研究所负责植物病害研究，是清华大学经

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事先，植物病害研究的负责人选，共有戴芳澜、邓叔群和涂治 3 人作

为候选人，这 3 位都有相同的求学经历：同是清华出身，在美国同是以植物病理学为专业，

同是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发起人，并同时担任学会执行委员。建国后又同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

第一批生物学部委员。经过慎重考虑，最后决定聘请戴芳澜。 

到北京会见了清华的几位负责人后，清华大学的领导知道戴芳澜已经好不容易得到去美

国从事两年研究的机会。为照顾他的出国计划，校领导同意他到美国工作一年，作为他在清

华大学的学术休假。按照事先商定，戴芳澜把 1932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的

学生、正在岭南大学农学院植物病理系任助教的周家炽请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

任助教。当戴芳澜赴美期间，由周家炽先行筹划并开始进行前期工作，并指示他遇到困难时，

可请教李继侗先生和在金陵大学的俞大绂和黄亮等先生。1934年 7 月 31日，戴芳澜给梅贻

琦的信中写道（原件未加标点）： 

   

ñ ᾨ Е ⌡ Ї ԑ ɼ װ ԓ Ї ӊ ṢЇ ɼ.

ҐӐ ҟ └, ɼ Ї ⃰ԓ Ї Ὶ Ї῞ Ὶ ӫ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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ԓא └ ЇḨῚ└ Ї ғ ҅ Ὺ ⸗ӐԐ ɼ ԓҐ 4 ꜠ ɼ

  

                      ԑ Ҏ ҈ ҅ ò（清华档案） 

二  赴美进修 

戴芳澜决定到美国从事研究，事先应该和美国有密切的联系，和道奇（B.O.Dodge）的

联系可能相当频繁。他在金陵大学 7 年的研究工作中，对国外的研究动态当掌握得相当清楚。

从 1928年道奇发表第一篇关于脉孢菌的生物学研究报告之后，戴芳澜对他的老学长，老朋

友的研究方向已经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为了让我国的真菌学走到学科前沿，最好的途径当然

是到道奇实验室去进修。这时道奇已经在纽约植物园从事脉孢菌的研究近 10年了。因此才

有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申请资助之举。 

纽约植物园是在一家私人真菌标本馆的基础上，于 1896年建立起来的。贡献最大的是

1904年到此工作，并在 1919年到 1924年任馆长的威廉Å阿方索Å默里尔（William Alphonso 

Murrill ，1869~1957）。他也是康奈尔大学的毕业生，做过阿特金森 (George Francis Atkinson，

见第二章) 的助手，可以说和戴芳澜师出同门。他是著名的伞菌目和多孔菌科的分类专家，

他在世界各地收集标本，澄清了许多命名的混乱；他又是卓越的植物病理学家，证明内座壳

属（Endothia）真菌是 1905 年在当地发生的栗树病害的病原菌。他收藏的标本超过 7 万份，

发表过 500多篇文章。后来因为不满行政干预使他没有时间搞科研而于 1924年回到老家佛

吉尼亚去了。1940年他被人重新发现，又到佛罗里达大学继续研究大型真菌，发表了许多

新种。戴芳澜 1934年到植物园工作时，隐花植物部分的负责人是弗雷德Å杰伊Å西弗（Fred Jay 

Seaver，1877～1970）。 

和戴芳澜直接有关的，是 1928年作为该植物园第一位植物病理学家进入植物园工作的

道奇，他在此工作直到他 1947年退休。他那时在植物园负责植物病虫害防治，同时进行植

物病理学研究，美国在那时对基础研究普遍不重视，他对脉孢菌的研究只是额外的工作，因

而缺少助手，经常要自己做培养基，分离子囊孢子的设备也非常简陋。同时，他还注意到真

菌对动物的致病性，从 1929年至 1939年，他一直兼任纽约某医院的顾问，还为卫生学校开

设皮肤病学课程。 

道奇是位大器晚成的科学家，42岁发表第一篇文章，最后一篇则发表在他 85岁高龄时。

道奇终生发表的 162篇论文中，有 42篇是关于脉孢菌的。1927年他发表第一篇关于脉孢菌

的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文章，明确了该真菌的生活史，并命名了 3 个属。后来的工作又阐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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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配型遗传的机制，并证明在该菌中这种遗传是由一对等位基因决定的。他研究了许多形态

各异的自发突变，并证明在这种真菌中存在性连锁现象。他用脉孢菌规则排列在子囊中的子

囊孢子，很容易进行遗传分析，证明在这种真菌中的遗传现象也像果蝇一样，符合孟德尔定

律。当时，著名的美国遗传学家托马斯Å亨特Å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1945）

及其同事已经用果蝇作材料，发现连锁遗传和因同源染色体部分交换而破坏连锁遗传等现象。

证实了在一个染色体上有许多基因，基因是一个遗传单位，相当与原来所说的遗传因子。他

们还设计了推算基因位置的实验方法，得出基因在染色体上呈直线排列的结论，绘制出果蝇

连锁群在染色体上的分布图。摩尔根的工作奠定了细胞遗传学的基础，并于 1933年获诺贝

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脉孢菌显然比果蝇更有利于遗传学研究，摩尔根和道奇有过密切的联系，

他于 1928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迁到加州大学时就从道奇处带去脉孢菌，卡尔ÅCÅ林德格伦（Carl 

C Lindegren）根据摩尔根的建议，用脉孢菌作材料，进一步研究了该菌的遗传现象。由于

道奇和林德格伦的工作，脉孢菌成为一种研究突变与生物化学特性之间关系的好材料。当时

还是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后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乔治Å韦尔斯Å比德尔（George Wells 

Beadle，1903ð1989），曾听过道奇关于脉孢菌的讲演，那时他正

在用脉孢菌作遗传杂交实验，不过没有多少进展，但这种红色的真菌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1941 年比德尔和爱德华Å劳里Å塔特姆（Edward Lawrie Tatum，1909-1975）成功地分离出

许多脉孢菌的突变菌株，他们在生物化学特性上有许多不同，或在形态上有差别。在用遗传

分析的方法探讨这种变异和生物化学特性的相关性上，发现基因与生物化学反应有相关性，

后来比德尔提出了著名的“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假说，导致生化遗传学的诞生，并为后来分

子遗传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德尔和塔特姆于 1958 年成为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的

得主。道奇的实验室，包括只在他实验室进行过 1 年研究的戴芳澜的研究工作，对于后来

遗传学的发展的影响，已被他们的后辈们记载在科学史上。 

1934年 9 月 7 日，戴芳澜夫妇经过月余旅途劳顿后到达纽约，住在纽约市北部布朗区

离植物园不远的第 230街 213号 E座一套小居室里，由北边进入植物园园区不到 3 公里。戴

芳澜被道奇安排在一间不大的实验室中，一张六角形的木桌，既放显微镜，又用于读书写作，

和制作培养基的实验台之间，仅可容一张小椅子。当年 10月 4 日他写给校长梅贻琦的信中，

有ñ 的字句。伴随戴芳澜来到这里的邓淑

媛，除了照顾戴芳澜的起居外，还经常在实验室帮助他打字外，还协助作些辅助工作。清晨，

戴芳澜乘地铁去上班，邓淑嫒在家收拾屋子或买菜烧饭，下午他们一同去实验室，戴芳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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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或做实验，邓淑嫒则用打字机把重要的文献资料做成卡片，或者帮助制备培养基或接种。 

1935 年夏天，戴芳澜的出国期限已到。一年时间内，戴芳澜的研究工作颇有收获。当年和

次年年初分别发表于美国专门期刊《Mycologia》( 真菌学) 上的ñ脉孢菌的两新种ò和ñ脉孢

菌的性连锁ò两篇论文，是戴芳澜这一年辛劳工作的历史记录。 

他知道，以后再来美国工作并非易事。因此，得到怀素教授的准许，1935 年春天他又

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植物病理系去观察采自中国的尾孢菌标本，在尾孢菌专家查尔斯Å戴

维Å丘普（Charles David Chupp，1886～1967）的热心帮助和指点下，对这类真菌做了一番

研究工作，只是时间有限，工作来不及结束便要回国了。 

1935 年夏，戴芳澜夫妇启程回国。行前，他们一起到康乃尔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看望

了的老师和同学。 

三  清华农研所 

横穿北美大陆，又经过月余海上颠簸，戴芳澜夫妇回到上海，然后再北上，到达北京西

郊清华大学。20 年后重返故地，既熟悉又生疏，清华大学已经是名闻全球的高等学府，学

生逾千，名师荟萃。他们夫妇被安排住在清华大学内的新南院 51号。新南院是教授住宅区，

一色的西式小洋楼。与戴芳澜毗邻的 52 号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宅。这里还住着陈岱孙（3 号）、

俞平伯（4 号）、潘光旦（11 号）、王力（43 号）、闻一多（72 号），以及吴有训、周培源等

诸多著名教授。 

1935年 8 月，戴芳澜开始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病害组上班。同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中

国植物学会第四届年会，他当选为会长。 

戴芳澜应聘时，校方本拟请他担任农业研究所所长，但他坚辞不就，只任病害组组长。

这个研究所存在了 12 年，始终没有所长。在去美国前，为了让周家炽能够开展工作，他草

拟了一个研究计划，并落实了拨款预算。 

很幸运，我们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找到了戴芳澜当年的ñ植物病害研究计划ò。为存史料

并启迪后辈，特全文照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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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份研究计划可以看出，他的工作是坚定地按照国家发展农业的目的来安排的： “目

标在得一简易而又经济的防治病害之方法以增进生产。”研究目标则是防治华北主要农作物

的病害。虽然当时国内形势并不安定，内战未歇，日寇步步进逼。但还是能够有比较充裕的

经费从事研究。第一年的经费是 15000元（按当今物价类比，约相当于今日之 60 万元人民

币），其中员工薪水占 1/3 强。研究所草创伊始，图书设备不敷使用，为了得到 Salmon关于

白粉菌的专著，戴芳澜曾专赴南京金陵大学，请他的学生裘维蕃帮助连夜用打字机抄录原文。 

奉命先他一年到职的周家炽已经按照计划开展了一些工作。周家炽和石磊 1934年在北

京附近和张家口东南的小五台山进行过调查采集工作，记录了河北省 63 种栽培植物的 151

种病害，并对其病原物做了鉴定。 

     戴芳澜在清华农研所，教学任务较少。虽然生物馆给他们安排的实验室ñ殊嫌太小ò，

但可以着手研究了。除周家炽和石磊外，又聘请了他在金陵大学的学生、1935 年毕业的王

清和来做研究助教，这个小小的 4 人研究集体，有带头人掌舵，有生力军干活，戴芳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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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计划开展工作了。他们还把本组成立初期即招来任ñ小工ò，后来提升为ñ校工ò的吴英华

再提升为ñ练习生ò。从 1934年到 1935年，他们的工作有：病害调查、小米病害试验、高

粱黑头病与裸黑穗病之生理分化与抗病选种等试验、小麦腥黑穗病之抗病育种生理分化试验、

小麦密穗病及小麦锈病之研究等。 

同时，戴芳澜又把在美国没有完成的对尾孢菌工作告一段落。将 55 种已经有描述的尾

孢属真菌加以总结，并补充内他在金陵大学时与魏景超等进行的研究成果，以及他在美国短

期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写成中国的ñ中国真菌杂录 七ò，此文于 1936 年发表在《中国植物

学会汇报》上。同时，在戴芳澜还和周家炽共同完成了ñ中国真菌杂录 八ò，在 1937 年的

《中国植物学会汇报》上发表。这篇论文将 2 年来野外植物病害的调查结果，以及来自江苏、

陕西、广西、湖南等地采集的标本中鉴定出的病原真菌进行了归纳。他还指导周家炽研究由

小麦棍状杆菌引起的小麦密穗病，这是我国首次对细菌性植物病害的研究。周家炽在告知他

这种细菌不能用一般的方法培养时他就亲自试验，得到证实后才认可。他曾怀疑周家炽用密

穗和线虫一起接种的做法，但在事实面前他相信了学生，并最后为他介绍在国外的期刊

Annales Applied Biology 上发表，但他并未署名。 

在以防治植物病害为目的的前提下，为了鉴定病原菌的需要和为我国真菌学研究提供基

础性资料。戴芳澜开始将 1927年就准备做，而因为没有足够的原始文献资料而进展甚微的

工作付诸实行。因为他在美国一年中收录了大量资料，并且由他的夫人邓淑媛打印带回。于

是他着手编写ñ中国真菌名录ò（A List Of Fungi Hitherto Known From China）。在ñ七七ò卢

沟桥事变前的近两年的时间内，他编写了第一部分（藻状菌）和第二部分（子囊菌、担子菌、

半知菌及寄主索引）），以国立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病害组的名义印刷出版。今天手捧着这两

大本厚达 700多页，沉积着 70年苍桑岁月，已褪去当年亮丽色彩，浅绿色封皮的抽印本，

不由得不佩服我们先辈的工作效率。刊登这个名录的第二到第四部分和寄主索引的《清华大

学理科报告》，在抗日战争前夕出版。由于战乱，因此存世只有抽印本十数册，其他都散失

了。 

四  南渡笳吹 

 

好景不长。1937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 月 28日北平失守, 8

月 8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公函，指定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

合组ñ国立长沙临时大学ò。此时清华在事变前一年准备在湖南建立的分校校舍尚未完工。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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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澜和农研所同仁于当年 8 月到达长沙，随理学院一起，暂驻长沙小吴门外韭菜园圣经书院。

到达长沙，并不容易，当时多数教授是从北京到天津，乘海船到香港，再北行乘粤汉铁路长

沙。当年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又将临时大学迁至昆明。由于南迁，1937 年

的田间试验还来不及收获，因而一年的试验白费了，试验用的籽种也丧失殆尽。 

1938年 2 月，长沙临时大学最终决定分陆海两路借道越南经由滇越铁路向昆明转移。

大部分教师及眷属、女生、和体弱的学生沿粤汉路经香港、越南，渡海进入云南；另一条路

线是乘坐汽车，沿湘桂路经广西镇南关、越南进入云南。此外，还组织了近 300 人的步行

团，沿湘黔公路进入云南。现在已无法确知戴芳澜夫妇选取的路线，只知道他们没有参加步

行团，也没有渡海，因此很可能走的是陆路。 

戴芳澜与农研所同仁于 1938 年 2 月到达昆明，开始随联大理学院一起暂驻城西的昆

华农校，分别租住在附近的民居中。当年 5 月 1 日联大在昆明、蒙自两地开课。农研所没

有教课任务，估计也应该开始研究工作了，基本工作是调查云南的农作物病害。1939 年夏，

迁往昆明城西郊的大普吉新建好的校舍。 

大普吉村位于昆明西部玉案山和北部长虫山之间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平地的北端。离昆明

城约七、八公里。有人解释说，“普吉”是彝语的音译。“普”指庙，“吉”指岔路口，意思

是“岔路口有庙的地方”。这里原来有个岔路口，向西北通往富民县城和禄劝县，向东北通

往散旦和款庄。据曾经在此生活过 6 年的娄成后院士回忆说，那里每 9 天开一次农村集市，

是他们采购柴米油盐的地方，因此他宁可称它为大普集。 

那里原有个小村庄叫大普吉，离它不远处是 1912年建立的属于省立农事实验场的果树

园，1939 年前归省建设厅管理。清华为农研所与金属所、无线电所新建的校舍是在果树园

的范围内。当时叫做“清华三所”，不过农研所的虫害组一直设在城里，没有迁来。 

“清华三所”大院南北长 100米、东西宽 50米，占地面积 5000平方米。大院由整齐的平

房围合，仅在西面面对公路开了两道拱型大门。内部由三排东西向的平房，将大院分为贯连

相通的三个院落。房屋虽然皆为土木结构、坡面瓦顶的简易平房，但举架较高，墙体厚实，

门窗宽大，檐口下安装有雨槽，三合土或木板地面。整片建筑朴实大方而不失气派。无线电

所和金属学研究所在北边，农业研究所在南边的四合院，中间是公用的图书馆、饭厅和厕所

等。图书室的建筑体量较大，既供阅览图书之用，也是学术交流场所。同时也是全大普集三

所工作人员的社交和文艺活动的场所。各研究所分别拥有的十多间房屋、有实验室、工作室、

办公室、资料室和宿舍等，房门上有木制金字的英文标牌，一切都井然有序。 

戴芳澜的住所在农研所内，由三间平房构成。三合土地面，没有天花板，从瓦缝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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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蓝天。房外有一个不大的院子，种满了四季常青的花草，还不时栽种些西红柿、辣椒等

蔬菜。由于学校经费困难，这所住宅还由戴师母提供了建设费用。和他相邻的有汤佩松、俞

大绂、殷宏章等农研所的教授。在大普吉附近，龙院村里住着梅贻琦、杨武之、赵访熊，姜

立夫，赵忠尧、赵九章、吴达元、杨业治等；在陈家营村住着华罗庚、黄子卿、闻一多和余

冠英等；大河埂村则住着潘光旦。一大批学界精英聚集在这距离只有两三公里的西南小村庄

中，在国难当头的岁月中自然形成了一个科学文化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堡垒。为了使师生

看病方便，戴芳澜曾商请校医院全绍清在此设立诊所，同时还为缺医少药的当地农民治病，

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 

东方不亮西方亮。从 1939年新学年开始，一个科研中心在祖国的西南边陲建立起来了。

这里不仅保存着一大批由爱国主义凝聚的精英科学家，而且在团结一致的三校领导人支持下，

配备了必需的仪器设备和图书，在北京和天津形成的学术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延续和发扬。汤

佩松的回忆录《为接朝霞顾夕阳》中道出了他们当时的表现：“

” 

在农研所新建的简朴的实验室里，配备了新购置的实验设备。病害组当时有蒸汽杀菌器、

干燥器、定温箱、显微镜、切片机等必需器械，需要其它设备时还可以向本校生物系借用，

实验条件和图书资料基本得到满足。由于农业试验地域性很强，因此他们首先根据到滇后进

行的云南植物病害调查初步结果，重新制订了工作计划 将工作重点放在小麦、稻作、大豆

等之病害研究上，并重新采集当地的籽种。 

当年作为病害组的研究助教的姜广正在 1993年曾以亲历者的视角描绘过戴芳澜在实验

室工作的情景。“…… ҅ ᵣԓ҅ Ҳ Ї

҅ү Ї Ὺ ҅ Ї ֙ Їᵜ ԓ Ї

҅ Ї ɼ 16 Ї ₉ү ӫ Ї

ҏ ӫ ɼ ҅ү ᵲ Ї ҏ ҅ Ї ҅֙

ᴀ ɻ ɼ ҏ ҅ ɼ ҅ Ї҅ ₭

ҏЇ Ҳ Ⱶ Ї ҏ ɼňň”（见《中国菌物学会成立

大会学术讨论会论文及论文摘要》，笫 37～46页，1993，北京。） 

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ò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除原有的周家

炽（农研所南迁时未去长沙，去了延安，在陕北公学第四期毕业，因病于 1938年回到昆明

农研所）、石磊和王清和（1940 年离所到福建工作）外，又把撤退到成都的，、他在金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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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助教俞大绂请来当研究教授，还聘请了赵士讚、戴铭杰从事病害调查工作，病害组的工

作人员增加到了 6 人。1940年方中达从金陵大学毕业来到农研所工作，1941年裘维蕃应老

师邀请，重新回到农研所，在戴芳澜指导下从事伞菌的分类研究，1942年后，又有沈善炯、

尹莘耘、相望年、姜广正等多位大学毕业生来此工作。农研所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云南有

着丰富的生物资源。鸦片战争以后一直是西方国家觊觎的地方。天主教神甫德瓦拉

(J.W.Delavay) 从 1881年至 l891 年的十年里，在云南大理、丽江一带就采集了二十多万号

植物标本，发现 4000多种植物，1500个新种。在这些植物上的寄生真菌，由法国真菌学家

巴杜依亚德( Narcisse Théophile Patouillard，1854～1926) 鉴定，描述了云南的真菌 200多种，

其中有两个新属，28 个新种。戴芳澜对此早已洞悉，现在正好来到这块宝地，当然应该自

己来进行调查。通过调查，不仅可以掌握云南的植病状况，更可以收集和了解云南的真菌资

源。因此，在迁来云南之初，调查工作成为他们的主要工作。他们的调查范围遍及云南省东

北部、西部和南部。调查时或徒步，或骑马，生活艰苦，还时时受到疟疾和其它传染病的威

胁。 

在昆明前后 8 个年头，戴芳澜除每周一次到城里校本部为生物系学生讲课外，主要领导

清华大学农研所病害组从事研究工作，并担任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委员，参与决定清华各

研究所的方针与经费分配。在起初对云南植病获得一定的调查结果后，结合云南和西南地区

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今天找不到全面总结这段时间的文字材料，现根据《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三•科学研究篇》（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603 ～606 页）记

载的“国立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概况”，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第三卷( 上) 》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第 159～166）收录的ñ国立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 1938年春至 1941

年春工作概况ò，以及戴芳澜和病害组成员发表的有关论文，对这一时期的成果作一简单归

纳。 

（一） 云南经济植物之病害调查。调查发现普通作物病害 51种，果树病害 42种，蔬菜病

害 65种，特用作物病害 56种，花卉病害 16 种，分离的病原菌已定名者共 202种，

在调查植物病害的同时，为进行小麦抗病育种，采得小麦单穗 4500余个。 

（二） 小麦之病害实验和抗病育种试验。主要工作为：（1）病害调查，几年内对 26个县进

行过调查，确定以小麦条锈、叶锈和杆锈病和三种黑粉病为研究对象；（2）对国内

已经育成的抗病品种的抗病性进行检测，从中选出优良者作为杂交育种时的亲本；

（3）培育抗病、产丰、早熟、质佳的优良品种；（4）病原菌的生理分化试验，以小

麦条锈、叶锈和杆黑粉菌与腥黑穗病菌为研究对象。1939年度起，小麦锈病的研究

http://copies.sinoshu.com/copy1046728/
http://copies.sinoshu.com/copy1046728/
http://copies.sinoshu.com/copy104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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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得到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资助。 

（三） 大麦之抗病育种试验。主要工作为不同品种抗病力之比较实验、大麦的穗行试验和

大麦坚黑穗病菌的生理分化试验。 

（四） 棉作之病害实验。研究了木棉枯病、木棉枝叶干枯病和草棉幼苗枯萎病之病原菌。 

（五） 大豆之选种。根据民国二十七年之选种试验，严格选得单株 1600余株，以备今年继

续试验之用。 

（六） 蚕豆之病害研究 

（七） 水稻“一柱香”病的研究。这是戴芳澜在云南新发现的我国水稻上的一种新病害，

由相望年完成，研究结果 1948年发表在农学学报上。 

（八） 蓖麻子疮痂病与扁豆疮痂病之研究。此二病之病原菌均曾分离培养，并接种成功。 

（九） 菌类调查。除经济植物但病原菌外，还注意采集各种菌类标本，并对其进行定名和

绘成彩图。 

（十） 鸡纵（注意：ñ土从ò由ñ土ò和ñ从ò合成，此字字库中没有）菌之研究。 

戴芳澜的真菌学研究，也在高效率地进行中。他坚持延续了 20 多年的有关我国真菌

学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根据在云南的调查研究结果，写出了ñ中国真菌杂录九ò。该

文记载了在华西的真菌 16种，对它们的生长状态、形态和寄主作了描述，其中定了 5 个

新种名称。 

他在云南继续进行着他的白粉菌研究。他仔细比较了绝大多数在中国采集的白粉菌科

标本，而且得地利之便，连续数年对同一棵树上的白粉菌的变化进行研究性观察，在国外

发表了ñ中国白粉菌的进一步研究ò一文。 

他对云南丰富的地舌菌种类，尤其感到兴趣。他 1944年在《Lloydia 》上发表的ñ 云

南地舌菌的研究ò中指出ñ (Hemiglossum)

。”该文详细描述了云南地舌菌 29种，4 个变种，其中有 12个新种名称和 3

个新变种名称均由他命名。这篇论文是世界地舌菌科分类中的一篇重要文献。他命相望年

和尹莘耘到西郊妙高寺去采集枸子鞘柄锈菌标本。采回以后，他就立即观察、固定，制作

石蜡切片，随后就能听到从他的小屋里传出手摇切片机的嚓嚓声。1948 年创刊的农学学

报英文版发表的“Coleopuccinia（鞘柄锈菌属）一新种并对于该属之讨论”一文，就是此

时的研究结果。 

1947年在国外杂志《Farlowia》发表了戴芳澜的ñ中国西部锈菌的研究ò一文，报道了

在云南采集和寄自四川、湖南、贵州和甘肃等省的锈菌的研究结果，共 213 种，分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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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属，其中云南采集的占 164种。有 25种是由戴芳澜给定了新的名称。他辞世后，他的

学生在整理他的资料时，又代他在《植物分类学报》（1973）上发表了 2 个锈菌新种。 

另外，1948年他又和洪章训一起发表了 ñ云南的鸟巢菌目ò，其菌种也是从 1938年

至 1939年在云南采集的标本中分离的。同年在美国真菌分类学期刊《Lloydia 》上发表了

ñ中国的尾孢菌(2) ）ò，这是戴芳澜继 1936 年在金陵大学之后发表的关于尾孢菌的第二

篇分类学论文，共记录了 60个种，大部分采自云南。其中有 10个种是新的命名。 

戴芳澜和学生们在云南及我国西南部采集了大量白粉菌、尾孢菌、锈菌等标本，发现

了很多新种、新记录、新寄主和新的分布地区，云南丰富而特有的高等担子菌、子囊菌以

及其它许许多多热带亚热带经济植物病害，是病害组新的研究课题。在戴芳澜的指导下，

周家炽研究了鸡纵与白蚁的关系、扁豆和蓖麻疮痂病，木棉枯萎病；裘维蕃研究了鹅膏菌、

牛肝菌、红菇；沈善炯研究了水生藻状菌，等等。俞大绂教授也开始研究云南蚕豆的病害，

尤其是镰孢霉引致的病害，小麦三种锈病菌的生理分化等工作。俞大绂教授还开展了腐霉

属( Pythium) 的研究。 

在他们 1940年的计划中，还提到要进行植物病毒的研究。可见戴芳澜当时已经认识

到病毒病害的重要性。另外，他们没有忽视作为国家高水平研究单位训练真菌、植病工作

人员和推广真菌、植物病害知识的责任。 

大普吉人的生活开始尚能勉强维持，但 1942年以后，物价飞涨，连教授的工资收入

也难以维持温饱了。这批在书斋和实验室中研究真菌和以对付有害植物寄生真菌为使命的

专家，也不得不效法祖先，借助真菌，将千百年来我国传统酿制发酵食品的技术加以适当

改良，办起小型酱油作坊来。由戴芳澜组织俞大绂和裘维蕃等数位同仁，利用业余时间，

生产出了鲜美的黄豆酱油。产品不仅足够自给，还为众多教授家庭和联大员工学生奉献了

久违的价廉物美的调味品。而几位“酱油师父”也不无经济收益，多少能够补贴生活开支。

戴师母邓淑媛在收入难以为继的日子，曾将戴芳澜的皮大衣送进了当铺，她也和许多教授

夫人一样，为驻滇美国空军加工布绣臂徽，还刺绣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绢面手帕出售给美军，

借以贴补家用。 

      物质生活的艰苦，并没有使这批优秀的科学家消沉，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之余，他们

经常举行学术讨论会，介绍西方的科学最新进展和学科前沿动态。无线电研究所在公用的

图书馆内安装了一个柜式收音机和电动唱机，经常举行唱片音乐会。各类体育竞赛、桥牌

会、麻将会、舞会等活动使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十分丰富多彩。戴芳澜酷爱京剧，有时也自

制行头充当票友。那时戴芳澜没有子女，然而，戴师母邓淑媛非常喜欢年轻人，是大普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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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们公认的“师母”，戴芳澜的住宅经常是学生们聚会的地方。据娄成后院士回忆，当

时有些进步学生经常会在戴家聚会。这批酷爱桥牌又水平很高的牌友，包括俞大绂、殷宏

章、汤佩松伉俪、娄成后伉俪等，将这种聚会一直延续到了北京。 

      每当圣诞节来临, 他们到附近山上锯来小松树做成圣诞树, 挂上彩灯, 安置在图书室中,

地上铺满鲜松针, 当彩灯点亮, 壁炉燃起，大家一起唱圣诞歌, 跳舞，表演节目。他们甚至

还在尘土飞扬的四合院场地上开过一次“盛大”的舞会。戴芳澜和他的夫人邓淑媛，段宏

章和他的夫人许桂岚、俞大绂和他的夫人陈绍熙、娄成后和他的夫人祝宗岭都带头参加了。

这个美好的夜晚，一直留在汤佩松的记忆里，他在回忆录《为接朝霞顾夕阳》里用生动的

笔触使这个夜晚成为中国科学史上一段佳话。 

      1942年 2 月，ñ英国驻华文化科学代表团ò在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

学术院院士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带领下到达昆明，第一站就对大普吉的ñ清华三

所ò进行了考察。ñ清华三所ò的研究成果和精神使他大为感动。他认为：ñ我们这些科学

前哨同仁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协助抗战军人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扼制侵略的业绩。ò他在

《自然》杂志上撰文介绍中国西南的科学时，列举了由戴芳澜主管的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包括裘维蕃的蘑菇分类、俞大绂的线虫引起的麦类疫病（原文如此）、方中达的豆类枯萎

病和麦类锈病抗性的遗传、沈善炯的水生真菌以及周家炽的白蚁与鸡纵（注意：ñ土从ò

由ñ土ò和ñ从ò合 成 ， 此 字 字 库 中 没 有 ） 共 生 关 系 的 研 究 等 。【 李 约 瑟

( Needham) Nature,152:36 ～37，1943】  

李约瑟（1900- 1995）, 英国人，原为胚胎学和生物化学家，是国际著名的化学胚胎学

家。1937 年后开始专注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后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由他主持编

著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名为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是

迄今为止这一领域最有影响的著作。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

（FBA)1994年被选为中科院首批外籍院士。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前来中国

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大批的中国科学家与学

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华的四年，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

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 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之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

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该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

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先后八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

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



第一章  第 - 40 - 页 共 87 页 

 - 40 - 

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

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ñ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

的巨大作用ò，ñ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

于西方ò。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ñ20 世纪的伟大学者ò、ñ百科全书式的人物ò。

1943 年访问西南联大农业研究所时，他与戴芳澜结识，由于有些问题要向戴芳澜请教，

所以他们保持着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在调查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时重逢。但

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交谈必须通过中方翻译而不允许直接用英文对话，多所窒碍，

因此后来没有更多联系。 

1940 年，戴芳澜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委员。同时聘任的有姜立夫、吴

有训、李书华、侯德榜、曾昭抡、庄长恭、凌鸿勋、茅以升、王宠佑、秉志、林可胜、陈

桢、胡先骕、翁文灝、朱家骅、谢家荣、张云、吕炯、唐钺、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

适、陈垣、赵元任、李济、吴定良、陈寅恪和钱崇澍等共 30人，其中生物学领域仅 5 人。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是当时全国最高科学评议机关。由此可知戴芳澜当时在我国科学界

已享有很高的地位。1940年 3 月戴芳澜到重庆参加第一届评议会的第五次会议，在会上

被选为委员。趁开会的机会，他探望了住在重庆的姑夫邓振玑和姑妈。据说，会议期间他

没有出席蒋介石为委员们特设的宴会，而 1942年蒋某到昆明时，也曾向西南联大的教授

们发出宴会请柬，戴芳澜收到后则将其付之一炬。 

 五  复员以后 

 1945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联大领导人梅贻琦于 11 月飞回北平，办理接收清

华事宜。日寇占领北平后，清华大学校舍被作为军营，生物馆之东半已沦为马厩，后进课

室，被日军作为酒吧。八年蹂躏，面目全非，需要大事修缮才能复课。1946年 2 月 12日，

梅贻琦在昆明约见农研所戴芳澜等 6 位教授和叶企孙，商讨复员北平后筹备农学院的事项。

戴芳澜当时坚决拒绝担任农学院院长，最后确定院长由汤佩松担任。当年 4 月 16 日，正

是昆明鸟语花香的季节，戴芳澜夫妇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这坚持抗战建国 8 年之久的大普吉。

戴芳澜夫妇随身携带着在昆明期闻的全部研究资料，乘坐卡车，从昆明，贵阳、玉屏到长

沙，然后从武汉转乘江轮到达上海，在上海四弟戴芳渊家休息了 2 个月后，于 7 月返回北

平清华大学，仍旧住进新林院 51号。新林院即新南院，1946年从日寇手中收复后更为今

名，这个新名据说是朱自清取的。 

1946年 7 月底，汤佩松回到北平，着手筹建农学院。经过汤先生的多方争取，获得

了颐和园正门对面东北面的一个院落作为农学院的院址。这里原来称为“升平署”，是慈

禧太后当年住在颐和园时军机大臣的官署 (一说为当年为慈禧太后唱戏的戏班子的驻地)。

日伪时期建成的ñ建设总署土木工程学校”将其圈入学校范围，现在称为中共中央党校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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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内原有的主建筑是外形像飞机的三层的ñ飞机楼ò，另有六栋两层小楼一字形排列在

飞机楼的东侧。清华大学农学院进驻后，所有房屋基本保持原样。三个系就设在这六座小

楼中。设有各科实验室，还有试验田。当时有中式房屋 185间、灰房 35 间、井亭 1 间、

穿堂 6 间。土地 253亩，稻田 63亩，旱地 26亩。后又在院内种了许多果树。 

原来的农研所基本建制没有改变，只是将原来的病害组、虫害组和生理组分别改为植

物病理学系、昆虫学系和农业化学系。戴芳澜仍主持植物病理系，任系主任。但这三个单

位同时又还保留进行研究工作的功能。汤佩松认为后者相当于美国的 Laboratory或德国的 

Institut。汤佩松的目标是将农学院办成像他在美国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样，既是一

个高级的教学机构，又是一个致力于生物科学研究的基地。 该院“以造就农业科学研究

人才为主旨”，要求培养的学生既能胜任农业学校教学，又能进行生物科学的深层次研究，

还能胜任农业研究机构的业务工作。因此要求学生入学第一年先在生物系修基础课，二年

级以后在农学院学习。1947年首次招生，从 150名考生中录取本科新生 12名，1948年报

考者 409人，仅录取 9 名，两年共录取研究生 2 人。 

已过知命之年的戴芳澜在农学院里除继续为研究生和到生物系讲课外，还要亲自筹划

改建实验室，整理图书设备等行政事务。涉及基建，难免与承包商打交道，据他的学生回

忆，当年某商人想用几筒高级进口香烟攻关，被戴芳澜立即当面不顾情面地扔出门外，开

发商只得悻悻然而退，一时在校中传为佳话。 

这时，他开始把云南的工作加以总结。1947年和 1948年分别在国外的《Farlowia》和

《Lloydia》等著名刊物和国内的《农学学报•英文版》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见上述），此时

周家炽、裘维蕃是他的得力助手，相望年、尹莘耘和姜广正则是从云南随同迁回的助教。而

在昆明长期坚持工作的周家炽和沈善炯，此时则遵循戴芳澜的部署，前往美国和英国进修病

毒学和遗传学了。1947 年，一种农业方面的学术刊物创刊，定名“农学纪录”创刊，戴芳

澜应请为它题写了刊名。同时他又写了一帖 “常看到不足之处学问便有进无退”，放在办公

桌的一旁，作为自己座右铭。  

   1948年 3 月 28日，公布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结果，戴芳澜被选为院士。在当选的 81

位院士中，生物学组共 25人。其中在清华大学农研所工作过的还有殷宏章 、汤佩松和俞大

绂，邓叔群也当选，在后来由戴芳澜领导的应用真菌学研究所和微生物研究所，戴芳澜和邓叔群分别担

任所长和副所长，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年夏天，戴芳澜和夫人在上海渡暑假，他听说清华大学在上海招生考试缺少监考人手，

就自告奋勇地前去帮忙。三伏天的上海，酷暑难耐，但他却每天清晨从市中心坐电车赶到

上海交大考场监考，中午则也和大家一样以盒饭充饥，他这种平易近人，以教学工作为重

的表现令后辈至今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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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 9 月 23～25日，戴芳澜到南京参加了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中央研究院是孙

中山先生于 1924年提出建立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1928年正式成立。由于种种原因，

第一批院士在成立 20 年后才诞生，而此时由国民党统治的国民政府也已经处于崩溃的前

夜了。据说戴芳澜虽然去南京接受了院士的头衔，却对蒋介石完全失望了，他一如既往没

有出席蒋介石为招待新院士而举行的宴会。 

戴芳澜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1948

”从南京回到北京后不久，辽沈战役结束，11月间解放大军入关，他和一批进步学生

一起等待迎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给在上海工作的的四弟戴芳渊，叮嘱他和

在上海等亲友不要妄动，希望他们一起迎接新中国。戴芳渊（1900—1953），生于浙江龙

泉，字龙骧，天津北洋医学院毕业后在上海从医，后在南京卫生部从事防疫检疫工作，1930

年获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学成返国后在伍连德领导下在上海参与海关检疫

工作。后主持武汉检疫所，抗日战争时任全国战时药品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战后任上海

检疫所所长。上海解放时，他带领职工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任卫生部防疫司技正。

培养了大批卫生检疫人员。 

1948年的秋天，北平已经面临解放，清华大学更是比北京城的和平解放要早一个多月。

被认为是小解放区。戴芳澜满怀着对新中国的期待，希望用自己的学识为建设富强幸福的

国家贡献力量。此时，戴芳澜的住宅內常有早些时候进入解放区的学生们，如吴征镒先生、

王先冲（1917—2007，电子学家）等出入。他们向戴芳澜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宣讲了共产

党的政策，也向老师汇报了在解放区的见闻。当主人和客人满怀胜利的期待告辞时，还常

常得到师母馈赠的“袁大头”（银元）和亲人般的叮咛。 

12月间，光未然（1913～ 2002，原名张光年，现代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湖北省

光化县人）作为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的先遣人员，到达北京。（见谢泳：思想改造

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http://www.360doc.com.cn/show Web/ 0/70/ 

401233.aspx）他的任务是向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宣传、解释中共的政策。12 月 28 日，

他在清华大学应同学们的要求发表讲话，号召同学们组织起来，学习政策，准备入城宣传。

1 月 10日，钱俊瑞向冯友兰及校委员会诸负责人宣布了初步接管办法，1、实行新民主主

义的教育方针；2、组织机构暂时依旧，只取消（国民党的）训导制度及停止国民党团公

开及秘密的活动；3、经费完全负责，原职原薪。冯友兰等表示接受，并继续负责校务。

当日下午二时开全校大会，冯友兰主持并宣布'从这天开始，清华大学成为人民的清华了’。

清华大学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此期间，陈凤桐、张宗麟曾到农学院向师生们宣传党的

政策。 

http://www.360doc.com.cn/show%20Web/%200/70/%20401233.aspx
http://www.360doc.com.cn/show%20Web/%200/70/%2040123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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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解放后，1949年 3 月清华大学成立出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戴芳澜以其公正廉洁的

品格和公认的渊博学识，被推选为委员。该委员会的组成是：常委兼主席叶企孙, 还有陈岱

荪、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等为常委，陈新民、李广田、施嘉炀、汤佩松、冯

友兰、戴芳澜、刘仙洲、屠守锷、潘光旦、张子高等为委员，另外有讲师助教代表二人（其中一

人为常委），学生代表二人（其中一人为常委），共二十一人。北平解放之初，罗荣恒和聂荣臻

等中共高层领导人曾在北京饭店宴请民主人士和著名学者，戴芳澜也应邀参加。回校以后，

他绘声绘色地向的学生们介绍了种种新鲜见闻，足见此时的戴芳澜正处在愉快的期待中。 

1949年 6 月 19 日，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东北自

然科学研究会等 4 团体发起，在北京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科代”)

筹备会，筹备委员共二百八十五人，戴芳澜以委员身份出席会议。同时被选者有清华大学农

学院的汤佩松。这是新中国对戴芳澜学术地位的公正评价。 

 当年 l0 月清华大学农学院与北京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

学，戴芳澜仍任校务委员。从此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的服务人生。  

第五章 专骛科研 

一  时间开始了 

1949年，54岁的戴芳澜的人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时间开始了。 

清华由共产党接管后不久，俞大绂到农学院来看望戴芳澜，谈及几个农学院合并成立农

业大学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北大、清华和从老解放区迁到北平的华北大学，以及辅仁大学

4 个大学的农学院，合并成专门的农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从 1949年 9 月中开始筹备，

只用一个半月,合并与搬迁工作顺利完成。12 月 17 日,新领导班子宣布就职，乐天宇任校务

委员会主任.。时任农大筹委主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就职大会上讲话

说：“今天全中国范围内以这样大的力量办这样的学校是头一个，中央人民政府对这个学校

方针与实施给以重大注意，我们建设这个学校，对中国农业及农业教育要树立新的榜样。”

农大的校址为原北平大学农学院，在北京复兴门外罗道庄（今西三环以西复兴路以北，公主

坟的西北）。 

农大的校长人选，经过 3 个月的酝酿才确定下来。起初，上级曾提议由戴芳澜担任，但

戴芳澜依然故我。他这样说过：“

”像当年不愿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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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所长和农学院院长一样，他不仅没有当校长，后来连系主任也由北平解放

后从英国经美国回来的周家炽担任。 

随着三校农学院的合并，戴芳澜在紧张组织安排植保系的搬迁工作的同时，把家从清华

园搬到了罗道庄，他被安排在教授住宅区，这里每家有一栋小小的日式平房，房前屋后有花

园，虽然不如清华的住宅，但毕竟还比较宽敞舒适，在戴芳澜寓所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对联：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同住这区的有俞大绂、娄成后、林传光等。生活条件虽然没有大

变化，他随着时代的跃进开始了为人民服务的教学科研事业。在新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他

又和一度分离的俞大绂重新在一起工作了。 

此时北京农业大学的植物病理系阵容强大，不愧为全国第一所农业大学。当时来自请华

大学的有戴芳澜（教授 系主任）、周家炽（教授）、裘维蕃（副教授）、尹莘耘（教员）、姜

广正（助教）、朱慧真（助教）董元（图书馆理员）；来自北京大学的有俞大绂（教授 院长）、

林传光（教授 系主任）、王焕如（副教授）、陈延熙（讲师）、娄隆厚（助教）、刘仪（助教）

和曾士迈（助教）；来自华北大学的有贺俊峰（教授），后来又有来自中央大学的沈其益（教

授）和李季伦（助教）。戴芳澜夫妇没有生育子女，他们待每位年轻人如子女。至今李季伦

院士和他的夫人孟繁静教授还念念不忘戴师为他们操办婚事的往事。他们在派出所拿到结婚

证后，在 1952年十一那天买了点糖果分送给同事们，算是当众宣布，原不打算举行任何仪

式。不料戴芳澜夫妇知道了，由戴师母张罗了一个婚庆会。由戴芳澜夫妇代表男方家长，又

请孟繁静的老师娄成后夫妇代表女方家长，好好地热闹了一番。由此可知，当时他们集体中

人数虽然不多，但彼此关系十分融洽，象是一家人。 

新成立的北京农业大学有 11个系，共有学生 2000余人。原来清华大学农学院由戴芳澜、

刘崇乐和汤佩松领导的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和植物生理学三个研究单位，仍被称为三个研究

所。戴芳澜主要从事研究工作，教学主要是讲授真菌学，还讲授部分植物病理学。此时，他

得以集中精力将数十年讲授真菌学的经验加以总结，形成了《真菌学讲义》，这一讲义于 1957

年后在给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讲授真菌学时，又进行了补充和修订，1987

年，“戴芳澜同志遗著整理小组”本着“尽量保持原著的文风和特色，尤其注意保留作者对

真菌分类和系统发育方面的观点”原则，将该讲稿整理后正式在科学出版社出版。  

1950年至 1951年戴芳澜应北大生物系系主任、他的老朋友张景钺之邀，到北大为生物

系 3 年级学生讲授真菌学，张教授派助教朱瀓做助手，准备真菌学实验。据当年听过戴芳澜

讲课的顾孝诚教授回忆说，戴芳澜虽然很严肃，不苟言笑，但讲课时几乎不看讲稿，把本来

比较枯燥的真菌讲述得令他们兴趣盎然，至今还没有忘记他讲课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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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 1 月 17日，戴芳澜在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作了“中国真菌研究工作的过

去和展望”的学术报告，当时他还没有到科学院工作，但是该研究所有一个真菌研究的班子，

这可能是建国后他们和戴芳澜的第一次聚会，2 年后，他们就变成“一家人”了，戴芳澜则

成了他们的“家长”。这次报告，回顾了我国真菌学的发展，也对今后如何发展提出了一些

非学术性的意见。他认为，建国前的真菌研究工作过在艰难的情况下取得了一定成绩，很不

容易。但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不够。当时工作缺乏计划性并多少与实际脱节。没有协作，

甚至彼此闹对立，影响了工作进展。建国以后，绝大多数真菌学工作者生气勃勃，很想为国

家为人民施展他们过去被抑制的才能。真菌研究工作的前途光明。然而由于基础薄弱。为此，

真菌学工作者要彻底改造思想，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首先要主动宣传，使大家对真菌在国

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及其潜能有新了解，争取工作的支持。还要主动地有计划地设法大批培养

这方面的后备军。在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学科结合任务，真菌学为植物病理学、人医学和

化工服务的原则，组织协作。要和外国的同行们，建立或扩大业务的联系：标本和刊物的交

换，经验交流，人员来往等。经常注意我国与国际间在学术水平上的差距，以及订立学、赶

计划。行将进入花甲之年的戴芳澜，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谋划着未来我国真菌学的发展。 

二 紧跟新时代 

进入“新社会”，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给了

戴芳澜深刻的印象。他一改过去不问政治的故态，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用了很多时间学习政

治，他仔细学习了诸如《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等政治理论著作，从自己在旧社会

的坎坷经历切身体会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万象更新的气象。认为自己年纪不小了，要把自己

的学问贡献给建设新中国的事业，多做出成绩，就必须追随共产党，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在

植物分类研究所的讲话，既反映了他当时对新中国寄予的殷切期望和学科发展的信心，也反

映了他迫切希望克服过去在同行间存在的那些不利科学发展的问题。而克服缺点的动力，他

自然归之于改造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以利于发展学科。 

戴芳澜在自传中谈到他的思想转变经历：“

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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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 2 月，给他在美国学习的学生相望年写信道： 

    

 

 

    

 

这些文字，分明道出了他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他相信共产党给国家带来的这种变革是

“致国家于富强及走向世界大同的正确途径。”因此，从小饱受苦难，希望祖国快些强大的

他，力求跟上这种变革。过去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的戴芳澜，在北平解放和新中国成立后，作

为一位著名的进步教授，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尊重，他被邀请参加重要的社会活动。他

在 1949年 7 月作为筹备委员参加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之后，11月 21

日至 23日又以“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身份，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出席了北平市第二次各界代

表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在 47名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中，还有张奚若、梁思成、叶企荪、

钱三强、钱伟长、马约翰等著名教授。 

通过参加这些会议，戴芳澜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并开始学习新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

认识到要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不能像以前那样“全为个人打算”。他真诚地接

受了每星期政治学习一次的制度，并且准备以后更多的学习。还给在美国的学生进行思想工

作。他之所以能够愉快地接受这些新的做法，是因为他认为这次变革是中国数千年来一次大

变革，这种变革是强国之途。 

在戴芳澜的自传中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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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周总理的启发报告，可能指 1951年 8 月 22日为全国 18个专业会议和政府

各部门负责人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或者是 1951年９月１９日应北京大学

校长马寅初和一些教授联名邀请所作的报告，或其中之一。这两个报告都是说，从旧社会过

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

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

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现在学术界把这两个报告作为随后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或称“洗澡运动”的动

员报告。 

周恩来的报告给了戴芳澜很多启发。他在自传中还说：“

”这正是戴芳澜当时要求进步，积极改造思想最

原初的动机。 

1951年 11月 24日，戴芳澜题为“努力改造思想，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

师！ 从头学起，从新做起”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是一篇记录

了戴芳澜当时心路历程的文章。文中追溯了他为探索救国之路的思考过

程和几十年经历的体验。他开始觉得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好，但在国外留学期间，亲

眼看见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不合理。认为对中国不合适，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吧，又只有一个模糊

概念，并且受过反动宣传的影响，也抱怀疑。一直到解放以后，通过政治学习，方才大彻大悟。

心情十分舒畅，很自然地“一边倒”了。以至于能一改过去不苟言笑的作风，敢于发表意见了。

也能够不断清算自己几十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在文章中，他从教学和科研，以及思想方面作了深刻的检讨，认为他自己身上的超阶级思想、纯

技术观点、个人自由主义、妥协性，保守性等等，并联系到自己的家庭出身根源，他由衷地感到

自己对人民没有什么贡献。由于否定自己大半生而经历了一个痛苦之后，戴芳澜决心对症下药，

修正过去的错误，抓紧时间，在自己的余年中尽力为人民服务，以弥补过去半生的虚度。这篇文

章，对于当时在高等学校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是热望在新社会用自己的学术专长，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的正直科学家当年心态的由衷

表白。在这种朴素的愿望支配下，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很少怀疑，多半是惟命是从，

衷心拥护。即使他们发现某些问题，也只是归因于个别党员的作风而从未和共产党联系起来。所

以戴芳澜才说：“ ” 

作为一位有过留美经历、始终在高等学校工作的高级教授，解放后，特别是抗美援朝以后，

如何站在新的立场上看待美国，戴芳澜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1949年 8 月 2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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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清华大学在校的 432名教职员，在学习了毛泽东为批判美国国务院关于对华关系的白皮

书所发表的 4 篇社论后，集体签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严斥美帝国主义，表示要

以全力为人民服务，湔雪“赔款学校”的耻辱。文章指出，这份白皮书

帮助他们中间一些人抛弃了对美国的幻想。声明自命为自由主义者和自爱好美国民主方式的知识

分子，即民主个人主义在新中国已经不存在了。公布名单中，第一个签名的就是戴

芳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1950年 9 月 30 日，戴芳澜等 189位在北京的科学

家和大学教授联名在报纸上抗议美政府无理扣押钱学森赵忠尧两教授，1950年

12月 25日，他又与 500位中国留美学生一起发表声明，驳斥美国政府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代表奥斯汀对留美中国学生的言论。表示要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积极参

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工作。这些行动，无疑是戴芳澜自觉地表明和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 

三  科研新阶段 

1952年春，戴芳澜在他领导的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带领沈其益、裘维蕃、周家炽、

黄河和李季伦等，与在沈阳农学院工作的邓叔群教授一起，为《调查在朝鲜很和中国的细菌战事

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及附件》提供了一个“美军飞机在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投掷带菌植物体

的报告”。同年 9 月 25 日，戴芳澜、沈其益和裘维蕃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揭露美帝

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伤害农作物的生物战的罪证。这是戴芳澜建

国后第一次用自己的学术为抗美援朝效力的行动。1954年 8 月 9 日，他与我国 45 位科学

工作者一起致电祝贺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丹尼斯五十寿辰并致电艾森

豪威尔抗议美政府迫害丹尼斯和其他民主人士，以至于十几年后，1965年 8

月 31日，以中国农学会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名誉理事长的名义，发表谈话，强烈谴责美帝国

主义在越南南方设立细菌和化学研究所，等等公开的表态，都表明他坚定地按照中国政府的决策

行动。 

作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的委员，戴芳澜自然忘不了 1929 年他和

邹秉文一起创建的中国植物病理学会。20 年来国内政治动荡，又遇到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

学会很难开展活动。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在百废待兴，忙于建国的时候就开始聚集科技力量，

给了他希望和信心，于是他主动召集在北京的一些老会员商议恢复活动。1949 年 1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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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复会会议，在会上，戴芳澜被推举为理事长，负责筹备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此，他积极与分布在国内各地的植物病理学工作者联系，酝酿组织

全国各省市的地方分会，进行老会员的重新登记并吸收会员。 

1953年 2 月 27日至 3 月 5 日,“全国植物病理会议及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全国代表大会联

合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科学院、各农业院校、农业研究所以及农业试验场等的正

式代表 42人，加上来自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人员会列席代表共 80人，可以说全国从事植病

工作的专家基本都到会了。作为植病学会的理事长，作为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戴芳澜一定

会在筹备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受他推荐出席会议的各地学者，也会以此为荣。以植物病

理学为专业的戴芳澜，回国 30 年，从来没有遇到过由政府的最高主管部门出面组织具体的

专业规划的制订和实施，也令戴芳澜精神为之一振。 

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生产上已经存在着的或可能将来蔓延的植物病害问题，动

员并组织植物病理学工作者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实验研究和调查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后植病

工作的任务，明确了植病研究工作的方向，建立了全国的统一领导机构——全国植物病理工

作委员会，归属于中国科学院与农业部，以确定植病工作方向，组织和领导全国植病工作，

有重点地审查全国各有关单位关于植病工作的研究计划，制定主要工作计划，通过有关行政

部门分配任务，检查与总结工作等。 

全国植物病理工作委员会由 22 人组成，戴芳澜任主任委员，俞大绂、邓叔群和朱风美

任副主任委员。4 月 9 日由中国科学院和农业部联合向戴芳澜发出了聘书。该委员会的任务

是：在中国科学院及农业部的领导下，确定植物病理工作方向，组织并指导全国植物病理工

作，有重点的进行审查全国各有关单位关于植物病理部分的调查研究工作计划；制订主要工

作的计划，通过有关行政单位分配任务并检查总结其工作。 

早在 1951年，中国科学院即鉴于我国植物病害的情况严重，但资料缺乏系统地收集、

整理和研究，对许多植病的病源，发生原因，分布或蔓延的情况缺乏系统的了解，而且从事

植病工作的技术干部非常缺乏，决定建立一个专门研究机构。1952年 10 月，在第 42 次院

长会议上，决定请戴芳澜出马领导。1953年 1 月 23 日，向戴芳澜发出通知：“ 42

”因此，他被推选为全国植物病理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时，已经是

待任的真菌植病研究室主任了 当年 3 月 13 日文委批准备案，就正式就任了。 1953年 5

月 25日，政务院批复中国科学院增设或调整 24个机构的报告，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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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该研究室已经在农大开展研究工作了。 

四 加盟科学院 

戴芳澜当时是北京农业大学的教授，并且不太愿意脱离学校，希望利用农大的研究力量

加强真菌植病的研究。中国科学院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经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农业大达成协

议，将院属植物研究所的真菌学研究集体（他们分别来自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

研究院两个植物研究所），与戴芳澜所在的农大植物保护系植病教研组合作，于 1953 年 1

月建立了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为了使合作关系尽可能密切，也为了照顾戴芳澜的实际情况，

1953年 4 月植物研究所的人员迁往农大，将室址设在复兴门外罗道庄北京农业大学内，而

该室的编制则归属于植物研究所，其中既有属于科学院编制的人员，又有以兼职身份聘请来

的多位农大教授和教师，仅教授就有俞大绂、林传光等 5 位。因此，从 1953年开始，戴芳

澜教授又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了。他领导的研究集体开始逐步由高校向科学院的转移，直

到 1956年底，这个研究室扩大为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戴芳澜被任命为所长，并

且戴芳澜的家也从罗道庄迁进了中关村，最后完成了转移过程，从此戴芳澜结束了从 1919

年开始的教书生涯，专骛科学研究。 

真菌植病研究室成立之初，来自植物所的工作人员 12 人，包括研究员 1 人，助理研究

员 3 人，研究实习员 3 人，技术员 2 人，练习生 2 人，技工 1 人，来自农大的 11人，共 23

人，到 1956年达到 35 人。其中包括俞大绂、林传光、裘维蕃、沈其益、王焕如、陈延熙、

尹莘耘、李季伦、姜广正等等兼职人员。迁到农大时，研究室向农大借用了试验室 79 平方

米，又修建了用作办公室和试验室的 163平方米，1954年增建房屋 278平方米和土温室 199

平方米。总计 556平方米。这在当时已经不小了，然而从 7 个课题组的实用需要看，也并不

宽裕。 

我们查到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档案室的一份手抄资料，名为“两年来合作总结”，从文风

和校订笔迹，可以推定是由戴芳澜于 1955年末起草，经别人誊清后又经过戴芳澜校订过的。

我们可以从其中了解真菌植病研究室的建立目的、任务和头两年的工作内容，以及和全国的

合作。现摘录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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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真菌植病研究室成立之初，戴芳澜即向中国科学院领导提出，要请已经

是全国植物病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邓叔群到该室参与领导工作，而此时邓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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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东北农学院担任副院长。由于东北方面的态度坚决，邓叔群未能及时调到北

京。后来由于中央的干预，强调科研骨干力量归队，邓叔群于 1955年 3 月调到

北京，4 月 7 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任命他为植物所真菌植病室副主

任。从两年前开始，中国科学院接受戴芳澜的请求，为将邓叔群调回科学院而开

始进行了持续的努力，此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戴芳澜十分尊重邓叔群，对

他的成就和工作能力有很高的评价，邓叔群到任伊始，即接手戴芳澜负责的标本

室，开展了有成效的工作。从此，他们在同一单位担任正副领导，直到两人先后

辞世。 

戴芳澜的工作主要是植病的调查和真菌分类，而且一直延续到最后岁月。 

据查，早在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成立后一年，1954年 1 月 2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

在讨论机构增设、调整与迁移问题时，就曾提出将植物所真菌植病室改为独立研究机构，而

不必归属于植物研究所的设想。（1954年第 4 号党组会议纪要）。1954年 l 1 月 12 日上午 9

点，竺可桢副院长在中国科学院院部与时任真菌植病研究室主任的戴芳澜商谈“把真菌植病

研究室变成微生物研究所”事。戴芳澜表示赞同，并说农大也赞同，戴芳澜说该室当时的工

作正趋向基础问题而远离农业。他们认为应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地点设在农大或科学院

均可。( 见竺可桢日记第二卷，第 496页，科学出版社，北京，1989年) 。但是，1955年 4

月 23 曰，中国科学院 21 次院务常务会议，在讨论 53—57 年修正计划纲要草案时，竺可桢

提出“1957年成立微生物研究所嫌太早”( 见竺可桢日记第三卷，第 552 页) 。因而筹备工

作并未开展。1955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第 4 次常委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

期间的发展远景时，把建立微生物研究所的时间定在 1958 年。生物学地学部随即向第 43

次院务常务会议提出了“建立微生物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意见”。根据该意见，院务常务会

议决定决定将真菌植病室、菌种保藏委员会和植物生理所微生物部分合并成立微生物所筹委

会。筹委会的成员是方心芳、陈文贵、陈华癸、俞大绂、殷宏章、高尚荫、张宪武、汤佩松、

汤飞凡、邓叔群、樊庆笙、戴芳澜。戴芳澜为主任。并推举戴芳澜、殷宏章、汤佩松 3 位学

部委员和汤飞凡、方心芳两位先生负责研究该筹备委员会的筹建问题。筹委会的任务是研究

并提出筹建微生物研究所的方案，并促成该方案的贯彻；明确微生物学的研究方针与任务；

协调微生物学的研究力量，特别是院内有关单位的力量。 

11月 5 日中国科学院就成立该筹委会呈报陈毅副总理并国务院备案。11月 8 日给各位

委员发了聘书。(《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发展史事要览 1949一 1956》第 205—206页，薛攀皋、

季楚卿、宋振能编撰，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1993年印发，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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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要览”)  

1955年 11月 28日,  由戴芳澜主持, 在文津街 3号中国科学院院部召开了第一次筹委会，

讨论了微生物所的建所方案的草稿( 根据文献同上) 。内容包括办所方针、方向及组织、重点

研究工作、培养干部和对外联系。认为该所的任务是研究一般微生物学上的基本理论问题，

但基本理论的研究要和国家生产建设密切联系。 

1955 年年底召开的有十几个国家参加的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时，要求中国科学院提前

建立微生物研究所的呼声甚高，苏联专家米苏斯金甚至声称微生物学比物理学还重要，于是

1955年 12月 8 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通过的“中国科学院 1956年事业计划说明"中

又提出：“l956

”( 根据文献同上) 。1955年 12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院党组

向陈毅副总理和中央呈送关于 1956年成立微生物研究所的报告，1956年 1 月 16 日陈毅批

示：“拟予同意”，并经刘少奇、陈云和邓小平圈阅( 院档案党永 55—14：《有关筹建哲学所、

微生物所及人员配备问题向中央的报告批复》，见附档案照片 l 、2)。 

1956年 2 月 3 日，竺可桢和童第周到中关村开会讨论成立微生物所问题。出席会议的

有张宪武、方心芳、邓叔群、殷宏章、过兴先等。虽然他们同意成立，但在研究领域的划分

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各执一见。最后决定设置分类形态、生理生化、遗传变异和生态 4

个研究组。同年 5 月 18日上午，生物学地学部召开第 10次常委会，竺可桢、戴芳澜、钱崇

澍、高尚荫等参加了会议。讨论将真菌植病室独立成所或室，会上殷宏章提出将上海植物生

理所的微生物部分加入，作为成立微生物所的起步，戴芳澜表示赞同( 竺可桢日记第三卷，

第 676页) 。 

然而，成立微生物所筹备工作，进展并不顺利。微生物研究所终究没有在 1956年成立。

50 年前的实情，现在很难找到可靠的资料来推断当时的困难。一个事实是“上海植物生理

所的微生物部分”并没有加入，而真菌植病研究室的同志担心微生物研究所不注意植病部分，

建所地点也有争议，北京农业大学不愿让戴芳澜离开。( 根据文献同上) 。于是便有了应用真

菌研究所的建立。 

    1956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正式致函生物学地学部，请求准许将该所的真菌

植病研究室改为独立工作单位。同年 5 月，学部第 10 次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将该室扩建为应

用真菌学研究所的草案。9 月 5 日，生物学地学部函学术秘书处报送该室扩建草案，并称常

委会通过后“又与植物所及真菌植病室研究了扩建的具体问题，该室扩建条件已完全成熟，

拟请院部作正式确定并通知植物所及真菌室以及院部其它有关部门会同办好扩建工作”。[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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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次院务常务会议纪要及附件] 1956年 10月 23日上午 10时，中国科学院第 27次院务常委

会讨论成立应用真菌研究所建所方案，由戴芳澜作说明( 竺可桢日记第三卷，第 727页) 。会

议认为“自 1953年与北京农业大学合作建立的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几年来在展开学术研

究和配合产业部门解决生产问题、配合高等学校培养干部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

迅速发展真菌学的研究工作，使它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该研究室的现有基础上

扩建为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是有必要的。”会议同意草案中提出的研究方向，指出今后需要与

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有适当的分工，应着重于基本理论的研究，以发展真菌学为主要任务；

决定该所下设真菌学组、植物免疫组、植物病毒组。正、副所长由原研究室正、副主任分别

由戴芳澜和邓叔群担任。11 月 9 日，院党组呈报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同志

并请转报中央。11 月 20 日，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签署意见后，聂荣臻批准。11

月 23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向真菌植病研究室发出（56）生地发字 735号通知：“

”12月 5 日院部发出成立该所的正式通知。 

     由戴芳澜作说明的建立应用真菌研究所的扩建方案，主要内容是： 

1．为实行科学研究事业 12 年规划，除应建立的重要学科和应进行研究的重要专题外，

也应尽快成立应用真菌学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机构，以适应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 

2. 今后的发展方向，应侧重于基本理论的研究，而以发展科学为主要任务。因此业务范

围除真菌学外，包括植物病理、植病细菌和植物病毒。研究对象不局限于农业中的植物病理，

还可涉及工业、林业以及医学上一切和真菌有关的各方面的研究。因此应用真菌学研究所和

植物保护研究所，不论在研究范围或工作的性质上，都是不同的。 

    3 研究机构方面，将原来的工作小组分为 4 个研究单位：即真菌分类组（包括形态、生

态），由王云章先生负责；真菌生理组（包括遗传变异），由林传光负责；植物病理（包括抗

病性和生物防治），由沈其益；植物病毒，由周家炽负责。 

    4 当时该室有研究员、副研究员 11 人（专任的 5 人），助理研究员 5 人( 内兼任 2 人) ，

研究实习员 27人，技术员、练习生等 6 人。并决定 1956年招考研究生 7 人。 

5 该所所址，决定 1956年 11月前搬中关村，暂借生物楼使用。 

1956年 10月迁到中关村生物楼后，应用真菌研究所以结合生产发展学科为主要任务，

加强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增加了研究人员，全所人员增加到 102人中，研究人员占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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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和助理业务人员占 37%。还招收了 5 位研究生：刘锡琎、余永年、陈迺用、陈庆

涛、邓庄。 

当时分配给这个新建研究所的用房，包括办公室和试验室共 947平方米。随即又修建了

较好的温室。购买了处于京张铁路以西，现四环路以南，保福寺乡的农田 36 亩作为专用试

验地，改变了在农大时向学校借用的状况。戴芳澜作为所长，除负责全所各方面工作的领导

外，具体分工负责植物免疫学组、植物病毒学组和图书室。到 1957年底，这个成立不久的

研究所，延续 5 年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根据 1957年的工作总结，简述如下： 

1 作物病害的研究 

在小麦锈病方面，选出适合于华北地区的抗锈高产优良品系十余个，并监定了国内外主

要小麦品种和原始材料（约 700余个）的抗锈性；研究了条锈病流行性，初步总结了华北地

区条锈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对小麦秆锈菌转主寄主进行了调查研究。确定东北的大叶小是小

麦秆锈菌的转主寄主；调查了山西省小麦根腐病发生发展的规律。 

在马铃薯晚疫病方面，通过田间发展规律的研究，明确了从中心病株开始蔓延的速度和

距离。确定检查中心病株为预测流行的关键，并明确中心病株主要由块茎直接蔓延到茎部。

因而有可能制定出有科学根据的切实可行的预测预报方法；证明低浓度硫酸铜浓液的喷射对

防止马铃薯晚疫病效果虽略次于波尔多液，但成本较低手续较简。 

棉花病害方面，总结了北部棉地群众的烫种试验，制定了防治病壮苗办法；鉴定了棉花

抗黄萎病的品种。 

洋麻炭疽病的研究，初步明确种子吸水量是决定温汤浸种效果的主要因素。发现低浓度

有机汞制剂和大蒜杀生素浸种有很好的效果。选出了一些抗病品种。 

白菜软腐病的研究，初步了解病原细菌在自然条件下的动态。证明病原菌在一般土壤中

不能越冬，每年的初次侵染，系由昆虫引起；发现白菜抗软腐与白菜木栓化的速度有密切的

关系。 

植物病毒研究方面，确定了小米红叶病的病原是一种新的病毒。人工接种还能浸染玉米、

大麦等禾本科植物；马铃薯退化和毒病的研究，发现栽培条件特别是土温不仅影响马铃薯的

本性，而且还影响马铃署块茎中病毒的累积，还发现在盆栽试验中有不退化的现象；得到 5

个比较抗病和耐白菜孤丁病的品种，由於控制了苗床的小气候，造成不适於蚜虫活动的生存

条件。有效地减轻发病率量。提高产量 30%左右；初步找出了鉴别苹果锈果病的方法。 

1957年开展了植物病原细菌噬菌体研究工作，分离得 50余个噬菌体分离物。鉴定了致

白菜软腐细菌的噬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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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稻白化病与土壤微生物关系的研究，初步证明土壤好气性微生物对於水稻的铁

素供应起阻碍作用，而嫌气性生物的发酵活动则有促进作用，这些作用可能决定於微生物对

於铁素的吸收和代谢产物的熬合作用。 

2 抗生菌和杀菌素的研究 

分离到放线菌 2600株，又测定了征集的菌种 3000余株。其中对棉立枯、枯萎、黄萎等

病菌相克作用的占总数的 30%。发现 5406号抗生菌混合肥料拌种，可以减少棉花烂种，增

加出苗率。试验了抗生菌防治植物病害的效果。 

研究了大蒜杀菌素对植物病原细菌的杀菌性能。初步试验在黄瓜功苗期喷射可以提高对

霜霉病的能力，用於小麦浸种可提高小麦苗期抗叶锈病的能力。 

3 真菌的研究 

五年来除汇总了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北京农业大学三个单位的真菌标本 11700

号外，增加了新采集和征集的标本 8200余号，同时为建立全国性的真菌标本室打下了基础。

开展了我国粘菌、白粉菌、黑粉菌、锈菌、多孔菌、蠕形菌的研究工作。进行了麦角菌生态

因子的调查，并分析了各种寄主上麦角的含碱量，对野生麦角的利用。 

在这份总结中，“主要缺点”提出了计划性不强、干部培养重视不够、群众路线的方法

掌握较差、缺少集体合作精神和学术空气不够浓厚等 5 条。而这些缺点的根源“主要是由于

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很好树立起来，没有充分发挥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影响了研

究工作的进展。” 

戴芳澜本人承担的研究工作，自然包括在上述成果中。具体而言，从 1953 年到 1957

年分别负责的是：全国经济植物病害调查（结合其它任务进行）、寄生菌类的分类研究、中

国真菌名录的编撰、核盘菌（Sclerotinia）分类和发育的研究、果树褐腐病菌分类和发育的

研究、白粉菌目分类的研究。我们在戴芳澜发表的论文目录中，没有看到以他署名正式发表

的论文。原来戴芳澜从上世纪 50 年代后亲自从事研究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尽管他指导学生

们发表的文章不少，但因为他没有亲自参与实际工作，便从不署名。只是在学生们的署名中

加一注脚，写上由他指导，以示负责。 

应用真菌研究所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建立微生物研究所的旧事又

重新提上日程。1958年 1 月 14 日，即应用真菌研究所正式成立 13 个月后，生物学部主任

童第周等提出，要将微生物研究室（将原来的菌种保藏委员会的实体于 1957年上半年改名

而来）和应用真菌研究所合并成为微生物研究所。这个意见得到应用真菌研究所所长戴芳澜、

副所长邓叔群和林一夫的同意，微生物研究室的实际负责人方心芳也不反对。1958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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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经院第十一次院务会议通过并经科学技术委员会于 11月 17日正式批准，12月 3 日

中国科学院正式发出微生物研究所成立的通知。戴芳澜被任命为所长。 

戴芳澜在新中国的积极表现，受到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肯定。从 1952年

以后，他经常被邀请参加接待外宾的活动，据《人民日报》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就有：

1952年 9 月 8 日，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李书城设宴欢迎缅甸土地改革参观团；1954年 8

月 14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招待建国后来自英国的第一个高

级别的工党代表团的酒会，到会的科学教育界人士只有 25 人；1956年 5 月 10 日，郭沫

若院长欢迎来华合作考察栽培植物和野生植物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家一行 9人的宴会；1956

年 8 月７日，和中国昆虫学会一起，以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的名义举行酒会，招待参加第

八届国际植物检疫及植物保护会议的各国代表团全体人员，等等。 

1954年 4 月中苏友协总会应邀到苏联参加“五一”节观礼和参观访问，

戴芳澜被选拔为观礼代表团成员。在 33名团员中，他是唯一的自然科学家。

在此期间，他参观了列宁格勒全苏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季米西捷夫农学院的植物保护系，做

了题为《中国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发展情况》的报告，受到了苏联科学家的热烈欢迎，并接

受了赠送的很多宝贵书籍。1958年，作为我国劳动人民观礼团成员，应邀前往苏联

参加庆祝十月革命 41 周年活动，他又是 20名团员中唯一的自然科学家。从戴芳澜遗存的

访苏日记中，我们了解到，这次访问从 11 月 2 日自北京起飞，到 26 日由莫斯科动身回国，历时

25 天，在莫斯科参加观礼后，访问过列宁格勒、明斯克和基辅。时年 65 岁的他有几次因劳累而

请假在旅馆休息，放弃了诸如看芭蕾舞或听音乐会的活动。但是戴芳澜还是利用空闲时间接待过

他推荐派出的研究生阮继生，当时他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攻读放线菌分类学。还顺

便了解了当时在苏联学习微生物学的几位留学生。 

1955年是新中国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一年。前一年，举行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

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正顺利执行。当年 6 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学

部，对所属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旨在改变先前行政领导的弊端。当时设有物理学数学化学部、

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四个部门。4 个学部共有学部委员 233人 1955

年 5 月 3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十次会议批准，并于 6 月 3 日由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公

布了各学部的委员名单。戴芳澜榜上有名。11日戴芳澜被选定为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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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学部常委委员会委员。当年的学部委员就是今天的院士，也和 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

院士的学术地位相当，但无论在学术界的影响还是享受的待遇上，都很难将这三者相提并论。 

    成为学部委员以后，戴芳澜的业务社会活动更多了。1955年 10月戴芳澜和他结交 30

多年的丁颖一起，飞赴东柏林，代表中国科学院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四周年庆

典和科学报告会，并参观访问了该院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和柏林近郊的农业合作社。在庆典中，戴

芳澜和丁颖被授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称号，同时获此荣誉的还有来自苏联、

罗马尼亚、法国、意大利、丹麦、印度等国的 23 名学者。10月 20日，中国科学院成立科

学奖金委员会，戴芳澜是 35个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中国科学院各

学部评选、通过的科学研究工作报告或科学著作，作统一的审核，提请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讨

论通过后授奖。  同年 12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致函真菌植病研究室，邀请戴芳澜

为第八届国际植物检疫及植物保护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这个会议于 1956年 8 月 1 日

至 12日在我国北京召开。是在我国召开的第一次有关国际会议。 

同年 10月 25日，由中国科学院、卫生部、轻工业部、高等教育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

勤部卫生部联合在北京成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戴芳澜被遴

选为委员。委员还有吴有训、殷宏章、汪猷、童村、汤飞凡、、崔义田、白希清、龙在云、葛春

霖、宫乃泉、周家炽等 11 人，吴有训任主任委员。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建设要求，

以及有关学科发展的需要，制定抗生素研究的方针任务；负责推动国内各有关单位联系及交换资

料，协调全国抗生素的研究计划；受理抗生素生产中重大问题的研究，并协助推广抗生素研究成

果；负责召开有关抗生素研究的各种会议；对国外联系、交换资料或提出建议。12 月初建国后

的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国际抗生素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苏联、波兰、日本、保

加利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越南、蒙古、缅甸、朝鲜等国家的科学家。这次会议，不仅在

我国抗生素事业上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不久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诞生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 

同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中国科学院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举办了“伟大的

自然改造者伊·弗·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童第周在开

幕式上做了题为《创造性研究和运用米丘林学说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告。这个由中共

中央宣传部直接部属的活动，准备借不点名批评胡先骕，试图在全国吹捧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

根学派，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筹备会议人员原打算请戴芳澜宣读报告，戴芳澜闻之立即断然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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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报告稿也没有接受，直截了当地说：“要我报告不合适，何况我又不是搞遗传的。”毫无商量

余地。在真理与谬误面前，戴芳澜态度鲜明，但表达却又甚为得体。事实上，他的老朋友秉志早

就明确向竺可桢表示不同意这样做。戴芳澜前几年在农大面对乐天宇用粗暴方式压制信奉摩尔根

学派的教授，也曾愤愤不平。 

1956年 2 月 11日，是我国乙未年除夕，Ҳ ָ ָᴂ

ԋ Ҳ ┼ ʃ ʄ Ї ᴂא ᴰ

ɼ ҲЇװ ᴰ ԋ 1955 Ҳ Ї ԋ Ҳ

ᴰ ָ Ї ָɻ  ָɻ ɻ ɻ ָ ɼ 应邀

参加，作为科学界代表，与华罗庚、范文澜、赵忠尧一起由郭沫若院长带领在会上亮相。 

1957 年 3 月 1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戴芳澜被聘请为该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五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 4 月 22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样一篇报道：“

  

1956年 5 月 12日，戴芳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把共产党员的崇高责任

担当起来”。在这篇近 2000字的文章中，重述了他在思想改造运动时

的思想转变过程，着重谈到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自愿加入共产

党的动机是：“

戴芳澜还在文中表示，入党后要主动地去团结群众，入党后不但不应该削弱科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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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应该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同时还庄重地表示，他并不顾虑有人说他投机，因为科学工作者追

求真理是不顾一切的。 

1956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报道“七一”前夕各地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消息时

 

1957年, 在我国历史上，尤其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难以忘却的一年。5 月 24 至 26 日，正

是“大鸣大放”的日子，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生物学部的分组会上，委员们

就学部的性质、任务，科学院依靠什么来领导学术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他们对学部能不能、该

不该进行学术领导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在生物地学部委员中，认为学部可以而且应该领导学术的

代表人物有丁颖、戴松恩、汤佩松、盛彤笙等。戴芳澜的发言片段，在 5 月 27 日的《人民日报》

上有所记载“

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些言论

自然会被认为是向共产党争夺科学领导权。随后开始的反右派运动，一些代表人物受到批判，甚

至被划为右派份子。可以想象，戴芳澜受到了深刻的震撼。而他的长兄戴练江，也在这次运动中

落马。这位比戴芳澜年长 3 岁的河北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是位留学法国，医术精湛，多年自称

“布衣郎中”，经常为贫困患者免费治病的医生，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他把自己创建的私人医院

无偿献给国家，几十年中救治过许多著名人士的爱国者，以河北省人民代表的身份而遭此打击，

更令戴芳澜困惑与无奈。此后，他对于政治问题的表态就更加慎重了。 

1958年 3 月 2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科学院在京单位的双反运动(反浪费，反保守)，

文章说：“

”。 

当年有人给戴芳澜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戴芳澜有“高气”,对学生要求很高：因此不轻

易带徒弟，不愿意要刚毕业的大学生；对自己要求更高，“中国真菌名录”的初稿早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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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有出版，原因是戴先生务求尽善尽美，结果发挥的作用很小。又说戴芳澜在培干上保

守，要求他“采用核反应带徒弟的方法”。 

4 月 23日，《人民日报》又以 “首都科学家倾心清算个人主义 思想深处大

放光明”为题，报道说戴芳澜等著名科学家都主动地带头作了检查，推动了更多研究人

员自觉投入了运动。当时，戴芳澜被作为一位听党的话的老科学家而受到宣传部门关注。 

六  出掌我国第一个微生物研究所 

1958 年成立的微生物所，主要业务范围和发展方向是以扩大微生物的利用和研究有害

微生物的防治方法为主要业务，旨在解决国民经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从而带动微生物

的形态、分类、生态、生理和遗传变异等学科。通过掌握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和生活规律逐

步改变它的性质，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戴芳澜作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级的微生物

研究所的首任所长，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既定的办所宗旨，如何根据研究人员和研究

条件等现有资源进行分支学科的合理布局。在戴芳澜主持下，通过与专家们的方法商量，又

取得了学部和院领导的认可，结合应用学科建立了真菌学、细菌学、病毒学、生理生化、微

生物遗传学、农业微生物学、工业微生物学和地微生物学八个研究室。这样，既预先构筑路

发展基础研究的空间，又使原来从事与工业或农业相关应用课题的秩序得以延续和深入，来

自应用真菌研究所和原来以工业微生物应用研究为主的北京微生物研究室两个集体，得以开

始寻得一条共同前进的无间道，从此相携而行。为此，戴芳澜以其崇高的威信和先人后己的

风格，进行了大量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组织工作的劳心劳力可想而知。 

微生物所的学科布局，尽管后来由于形势多变，基本理论研究实际上经常被应用任务冲

击，但按学科分组的格局，一直坚持下来了。在微生物研究所, 这种学科布局，甚至在按军

事化重组研究所队伍的十年动乱期间，也基本没有改变。在那非常时期，微生物所也没有被

下放到北京市，基本队伍也没有全部拆散。后来其它领域如石油微生物、环境保护、病毒学、

酶学、微生物物理学、遗传学等重要问题和学科也陆续得到了加强。今天微生物所的布局，

已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大有改变，但是我们依旧可以体察到当年布局的深远影响，戴芳澜的

历史贡献功不可没。 

从 58年 10月开始，应用真菌所开始从生物楼向由院部划拨的微生物所所址搬迁。微生

物所地处生物楼之北，现在中关村北一条，座北朝南一字排开的三栋建筑物中。西边是三层

的原哲学楼，微生物所占一、二两层，三层归天文台；中间是由 4 个相对独立的单元组成的

两层的原“经济楼”，微生物所占南面一个单元，据说原来是为语言所建设的；东边是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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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层的新建筑，由微生物所和也是新成立的生物物理研究所共用。微生物所这三个主要部分，

后来被分别成为“西楼”、“行政楼”和“东楼”。戴芳澜所在的真菌研究室设在东楼东边

的一楼和二楼，201号是他的办公室兼实验室。 

建所之初，千头万绪，戴芳澜对一般行政工作较少过问，但有些重大问题他非常关心。

实验室不够用，多次向院里报告而未得明确答复，戴芳澜不得不亲自出马找院党组书记张劲

夫，措辞激动并带责问语气，张劲夫耐心向他说明实际困难，并答应一定及时解决。后来微

生物所要成立公用的同位素实验室，又得到戴芳澜的大力支持。 

新所成立后，人们每天都会看到戴芳澜夫妇准时到实验室上班，下班则相谐而归。他的夫人

邓淑媛几十年来，义务为戴芳澜打字，整理一些文件，是他最忠实的助手。考虑到兄嫂没有儿女，

1958 年春天后，戴芳澜八弟戴芳沂将自己八岁的儿子戴声伟从东北送给了兄嫂，过继给他们作

儿子。年逾花甲的老两口家中，从此有了孩子的笑声，使他们更感欣慰。邓淑媛也不再仅仅是他

的学生们公认的师母，也开始忠实地履行着母亲的指责。戴声伟在中关村完成了小学初中的学业，

因文化大革命的降临而未能上大学深造。 

1958年 12 月 31 日晚，全所献礼大会。各个研究室纷纷报告大跃进的成绩，作为向党的献

礼，会后举行了联欢会，庆祝两个原来不在一地联系不多的集体的首次会师。在联欢开始时，戴

芳澜代表所领导发言说：“

” 

在这简短的发言中，我们似乎能够体会这位老科学家说“跃进出了微生物所”的内心想法。

但他指出：“明年的任务更大，更好更快更省。做好工作所内所外需要更系列化起来，明年不单

是要苦干，还要巧干。”则是他委婉地表达了不赞成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搞科学研究。他所在的真

菌研究室，只以麦角菌、食用菌栽培和标本鉴定等成绩“献礼”，而他自己的工作，并不在“献

礼”之列。 

我们没有发现戴芳澜在大跃进时提出过任何响亮的口号。他所承担的课题有从 1958年开始

的毛霉菌目分类的研究和白粉菌目分类的研究两项，由他的学生们按部就班做着，因为参加政治

活动而未能按进度完成的，则尽可能加班加点补上。从 1954年开始的锈菌分类的研究则是他和

王云章共同负责，不过后来他似乎较少过问。当时有诸如“XX年消灭 XX病害”的大胆口号，戴

芳澜并没有表示赞成；院部和生物学部提出要编写“经济真菌志”，戴芳澜也同样没有表态。这

些靠一般的菌种鉴定和描述编辑而成的水平不高的工具书，并不需要他们这些人来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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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 l 0 月将他的真菌学讲稿中的藻菌、子囊菌部分编为讲义，作为《真菌》的上册，

由北京农业大学铅印出版，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 

大跃进的浪潮在 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达到高潮。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日子里，

一位长期追随戴芳澜的老科学家受到点名批判，此时，尽管戴芳澜也同样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而成为运动中受批判的一般对象，但他一改平日不轻易表态的作风，仗义执言，对一份由

“XXX所学习办公室”上报的题为“XXX如何反对党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材料，提出了 19

条尖锐的意见。他推翻了许多不实之词，辩解了许多被歪曲的传言，批驳了极左观点。他明确指

出那份材料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资产阶级立场与观点没有改变，决定了他们所走到

方向是与党和广大人民所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针锋相对的”论点，“

”他还指出，说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必然与党

离心离德的逻辑会使人人自危，失去改造信心。还直截了当地表明不赞同某位运动领导人对

旧知识分子不是帮助他们改造，发挥他们的潜能，而是孤立他们的的极左做法。戴芳澜甚至表扬

了这位被批判者：“很少考虑个人，有整体观点；对党是忠诚的；肯干肯钻，肯帮助人。”从这一

记录中，我们深深感到戴芳澜作为一位正直的党员科学家，是多么无私无畏。不过，从此以后，

我们很难看到戴芳澜主动地为研究所的发展提出他的主意，而是为培养学生而“拼命地”完成他

的《真菌学讲义》。 

反右倾运动中的那段公案，并未随着运动的结束而消逝。1961 年为贯彻党中央“调整、巩

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而在制订中国科学院《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

（简称“十四条”）时，微生物所被作为试点，当年的某位运动领导人受到批判并被调离科学院，

和以上的批判不无关连；而在“文化大革命”时，它又被造反派用作造反的炮弹，声称 1961年

是向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投降，包括戴芳澜在内的许多科学家又一次受到严厉的责难。 

反右倾运动后，随之而来的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 

在那个提倡“劳逸结合”、“加强基本功”的特殊时期，戴芳澜经常组织他的学生们在家中举行

读书会，参加者是和他一起工作的几位学生和年轻的研究人员，有时也请他过去的学生现在的教

授们，如魏景超、周家炽、裘维蕃和相望年等来谈某个专题。事先，戴芳澜给参加者指定一个题

目，让他们去查文献作准备，报告后他又进行讲评，及时肯定和鼓励每一个点滴进步，又对错误

作严厉打批评。殷勤好客的戴师母则为大家准备一点当时难得一遇到茶点或水果，使到会者更感

到温暖。这样的学术活动，活跃了学术空气，掌握了学科发展的动态，提高了学生的外语水平，

至今仍被许多知情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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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困难时期”时期，为克服困难，微生物所决定上马“人造肉”和“代饲料”两个

应急项目。戴芳澜积极支持，派出他的研究生参与，用脱糠醛的木屑接种木霉制备含有一定蛋白

质等营养物质的发酵制剂，代替饲料，使农场饲养的数以百计的仔猪和鸡得以安全过冬。作为高

级专家，在困难时期政府特别供应了一些市场没有或价高的食品，诸如粮、油、肉、奶、蛋、

烟等，他家中人少，本无困难，但戴师母经常用这些物品，有时还花钱买高价商品支援所内

多子女或身体不好的学生或职工，以致于有时不到发工资便将一月 330元的收入花完。  

1961 年，为纠正“大跃进”以来微生物所的党的领导在执行党的政策方面发生的偏差，由

中国科学院党组和生物学部领导小组直接领导在微生物所开展“整风”，1959 年戴芳澜坚持原

则，明辨是非的立场得到上级党组织的肯定。 

随后，由周恩来和陈毅等中央领导在 1962年初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脱帽礼”、在

科学技术界贯澈“十四条”，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实行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戴芳澜出席的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

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

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

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１２年的锻炼，一般地说，

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

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这种用文件形式明确肯定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论断，无疑使

戴芳澜感到欣慰。在此后一段不长的时间里，戴芳澜以较为舒畅的心情从事着他的工作。 

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国家科委副主任范长江建议昆虫学会和植

物病理学会联合开展活动，成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戴芳澜考虑到这样联合有利于农业生产

的植保工作，同时可节省国家开支，同意成立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但主张保留《中国植物病

理学报》的独立性，以维持学科的发展，并在适当时期恢复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的独立活动。

7 月 22 日到 8 月 1 日，中国植物保护学会成立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 27 个省、市自治区的 60

多位代表到会。一致推选在我国最早介绍蝗虫科学知识的戴芳澜为名誉理事长。戴芳澜在我国植

物保护界的权威地位得到又一次的公认。不过，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直到 1985 年才脱离中国植

保学会独立活动，此时戴芳澜已辞世 12 年了。 

1964年元旦，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午宴，招待在北京的政协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各党派中央负责人、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和参事中的七十岁以上老人以及他们的夫人，欢度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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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年元旦。戴芳澜夫妇应邀参加。同时应邀出席宴会的老人，还有有熊庆来、竺可桢、侯德榜、

张颐、蒲辅周、张子高、陈焕镛、黎锦熙、秉志等。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到来，这是目前所知

戴芳澜参加的最后一次见报的公开活动。 

   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戴芳澜决定将数十年积累的真菌资料编辑出版。1965年 3月 11日，

他完成了《中国真菌分类资料集》前言的初稿。他写道： 

“ ү ה 1927 ɼ ҿԋ

Ї ԐԓҲה ⅎ ɼ ԓ ӫ װ ῗ Ҳ

ԓ Ὺ Ї ԓ └Ї Ҳ ҅ ɼҿԋḈ⌐ Ї

ה Ї ꞈⱵ ῗҲ ⅎ Ї ᴂ₴ ӐḈЇ ᴂל

ҿ ש ῗ ɼἥ Ї ԋ ɼⅎ ᵲӤ ԋɼ 

└ Ї Ҳ ∆ Ї ү ᵲ ҅ү ɼ ֙ ᾨ

Ѓ ɻ ɻ Ғ Ὴ Єⅎ Ї ɼ ֙ ҅ү

ЇҒ Ї ԓҒ Ї ᵲ ҅ ᶕ Ж ҿ ֙ Ҳ

Їɟ ֙ ӀᵒӓҒ ү Ї ү ᵒ

ӓҒ ү Ї ҏ ɼ Ї ῚҲ∑ ɼ Ї ԓⅎ

Ғ Ї ֙ Ӥ ꜠ɼ 

└ 1936 Ї └ 175 ɼ Ї

ԑ ԑ Ҳԓ 1936Ј37ҩ Ҳ ⅜ ԋɼňňה 1936 װ ᵲד

ɼ└ 1964 ҿ └ 644 Ї XXXX ňňɼ 

װ ᴓ Ҳ ⅎ ᵲҿ ָ ҅ Ї ᶕהԐԓҲ

ⅎ ָᴂ ֙ ɼò 

在这篇前言初稿中，戴芳澜对许多帮助过他搜集资料和编辑该书的同志一一具名感谢。

尤其是对他的老伴，邓淑媛表示了深情的谢意，说她“一直担任抄写工作，数十年如一日。”.

在他生前最后完成的前言手稿中，他特别指出：“ ү ⅎ ᵲ

҅ ӫЇᵜ Ї ɼ ⅎ Ғ Ї Ғ

ᵲЇ Ғ ү Ї∑ ү ꜙᴍẅ ᴰғ ḺЇװ

ҿ׃׃ ɼ” 

七 浩劫中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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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学大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政治运动接连。1966年 2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

党组批准戴芳澜为中共微生物研究所党委委员。可是，当年 6 月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

命，随着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大夺权，他这个头衔很快就毫无意义了。 

我们发现一些戴芳澜晚年的学习笔记，除用中文和英文摘录的文献外，还摘录有许多毛

泽东著作中的内容。1968年春开始，在科学院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戴芳澜自

然被冠以“祖师爷”的雅号。大字报无中生有，批判会无限上纲，年逾古稀而又光明正大的

这位老学者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而此时，自幼兄弟俩一起在上海和清华求学，感情弥笃的

年近 80的大哥戴练江，因为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份子而被从石家庄下放到江西“五七”干

校，生活异常困顿，也必然使他十分惦念。有一次，造反派当面对他说，他这个共产党员是

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执行者请进来的，要他自己提出退党。戴芳澜怒目相对地回答道：“我

入党是自愿申请，没有任何人来请我，如果你们现在认为我不够条件，你们大权在握，可以

把我开除，但要我自己提出退党，我坚决不退。”他的一位学生，平时从业务到家庭困难都

受到戴芳澜和戴师母的热心帮助，这时竟在会上宣布“脱离师生关系。”无疑给他很大刺激。

但是一贯严肃正直的戴芳澜，只是说他“一时糊涂”。 

1969年下半年，当时微生物所的领导班子，即由所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和军宣队决定，

要求戴芳澜将自己一生的研究工作加以总结，并决定由他的两位学生、助理研究员郑儒永和

余永年协助工作。实际上，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戴芳澜也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应该对人民

有个交待，在那相当困难的日子里，已经开始整理他几十年搜集的中国真菌资料。1970年

以后，特别是中美关系解冻后，政治气氛有所缓和，戴芳澜开始认真整理资料，阅读文献。

白天运动耽误的时间，常常需要夜间加以弥补，工作进展颇为顺利。他还将 1930年前后在

南京时期保存下来的有关鬼笔菌的资料加以整理，写成了这篇《鬼笔菌札记》。而在日常工

作和学习时，他照旧从业务和生活上关心那些批判过他的人。那位要脱离师生关系的学生，

后来托人要求戴芳澜为他校对一本翻译书稿，从来不为人校稿的戴芳澜竞破例答应下来，为

他辛苦伏案很长时间。他认为越是这样的人越要团结，说明自己并无怀恨之心。 

1972 年，在一度提倡重视基础科学研究时期，中国科学院决定组织有关学科的专家再

度启动《中国植物志》和中国动物志》编写工作，同时决定将藻类和真菌等独立成第三种生

物志，即《中国孢子植物志》（以后三者一起简称“三志”）。决定在当年年底在广州召开工

作会议。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部生物学口的负责人约请戴芳澜任《中国孢子植物志》的主编，

戴芳澜接受了邀请。在广州会议召开之前，微生物研究所有关人员在西楼举行了预备会议。

戴芳澜在冰天雪地中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向到会者谈了编写《真菌志》的意义，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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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广州参加会议人员的建议名单，由于他年迈且身体欠佳，他建议由王云章先生代替他去广

州负责。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够开展具体工作便去世了。 

1973年 1 月 3 日晚，戴芳澜在晚饭后，突发心肌梗塞。此时他的儿子戴声伟还作为知

识青年在内蒙插队，未能为父亲送终。当他的学生们闻讯赶来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没有

经受痛苦就告别了人世。他的学生们在为他装殓时，翻箱倒匮，在他的衣物中竟找不出一套

像样的服装，令在场者唏嘘，更令闻之者心生由衷的景仰。 

八  遗泽绵绵 

逝世前一个多月，戴芳澜亲自主持编写的 200万字的《中国真菌总汇》（他生前题名为

《中国真菌分类资料集》）书稿基本完成了。他自己几经修改的前言，也从 1965年第一稿，

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四易，文前的“最高指示”也从第二稿开始逐次增加。1974 年初，

经“戴芳澜同志遗著整理小组”将书稿作最后加工整理后，改成现在的书名，交科学出版社

出版。又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并未及时出版。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的 1979年才得以

问世。这部集百余年对我国真菌进行分类学研究之大成的煌煌巨著，将戴芳澜的英名定格在

我国科学发展史上。该书出版后，在国际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一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 

“  

 

  

追悼会后，戴芳澜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西五室 0334号。30多年来，每年都有

后辈前往祭拜。 

1979年，日本著名真菌学家平塜直秀（Naohide  Hiratsuka ，1903－2000,曾任日本

学士院院士) 应中国科学院邀请访问中国。由于戴芳澜逝世时我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时

期，对外交流还刚刚开始恢复，平塜此时才知道他从未谋面却有着长久学术交流的老朋友戴

芳澜在 6 年前已经谢世。他在访问微生物研究所时，受到热情接待，并得到了该所赠送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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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中国真菌总汇》。回国以后，平塜在《日本菌学报》上发表了“悼念戴芳澜教授”

一文。文中写道： 

“ Ҳ ЇҒ׃ ԋ

Ї ῠԋ ᴮ ɼ ⅎ

Ї ⌡ ῗԓ ⅎ ԋ ɼ 

╦ ᴰ ל Їᵜה 1930 ╦ Ҳ ל ֢ Ї֢

ɼ ֥ Ҳ Їא ᶳ Ḧ Ń

ńҲɼ” 

同年，日本京都大学的上山昭则，分别在日本和美国的真菌学期刊上发表了介绍《中国

真菌总汇》的文章。 

1983 年，新创刊的《真菌学报》第二期为纪念戴芳澜九十周年诞辰，特辟《纪念戴芳

澜教授诞辰九十周年》专栏，发表了他的几代学生的纪念文章；1993 年，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植病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和中国真菌学会联合于 5 月 4

日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多功能厅召开戴芳澜诞辰 10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科学院

副院长李振声教授与先生生前友好、弟子及家属到会并发言。有关资料发表在中国科学院院

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辑的《院史资料与研究》第 4 期（总第 16期）上。 

2005年 6 月，戴芳澜在美国的母校康奈尔大学植物病理系在图书馆举办了一个以“蘑

菇集影：可以看见的真菌和他的回归中国”的展览。这是“康奈尔－中国新世纪创新”活动

的一部份。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刊上，对这次活动作了报道。在康奈尔大学标本馆中保存着

30万份标本，每件标本都有一个独特的故事。其中一部分有着特别辛酸的历史。这就是在

1930年代就保存在这里的中国的真菌。它们记录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而它们之所以保藏

在这里，是康奈尔大学的校友，中国真菌学的两位创始人，戴芳澜和邓叔群的决定。日本侵

略中国后，这些珍贵的标本被牛车载着隐藏起来，再靠轮船跨越半个地球被存放在康奈尔。

而它们的副本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灭了。今天我们将让这些珍贵的遗产回归它们的祖

国。哲人远去，遗泽惠及后世。      

下  篇 

戴芳澜在真菌分类学、真菌形态学、真菌遗传学以及植物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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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都有贡献。他奠定了中国植物病理学科研体系，对近代真菌学

和植物病理学在我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开创和奠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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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奠基中国植物病理学 

 
20 世纪初，中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外籍教授在几所高等学校讲授植物病理学课程，

偶尔也有中国教授授课，但这些教授并非植物病理学专业出身，大多是植物学家或昆虫学家

扮演的ñ客串ò。像大部分出洋留学的莘莘学子一样，戴芳澜带着科学强国之梦远渡重洋。他

由威斯康星转到素以农业教学闻名世界康奈尔大学，学习植物病理学，成为我国早期学习西

方植物保护和植物病理的很少几位学者之一，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事业。 

1920 年戴芳澜回国之初，他是我国最早几位以科班出身从事植物病理的教学的教师。

在自编教材，自己带实验的同时，他尽量利用简陋的设备从事一些植物病害的调查和病原菌

的鉴定工作。根据这些调查结果，以及同代人的调查资料，在外国教科书的基础上补充了国

内的资料，编写出教材，使植物病理学这门课程有了一个适合国情的初步系统。这为奠定我

国植物病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戴芳澜前半生的工作中，他坚守植物病理学学科阵地，联系实际，以研究植物病害及

其防治为主。他在广东开展了芋疫病的研究，在南京开展了水稻病害和果树病害的研究，在

昆明开展了小麦、蚕豆及水稻病害的研究。而植物病害的调查从未放松。新中国成立后，他

主持中国科学院的真菌植病研究室，资助和鼓励对小麦锈病的抗病育种工作，同时也资助北

京大白菜三大病害等，包括各类病原菌引起的植物病害的研究工作。微生物研究所成立后的

前十年中，植物病害研究是一个一直关注的研究领域。 

戴芳澜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性文章，标题是“说蝗”。这是为刚刚创刊的，由留美学

生自发办起来的《科学》杂志而写。那时他到美国求学不过一年多，在学校学习的自然还是

基础课，农作物的保护必然病害和虫害并重。他出国那年，国内蝗灾危害达六省之广，农民

受害甚巨，他又在美国报纸上读到美国人对我国落后捕蝗方法的嘲笑，深受刺激，痛感这是

“农夫无科学知识，政府扶持无方”造成的。因此写了这篇处女作。他开篇即指出；“事过

情迁，国人已不闻有谈及灭蝗者，不知蝗类生殖极繁，昨日之蝗虽死，未来之蝗子蝗孙为数

更多，为害当愈烈；不亟未雨绸缪，锄去祸根，来日隐患诚不堪言。”这篇长达数千言的科

普性文章，是一位大学生的习作，图文并茂，详细介绍了红腿蝗虫的生物学特性和较先进的

灭蝗方法。这是我国学者介绍有关蝗虫的现代科学知识早期作品之一，在我国植物保护学史

中有一定地位。1962 年，年届古稀的戴芳澜被推选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名誉理事长，自是

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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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归国以后，戴芳澜虽然一直在各类学校中任教，但从未忘记从事有关植物病理

和植物保护的研究和联系实际，力求让国人了解植物病害对农业的危害性以及防治方法。在

回国服务的前 20 余年中，他先后发表了“植物病害之现行治法”、“芋疫病”、“应预防

之一可怕的病害：马铃薯黑瘤病” 和“江苏麦类病害”“中国植物病害问题”、“花红苹

果锈病及其防治”，“大麦坚黑穗病防治科学”、“梨锈病及其防治法”和“云南经济植物

病害之初步调查报告”等有关植病防治的文章或研究报告。后来又与周家炽和相望年合作发

表了关于“石榴干腐病”、”云南稻一柱香病”的研究报告。  

在这些论文中，“植物病害之现行治法”一文，连载 2 期，共 26 页，取材于他的老师

怀素所著《植病防治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lant Disease Control ），但他声明对

原作“大有增损，不云直译”。 

该文开宗明义，指出植物病理学诞生于 1858年，因为这一年德国学者区恩（Julius K

ühn）出版了《植物病害病源及防病方法》一书，结束了长期关于植物病害来源的内源和外

源两种对立学说的争论，肯定了“真菌及其它外表各物”是病源。文中将防治植物病害分为

硫磺期、铜时期和硫磺复用时期等三个发展阶段。然后谈及“治病之理”，即将防治植物病

害的原则归纳为四：“禁病”、“除病”、“防病”和 “御病”。他指出禁病是代价最小，

也是最重要的办法，有禁止外来带病植物进口和检疫两种途经；除病是用各种手段消除患病

植株；防病是用各种手段使植物不受病源侵袭；御病则是指选育抗病植物品种。文中从植物

病源的来源和传播出发，着重介绍了各国禁止进口带病植物的种种做法和各种法律规定，以

及检疫进口植物的种种对策。并详细介绍了各种防病、除病的方法。最后，作者以“位卑未

敢忘忧国”的心情，提出在我国建立植物检疫机构的建议, 言词激烈，理由充分：“қ

Ѓ ῪЄ Ї ╦Ὴ Ӑ Їΐ 34 Ї

∑ᵫ К Ї א ֥ װ ғָ ԓ Ї Ӑ Ғ ӓ Ї

ᶕ Ί Ї  ҟЇ ꜘ₴֥Ї֤ Ғ ֥ װ ⌐ Ї

῎Ї ԎЇ Ғ ϼװ   Їא ⅓ Ӑ Ї ԓҲ  Ԑ ҅

ЇҘ Ӑ Ї ԓ ɼņ

ЕŅῗԓ ӐᾨԐ ЇҒ ҅ Ӥɼ” “植物病害之现行治法”一文，是

向“执政者”明确提出建立植物检疫机构的最早期倡议之一。 

七年以后，戴芳澜又在农学杂志中发表“中国植物病害问题”一文。这篇论文，不再只

是根据国外资料提出对执政者的呼吁，而是结合国内植物病害的状况来论述。他首先批驳了

将植物病害归因于气候等环境因素而视为“天灾”，束手待毙的消极态度，试图用此文“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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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吾人如何而可援助农民，以补救其因植物病害所受之损失也。”他列举了一些国外因植物

病害造成的损失数据，更引用了国内学者的实际调查麦类黑粉病在嘉定造成的具体经济损失。

然后他指出“考求防治之方，诚为当务之急。”而研究工作首先要明确病原，进而研究病原

生物的生活史，以便掌握其生活史中的易于将其消灭的性质，还可以选育抗病品种等。文中

又指出，尽管国内当时已经开始研究，但农民受益甚少，因为农民买不起药物药械。所以他

主张结合中国国情，寻求农民易于接受到方法。本文提出植物病害的调查，指出这“实为国

内研究植物病害之基本工作。”而戴芳澜从此以后，从未放松植物病害调查这项基本工作，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时，仍然十分重视。本文又再次呼吁建立通商口岸植

物检疫机构，并举出许多实例说明检疫之重要。 

上述两篇文章，与其说是科普，毋宁认作戴芳澜回国工作的初步设想。刚回国时，对于

植物病害，只是一般性叙述；回国 7 年，有了许多实际经验和实验结果后提出来更明确的目

标和措施，也道出了实际困难。 

在困难面前，戴芳澜并未歇手。从 1923年开始，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都是既有观察

和实验的结果，又有防治方法的介绍。 

发表在《广东省地方农林试验场第六次报告书( 民国 10 年度) 病虫害课成绩报告·病害

部》中，报告了甘蔗等 11类作物上的 15 种病害，连同 1923年发表的“芋疫病”一文，是

目前所见戴芳澜在广东教学时留下的工作记录。 

“芋疫病”一文，是我国对疫霉病害研究的开端。作者在学校附近发现患疫病的芋头植

株，后来又收到邻县农民来信求助，知道这种病害在当地危害严重，于是他写了这篇论文。

文中除叙述该病害的发现和研究历史外，对病征、病原菌芋疫霉 Phytophathora colocasiae 

Racib. 进行了详细描述，尤其是对分生孢子、藏卵器、菌丝、游动孢子、鞭毛和休眠的游动

孢子的大小进行了测量，并与文献报道的各种数据进行了比较。也尝试人工培养，与前人一

样未能成功。他还对分生孢子萌发、游动孢子的形成后生活史进行了观察，发现菌丝并不侵

入维管束内，这一点和前人报道不同。最后，他提出了一些治疗方法，他用摘去病叶的方法

收到较显著效果。这个方法肯定容易在当地采用。 

1929 年发表的“花红苹果锈病及其防治”，是他多年研究这种在江苏为害甚广的病害

的结果的一部分。该文就寄主、分布、病征、病原菌和防治方法进行了讨论。尤其对病原菌

珊瑚形胶锈菌（Gymnosporangium clavariaeforme Jacq）作了详细观察。更应的是，作者为

阐明病害发生与气候的关系，用历年的气象资料与病害的发生情况进行了对照分析，指出：

“ Їғ Ṣ ⅓ῗ Ї῞ 1924 װ Ї4 Ӑ Ї 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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ғ Їԓ Ӑ Ї ῗ ЇῚ Ї ԓ Ӑᴶ ῗ Ї

Ғ ╦Ҏ Ӑ ɼ”由于知道了该病原菌需要在桧柏和花红或苹果两个寄主上寄生

才能完成生活史，指出：“ ɻ ɻ Ҏ ЇῚ Їₐ ғ ҅

Ї Ғ Ӥ。”因此他提议的防治方法中，第一条就是斩除果园中的桧柏，

并建议在花红或苹果栽培区禁止栽种桧柏。 

1927 年戴芳澜在东南大学教学期间，经常采集植物病害标本，从事研究工作。“江苏

麦类病害”一文，就是此时对学校周边的调查结果。该文共报道小麦病害 10 种（黄锈病、

褐锈病、黑锈病、散黑穗病、叶黑病、腥黑穗病、白粉病、线虫病、条斑病和赤霉病）、大

麦、稞麦病害 5 种（褐锈病、坚黑穗病、散黑穗病、条斑病和黑锈病），他写此文的目的是：

“῞ҿ ῎ᴭ ”。两年后在一份较为普及的《农林新报》报纸上

发表的短文“大麦坚黑穗病防治科学”，是根据他的同事俞大绂和陈鸿逵从 1927 至 1929

年在江苏调查后写出的，由于麦类黑穗病的危害十分严重，目的在于推介防治方法。 

“梨锈病及其防治法”一文，似应看作对花红苹果锈病研究的继续。因为这两种锈病的

病原菌都是胶锈菌（Gymnosporangium）。本文报道了作者从 1925年到 1928年用木瓜、温

桲和梨进行的接种试验，发现“ ҏ ҏ ҏӐ ԓ ᷾ Ї ԓ

∑ ɼ ԓ ҏָ Ӑ қש Ӑ ҿ҅ ɼ”

同上述几篇文章一样，为指导果农防治这种危害严重的病害，文章的最后部分也介绍了几种

防治方法。 

抗日战争时期，戴芳澜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并采用了部分林亮东等人的报告，于 1941

年发表了“云南经济植物病害之初步调查报告”。文内共报告了 10 种普通作物的病害 51

种、15种果树的病害 42种、27种蔬菜的病害 65种、19种经济作物病害 58种、12种花卉

的病害 16种。这 232种病害由 202种病原菌引起。在历史上，天主教神甫德瓦拉(J.W.Delavay)

从 1881 年至 l891 年的十年里，在云南大理、丽江一带采集了二十多万号植物标本，发现

4000 多种植物，1500 个新种。在这些植物上的寄生真菌，由法国真菌学家巴杜依亚德

(N.Patouillard) 鉴定，描述了云南的真菌 200多种，其中有两个新属，28个新种。而由中

国进行采集和鉴定，这是第一次。  

此外，1934年发表了在他指导下由周家炽完成的毕业论文“石榴干腐病”；在云南期间，

他在调查水稻病害时，在水稻上发现了一种称为“稻一柱香病”的从未报道过的病害。后来

由他指导相望年完成了ò云南稻一柱香病ò的研究报告，于 1948年发表。(Ephelis oryzae)。 

1958 年，他领导相望年后郑儒永将已记录的有关中国经济植物病害真菌的资料，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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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细菌和病毒病原，编写成《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为植物病理学和植物保护工作者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书。 

虽然从 1950 年代以后戴芳澜没有再亲自从事植物病理学方面的工作，但他领导的真菌

植病研究室、应用真菌研究所，以致于 1980 年以前的微生物研究所，对植物病害的研究一

直是重要的工作内容。也一直受到戴芳澜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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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创始中国真菌学 

    

戴芳澜在金陵大学工作期间，由于不甘受外国人的轻视，决心由中国人自己来进行植

物致病菌的鉴定工作。同时他也认识到分类学工作对于应用部门的重要性。因此，从 1930

年代初开始，就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真菌分类的研究上。戴芳澜一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但

真菌分类学无疑是其主要贡献。 

在《中国真菌总汇》的前言中，他阐述了真菌分类学的重要意义： 

“ ⅎ ɼ ɻ ɻ ɻⅎ ֥ ᶱ

ҏ ɼ ҿ ֥ ꜙ ᵲ Ї Ӥ └ ɼ ҅ ҿ

ᴰӀӎ ɻ ɻ Ԑҟ ᶱԋ Ї Ӥҵ ԋ ⅎ Ὺ ɼ      

    Ї ⅎ ӤҒᶡ ɼ Ғ ῇЇ ᴂ ⅎ ᵣ

Ӥ Ғ ɼ Ї ҲЇ ᴂ Ӥ ᵲ ꜠ɼⅎ

Ғ ָ֙ Е ɻ Ғῴ Ї ῇ

Ғ ɼ          

⌐ ҿ ᴰӀӎ ꜙ ָᴂЇҿԋᶕ ᵲҒ ╦ Ї Ғ

ῇ ԋ Ї ⅓ ֙ ⌐ ⅎ ᵣҏ ҏ ꜠ɼ ∑Ї

҅֙ Ї ҅ ꜠Ї ֢ ᴰ Ї ᴰ

Ғ Ҳ ɼ”    

1960 年代，戴芳澜就分类学的国际水平发表过看法，他认为“真菌志”是真菌分类工

作的一个标志，从它的质量可以看出分类工作的水平。志的水平表现在两个方面：摸清种类

以及提出合理系统。例如 Sparrow（1943）根据游动孢子鞭毛的数目及部位提出一个新的藻

菌分类系统，对以后低等藻菌的分类奠定了基础；Wetzel（1929－1946）在褐腐菌

（Sclerotinia ）的工作中别开生面地结合无性阶段来考虑分类问题；Arthur （1929）通过

大量人工接种工作澄清了许多种的生活史问题，从而对锈菌的系统发育提出了自己的独创性

见解。Burt （1914－1926）在革菌（Thelephoraceae）的工作中及 Cornel（1950）在珊瑚

菌（Clavaria ）的工作中深入研究菌的内部结构；Single（1951）对比较大而困难的伞菌目

所提出的分类系统有一定的独到的见解等等，都是比较高水平的工作。而 Lister （1925）

对粘菌的研究，尽管未脱形态描述的槽臼，但附有许多精彩的插图，也是一大特色。戴芳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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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近代的分类工作己不局限在于腊叶标本的鉴定，而应结合纯培养的工作来进行。此外，

参考资料的应用量及标本的收藏量直接影响志的质及量，模式标本及模式菌种对分类工作也

有很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一种生物志要达到较高的水平，必须核对过每一个种的模式标本

并作比较，然后才能提出较高水平的看法。 

从戴芳澜发表第一篇关于植物病害的文章“芋疫病”开始，他即对其病原菌芋疫霉作了

鉴定和观察，以后始终保持了这种一个植物病理学家的规范做法，这是他回国后从事的真菌

学实验研究的开端。 

真菌的基础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一般都是从实际工作开始的。所以在叙述中国真菌研究

工作，尤其是在早期中的工作是很难与植物病害的研究工作划分得清楚的。就是在后期中，

有些植病工作者的关于研究植物病原真菌的工作也难说是应属于那个范围的。严格地讲，植

病研究与真菌研究还是能分辨出来的。例如某一地的植物真菌的调查与某一科植物病原真菌

的分类学就都牵涉到寄生真菌，总目标也都是为植物病理学服务，而严格的讲，植物病原真

菌的分类与植物病原真菌的调查实质上是不同的。植物病原真菌分类研究的结果使人们对这

一科病原真菌的认识更加深刻，从而使鉴定更为容易。这在与它们作斗争时是有利的。因此，

分类研究只能间接地为植物病理学服务。这一项研究对某一科真菌间的亲缘关系和它们的进

化途径进行了解，是不能算作植病工作的。由此看来，哪些工作算是植病工作，哪些工作算

是真菌工作，是要看它结合植物病理学的程度而定，是很难硬性划分的。 

由于植物病害病原菌绝大多数为真菌，要深入研究关于植物病害许多问题，如鉴定、寄

生、免疫等，就必须钻研到真菌的形态、分类、生理、生态中去。在植病研究人员队伍扩大

到一定的程度时，必须会有一定的分工。首先为了正确地鉴定病原真菌就必须有专人进一步

的研究真菌的形态和分类。随着工作的深入发展，生理、生态等方面的要求也迫使人们转向

这些方面。实际上一般来说，真菌的研究就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戴芳澜发表的真菌分类学文章，分两种类型，一类是以“名录”或“杂录”形式发表，

基本上是他和他的学生们采集的标本中分离到的种类；另一类是对某属某种真菌的分类学研

究。 

1930 年，戴芳澜在中国科学社出版的成果汇编的第一号植物学专辑上发表“三角枫上

白粉菌之一新种”（英文标题是“三角枫上钩丝壳属一个新种ò，A new species of Uncinula on 

Acer trifidum Hook.& Arn），这是首次报道由中国人描述的寄生于植物上的真菌新种。这片

论文的发表，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真菌学创立的标志。 

此前数年，戴芳澜在对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真菌和其他真菌进行鉴定时，由于缺少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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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和期刊，而过去报告的有关中国真菌的记录，均散见于国内、外各杂志和书籍，难于见

到，鉴定真菌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因此，从 1927年起，开始搜集散见于国内、外文献中有

关中国真菌分类的资料。“江苏真菌名录”就是第一次发表的他在江苏省南京和附近地区采

集并经过鉴定，存有标本的真菌名录。该名录按真菌的四大类，分别报告了藻状菌 5 属 10

种、子囊菌 11属 17种、担子菌 19属 43种和半知菌 6 属 6 种，共 76种。每种均附有寄主

植物名称，为慎重起见，多种植物是由陈焕镛和胡先骕两位植物分类权威鉴定的。从这时开

始，以后 38年中，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停顿， 

1930年戴芳澜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桧柏上胶锈属的研究—I 苹果锈病菌”（Studies in 

Gymnosporangia on Juniperus chinensis_I: Gymnosporangium yamadae Miyabe）。这篇

报告是 1924年对寄生在圆柏（现学名为 Sabina chinesis ）上所有胶锈菌属的各个种进行

研究，以便判断其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时，对山田胶锈菌的研究结果。 他研究了该种真菌

的生活史，观察了它的冬孢子阶段和春孢子阶段、在寄主叶片上形成的菌瘿的结构；对它们

在苹果树叶细胞中形成的吸胞作了详细的形态描述，发现春孢子阶段和冬孢子阶段，寄主的

吸胞和核彼此不同。同时，他还用菌瘿中成熟的锈孢子进行了接种侵染多种寄主植物叶片的

试验，有的可感染，有的则不能感染。 

戴芳澜在 1931 年发表的《竹鞘寄生菌之研究》（Observa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Myriangium bambusae Rick），报道了他对刺竹多腔菌子囊双壁结构的形成方式和过程所进行

的详细观察。直到 1996 年出版的国际上公认的权威性教科书《真菌概论》(Introductory 

Mycology)的第四版中还引用了戴芳澜的这项工作，并刊登了戴芳澜论文中的附图 5 和附图

10的重绘图，该书作者认为这是刺竹多腔菌的典型结构。戴芳澜认为，在真菌分类研究中，

不仅要注意形态，还要注意细胞学、发育过程、以及遗传学等所有的生物学性状。这篇文章

是他成功实践的记录。 

戴芳澜教授自 1932年至 1939年一共发表了九篇《中国真菌杂录》。这九篇杂录中第 1

篇描述了植物寄生真菌 8 属 18种，其中大部分是锈菌，有锈菌属 8 种、多胞锈菌属 2 种、

单胞锈菌属 2 种、帽胞锈菌属 2 种；第 2 篇描述了 6 属 26种白粉菌，其中有 2 个新种；第

3 篇描述的有 33属 58种，主要是霜霉科真菌和与锈菌，其中有 5 个新种；第 4 篇描述的是

林传光在福州鼓山采集的一种炭角菌，当时他以一个新属写出报告(后来发现是错误的，他

在《中国真菌总汇》中特别写明了自己的错误：“ ԓᵲ Ғ Ї

Konradia bambusina Rac. ᵲ ɻ Xylariopsis lini Tai. ”)；第 5 篇是上述第 2

篇的补充，增加了了从我国 21个省采集到的和原来报道的共 7 属 44个种和 4 个变种，其中

有 2 个新种，而以前外国报道的中国白粉菌只有 4 种，文中编制了一个检索表和寄主名录；

第 6 篇还是白粉菌的补充记录，共 17个种，其中有 1 个新种和一个新变种；第 7 篇集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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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 55种尾孢菌，其中有 4 个新种，也列出了它们的寄主目录；第 8 篇记载了 46 种锈菌，

其中有 11个新种；第 9 篇记录了 7 属 16 种白粉菌，其中有新种 5 个。戴芳澜从 30 年代初

开始，即以植物寄生真菌中的锈菌、白粉菌、尾孢菌为重点研究对象。在数十年中，他一直

围绕着这些真菌进行研究工作。而这些以“杂录”为题发表的记录，和前述“江苏真菌名录”

一起，成为戴芳澜后来汇集 7000余种我国真菌的《中国真菌资料集》的最初的基本资料。 

1934 年戴芳澜发表了“具叉状孢子枝的笄霉”（A species of Choanephora with 

diehotomously branched conidiophore )一文。报道了他在南京从扁豆荚上分离到的一株毛霉的

鉴定结果。这株真菌的分生孢子梗呈双叉状分枝，分生孢子有线状条纹。他观察到这株菌的

形态同斋藤贤道在我国大连发现的满洲小克银汉霉(Cunninghamella manshurica)很相似，不

过前者除分生孢子外，还有孢囊孢子和接合孢子。因此，戴芳澜将斋藤命名的满洲小克银汉

霉转移到笄霉属内。后来，经他的学生研究证明，他这个修正是正确的，他分类的这株真菌

是瓜笄霉( Choanephora  cucurbitarum)，正是笄霉属的代表种。 

同年，他发表了“茯苓”一文，证明它是卧孔菌 Poria cocos的菌核。参考文献，对茯

苓的分布、采集、化学成分、医疗功用和繁殖方法等作了简单的叙述。当时我国许多地方山

区居民砍伐松树繁殖茯苓，以致森林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因此戴芳澜在文中建议改用其它

材料繁殖茯苓，保护森林。 

1934-1935年他在纽约植物园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的老同学道奇（O. B. Dodge）

合作研究脉孢菌的遗传。结果写成《脉孢霉的两个新种》和《脉孢霉的性反应连锁》两文，

于 1935和 1936年分别发表于美国的《真菌学报》(Mycologia)。那时正是用脉孢菌作材料从

事生化遗传学研究尚未开始之前，Dodge和戴芳澜的工作是重要的准备。美国著名的古老植

物学期刊《多蕾植物学会通报》（Bulletin of the Torrey Botanical Club）在道奇逝世后发表的

纪念性文章中，作者在列举受到道奇影响的 11位著名科学家名单中，包括了 Carl Lindegren、

Zimmer Lederberg（都是著名的生化遗传学家）和戴芳澜。1974年由金（R. C. King）主编

的《遗传学手册》第一卷《细菌、噬菌体、真菌》（Handbook of Genetics:Vol I: Bacteria, 

Bacteriophages and Fungi ed.by Robert C.King, Plenum Press New York,1974.）中，由 Raymond 

W.Barratt撰写的粗糙脉孢菌（Neurospora crassa）一节内，文献中列出了戴芳澜上述两篇文

章。戴芳澜认为，真菌分类在当时以形态为主，但遗传学是生物科学的核心，将来真菌分类

学的发展方向，必定要深入到遗传学中去。在他领导的研究室真菌学习小组内，他经常要求

大家围绕真菌遗传学选题做读书报告。他认为比德尔(G.W.Beadle)用脉孢菌作为生化遗传的

实验材料，为真菌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改变了整个生物科学的面貌。真菌中是否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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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第三个脉孢菌，更适于做生化遗传的实验材料呢?他鼓励大家去探索。 

1936 年，《中国真菌名录》编成发表，该著作分藻状菌、子囊菌、担子菌、不完全菌、

文献与寄主索引六部分，共收集了 2606种真菌（藻状菌 99，子囊菌 677，担子菌 1077，不

完全菌 753种）。这是戴芳澜十年间从 175篇文献中搜集到的中国真菌。这部著作实际上已

具备后来出版的《中国真菌总汇》的雏形。 

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后，戴芳澜发表了一系列较高质量的分类学论文。这些研究工作大都

是用在云南采集的真菌进行的。 

“云南地舌菌的研究 (Studies in the Geoglossaceae of Yunnan)”一文，描述了云南地舌

菌科真菌 29 种，4 个变种，其中就有 12 个新种和 3 个新变种，作者指出：“Ԝ Ẑ

ЃHemiglossumЄ ֥ Ї ҵ ɼ” 该论文现在已成为国际

真菌分类学界进行地舌科分类的重要文献。 

在“中国白粉菌科的再研究 (Further studies on the Erysiphaceae of China)”一文中，作

者将在我国当时已报告过的大多数白粉菌作了比较的研究，认为分类工作者通常不考虑环境

和寄主对性状的影响是欠妥地，他举例证明这类影响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描述了白粉菌属

(Erysiphe)的一个新变种、叉丝壳属(Microsphaera)的两个新种、钩丝壳属（Uncsnula）的一

个新种和一个新变种。 

“中国西部锈菌的研究 (Uredinales of Western China)”共记载锈菌 213种，其中绝大部

分(164 种)是在云南采集到的。另外一些则采自四川、湖南、贵州、甘肃等省。这些菌分属

于 25个属，本文报告了 25个新种。 

“中国的尾孢霉(2) (Cercosporae of China Ⅱ)”报告了 60种尾孢菌(Cercospora)，绝大多

数产自云南，其中有 10种系中国的新记录，10个新种。 

“鞘柄锈属的一新种并对于该属的讨论(A new species of Coleopuceinia with remarks on 

the genus)”一文，报道了一个新种，对该菌的形态和冬孢子的萌发有详细的叙述。认为

Coleopucciniella Hara这一属仅依据冬孢子的细胞数目似不能成立，又认为 Coleopuccinia一

属与 Gymnosporangium有很多相同之处，应该列入柄锈菌科而不应列入栅锈菌科。  

 “中国鸟巢菌目的研究 (Nidulariales of China)”一文，记载了 I 4 种鸟巢菌，其中有 4

新种和 4 个中国新记录。 

在戴芳澜逝世后，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成立的“戴芳澜同志遗著整理小组”除主

要整理编辑《中国真菌总汇》外，先后整理发表了数篇戴芳澜遗稿，都涉及真菌分类学。它

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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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年发表的“锈菌的两个新种”，是从后来出版的《中国真菌总汇》中抽出的内容，

描述了两个锈菌新种。 

1982年发表的“南京的鬼笔菌”，是作者从 1928到 1934在南京时对于这类菌的观察记

录的总结性报告。共描述了 10 个种。由于鬼笔菌的形态，尤其是子实体的色泽，变化幅度

较大，而且一个人看到的标本为数有限，鉴定难免发生错误，需要观察更多的标本，进行研

究；所以戴芳澜生前一直没有正式发表。 

1983 年发表的“布雷费尔德对真菌的进化观点在真菌分类中所起的影响”，是戴芳澜

1962年为他领导的真菌学习小组撰写的评论性文章。为纪念戴芳澜诞辰 90周年而由余永年

整理后发表。这篇文章介绍了德国植物学家布雷费尔德(Julius Oscar .Brefeld，1839-1925).

对真菌学发展的贡献，指出他除在纯培养方法的改进和真菌发育与生理知识方面作出了不少

贡献，但他的主要贡献还是对真菌系统发育的观点。按照他的这种观点，卵菌不是真正的真

菌，它应与粘菌一起排除在真菌之外，而真正的真菌应从接合菌开始。他并将子囊菌和担子 

菌分别分为半子囊菌和真子囊菌，半担子菌和真担子菌。戴芳澜认为，要仔细观察真菌在发

育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彼此的关系，这样才能对某种真菌有更加全面的、深入的了解。 

早在 1951 年，戴芳澜对于我国的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研究，较详细地谈过他的看法。

事实上，这个看法由来已久，也体现在他后来 20多年的工作中，现摘录如下： 

Ņה ҩ ҏװ ֙ⅎ ᵲЇ ҿ ֙ ᵲ Ẩ

ɼ Ғ ₴ԋ҅ү √ ɼ ⅎ ҅ Ї

֙ ҏ ҅ ⌐ ῗԓ Ѓ ɻ ɻ

ɻ ᴶ Є ֙ ⅎװꜘ Їה ֙ ְ ῗ Ὶ Ї

ᶕ ᴂ ┼ ₴҅ү ԓ ⅎ ɼ ֙ ⅎ Ї ⅎ  

Їᴥ ד ҅ү ⁵ Ї Ғ ҅ү Ҙ ɼ ֙ Ғ Ї

ᵜ └ ү ש ɼ ᶕ ү ש Ї

└Ӥ ɼ҅ү Ὴ ɼ MartinЃ1951Є ᵆ

Їқ ҏ ғ Ѓ250Ї000Є Ғ ҏҐ ɼ

᷅ ᵆ ЃʃҲ ῝ʄЇ1958Є 30Ї000 ɼ

4Ї000 Ї ӍЇᶳ Martin Ї ׃

10Ѐ Ї ϼ Їװҏ ֙ⅎ ᵲ ᶕ ᵲ҅ү ЇӤ

Ї ҒῊ ɼ Ầ ᵲ Ầԋ҅֙ ⅎ √ ᵲɼ ᴣЇ

ῇ ᵲ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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ᵲָ ҲЇ ⅎ ɼᵜ ҏЇ Ầ Ғ

ɼɟ ԋ҅ Ї ԋ װ Ї ָ

Ὶל ⅎ ᵲɼ ָ֙ Ὴה ₴ ɼ 

ҟ ᵲ ”ԋ Ҳ҅֙ Ї ɼ ԓ

⌐ ҵ ᵲ Ғ ɼלᴂ ԓ Ὺ ɼӤҒғ

ָ ᵲЇ ᵲ ҟ Ғ⌐ ɼ 

Ї Ӥ ҵ Ї ⅎ ָ Ї Ғ ԋɼ

ָ∑ Ї Ӥ ԓ҅ү ЃӀ ЄЇ

ӤҒ ⅓ɼ ԓ ɻ ɻ ᴶ Ї Ầ Ї Ầ־Ӎɼ 

ᵲ ‟Ґ Ї ҿָᴂ ᶱԋЇ Ғ Ὴ Ї

҅ү ԋ Ї ɼ ꜘ ָ Ғ ɼ̔ ∕ ᴌɼ

ᵲ Ғ Ї Ҳ ָ֙ ꜠ײַ Ғ ɼ 

ᵜ Ї ү Ї ҏ ₴ Е ֙ ᵲЇ ᵲ ЇῚ

Ӥ ԓ ῇɼ ӐЇ Ғ ɼ ᵲ Ӕ ↔ ғ ɼ

ᵲָ Ӑ ЇӤҒ ᵲЇ Ї ЇῪ ԋⱵ ɼ

┼ ҐЇָғָ ῗ └ Їה Ӥ ԋ ᵲ

ɼňň ᵲ ╦ ᾩ ɼᵜ ╦װ ҏ Ї ү

ҏא ᵫ ╦ К 

Ӏ꜠ ↔ ῠ  ɼ ╦ ָ Ї

ָӐ ɼ ₉ ҅ Їӊ Ӑ ɼ ᵲ

Ӏ꜠ ҅֙ Ї ᴂל꜡ ֙ ҘҟЇ

ש Ίᵩ ῠ ↔ɼ Ї ῡᴑ ꜙɼ ╦ ‟ҐЇ

Ғ ẦЇ ῗҲ Ầ ᵲ הָ К 

₉ ԓ ԓ Ї ᵲғ ᵲЇ ҅

Ї ҅֙ ӶЇ ԓ ҿҒ⌐ɼ Ὶ҅֙ ᵲ

ҿ ֙ Ғ Ї ᴑꜙ Ї֥ ԋҒ Ї ԋ ᵲɼᶡ ῗ

ԓ Ї ᵲҲЇ ᾩ Ї ӍЇ ᵲ ᴰ

└ ɻָ Ї Ғ ԋɼ ҿלᴂ ꜙ Ї Ғ

ᴂל ᵲɼ ᾩ Ї ᵲ Ѓ҅ Ņⅎ

ņ ЄЇ ЇӤҒ ԋɼῴ ғ ҅ү ҅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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ҩ ɼ Ї ᴰ ɼ ҏ ЇҒ Ї Ғҏ ϼ ԓ

Ї ש Ғ Ї Ņ ņɼҒ ԓ ֙ Ї

ҿ Ņ ņ Ї ᴑꜙЇҒԍװ ԋɼ Ї ԍװ

ɼ ᵲ Ї ɼ Е Ӥ Ѓ Ņ ņ

Єɼ ᵲ ԓ ֙ Ї ⅎ ɼҒ Ї

Ї ᵫ ⌡ָК 

ᴑꜙЇ ҿ ɻָ ꜙ ∑Ї ᵣῪ

ᵲɼ ╦Ї ֥ Ԏ װ  ᵩ

ᵲЇ ᴑꜙɼ ᴰ Ḧ ЇŅ ╦ ņЇŅ ņЇ Ї

└ ד ẦЇ ҿ ꜠ ԋϼ 

ᴂЇ ҟꜙ Е ⅜ ֢ Ї ֢ Їָ ɼ

ғ ҏ Їװ ɻ ↔ɼ 

ҏװ ֙ Ї ḪЇ Ғ ῪЃΊᵩ Е ЄЇ ᴂ҅

Ї Ї ↔ Ї ҏ ϼņ 

另外，1979 年还发表过戴芳澜的生前未正式发表的“外人在华采集真菌考”遗稿，发

表前由相望年作了整理。这篇文章的内容，1951年 1 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所作

的“中国真菌研究工作的过去和展望”的学术报告中基本披露了，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我国真

菌研究史的最完全的考证。他认为，在旧中国外籍传教士及一些专家常来我国采集标本自由

带出，回去后就发表新属新种，虽然他也肯定他们对了解中国物种资源有一定贡献，但全由

外国人垄断，是“丧权辱国”之事。他立志要中国人自己作调查研究自己的资源，并迅速将

结果公诸于世。 

在戴芳澜身后，除以上几篇论文外，1987年《真菌的形态和分类》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戴芳澜同志遗著整理小组”负责编撰加工，其原稿是戴芳澜在 1957—1958年的真

菌学讲义。其中《真菌——藻状菌，子囊菌》部分，在 1959年由北京农业大学铅印出版，

其它部分戴芳澜在后来也基本完成了。这次出版，为使学科体系完整，由裘维蕃补充了个别

章节。这本著作是戴芳澜近 50 年中从事真菌学研究和教学的长期积累，体现了作者对真菌

分类学和真菌系统发育的学术观点。戴芳澜教授认为真菌形态是真菌分类的基础，因此他增

加了真菌形态方面的内容。在真菌分类系统方面，他不局限于一家之言，而是按照不同分类

单位，选择已被普遍接受的分类系统，进行介绍和讨论。书中复制了大量选自原著的线条图；

在参考文献中较多地引用了原始论文，以培养读者阅读真菌分类学经典著作的能力。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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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本著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戴芳澜的学术代表作，是《中国真菌总汇》。这不仅是一本中国真菌分类参考资料的

汇编，而且是一部中国的真菌学分类巨著。该书根据有关我国真菌分类和真菌资源等方面的

调查研究报告 777篇（最早一篇发表于 1775年），包括汉、英、法、德、俄、意、日、西班

牙、拉丁等语种，经过分析和整理而写成的。全书包括 4 大部分：第一部分真菌名录，按藻

状菌、子囊菌、担子菌和半知菌，将我国已报道的真菌的种，依拉丁学名字母顺序排列，在

每一种名下分布列举寄主或习性、分布后参考资料来源。在我国首次发现代新属、新种，附

有描述；真菌和寄主的每个种都注有汉名；原始资料中真菌和寄主的鉴定有错误或学名后来

有变动的，尽可能进行了订正。第二部分参考资料，除将每篇资料的作者、发表年份、题目、

期刊名称等详细列出外，大部分还编写了摘要。第三部分编制了真菌学名新组合、颜色、英

汉译名对照表和真菌学名定名人姓名及其缩写三个附录。第四部分索引，包括寄主汉名、真

菌汉名、寄主学名和真菌学名 4 种索引。全书共收集了真菌约 7000个分类单位，寄主 3800

余分类单位。 

戴芳澜在《中国真菌总汇》中第一次发表了 32 个真菌学名新组合。在最后整理有关白

粉菌部分时，根据他 40多年对白粉菌的研究（一共报道、描述过 10个属、80个种、5 个变

种、8 个变型，其中有 10个新种、2 个新变种和 5 个新组合，许多是国内新记录），他采纳

了本间(Homma，1937年)对球针壳属(Phyllactinia)的分种方法，承认了 9 个种。关于尾孢菌，

他将 1948年发表的一个尾孢菌新种改为新名称。因为这个新种的加词，过去已有人用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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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中国真菌学界一代宗师 

戴芳澜自 1919年起的 50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学校教书，1959年离开中国农业大学后，

培养人才依旧是他始终没有放松的工作。他不仅是一位造诣高深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为我国

人才成长呕心沥血的教育家。从广州到南京，由南京到北平，再由北平到昆明，在他前半生

中，培育出了几代优秀的真菌病理学骨干人才。例如我国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中，

陈鸿逵、俞大绂、黄亮、魏景超、仇元、周家炽、林传光、裘维蕃、王清河、吴友三、方中

达和相望年等人，都在课堂上系统地接受过他培训，或是在他的领导下从事过较长期的研究

工作。至于在不同时期听过他的讲课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就更加难以确切统计了。 

他领导的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植病组，根据戴芳澜制订的研究计划，开展了多方面的工

作，即使国难当头，抗日战争在昆明的时期，仍取得了多项国际水平的成果，同时也造就了

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例如，他支持周家炽把小麦蜜穗病的侵染与传播和线虫联系起来进行研

究，后来又把鸡緃菌和白蚁窝联系起来，终于发现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他又安排

裘维蕃对西南地区的大型真菌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使我国有关鹅膏菌、牛肝菌和红菇

等重要资源的资料得以开始汇集并出版专著。戴芳澜曾指导西南联大生物系的沈善炯做毕业

论文，后来又接受他到农研所做研究助教，从事壶菌生活史和形态的研究，后来又与相望年

一起对水生藻状菌进行深入研究。当戴芳澜发现沈善炯对微生物遗传学有兴趣时，便支持他

阅读道奇等人关于脉孢菌的论文，后来沈先生到美国即从事有关微生物遗传的研究，为他后

来做出重要成绩奠定了基础。 

林亮东、魏景超、王清和、姜广正等许多学生，后来虽然没有同他在一起工作，但始终

与戴芳澜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经常向老师报告工作，寄送标本。这

些学生后来都在不同地方进行着教学和研究工作，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 

建国以前，除了鼓励沈善炯到美国进修微生物遗传学外，他看到植物病毒学是一个重要

的前沿领域，因而支持周家炽去英国进修植物病毒学；建国以后，为派出的留苏学生确定方

向，使后来某些学科得以后继有人。例如让阮继生在苏联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学习放线菌分

类，让魏江春专攻地衣等。 

戴芳澜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注重教学、科研和生产的结合，通过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使学生的基础知识更扎实，对实际更加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实用。1953 年他兼任中

国科学院真菌植病研究室主任后，将北农大植物病理系的教授与讲师以上的教员都聘为该研

究室的兼职研究人员，开展了小麦锈病、小米红叶病、马铃薯晚疫病、白菜病毒病和软腐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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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黄、枯萎病和立枯病等粮食、蔬菜、棉麻多种农作物重要病害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

成果。其中有些还得到科学院的成果奖。同时为刚走上研究岗位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指导者，

能力得以迅速提高。通过这种形式的三结合，实现了培养年青科研人才、提高学科和教学水

平、以及减少农业生产中病害损失的多重功效。 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初期由于主要领导人的

左倾思想，曾经一度号召学生转入少数如农学、畜牧、林学等“生产系”而把植物病理等系

归入“非生产”的另类。 在这种狭隘“生产观点”气氛下，戴芳澜所专长的基础性研究工

作，乃至于他本人便不可避免地都被误认为是“脱离生产、脱离实际”。今天回顾，谁是谁

非已经昭然若揭了。 1956年夏末，北农大的三个应届毕业研究生在完成了所有毕业口试答

辩后，到中关村中科院应用真菌所看望戴芳澜，他以自己早年选择研究白粉菌为例，说明为

生产服务和提高学科水平二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要注重从生产实际需要中去选择研究

课题，而在服务于生产的过程中又要注意努力去提高学科水平。 

在教学中，戴芳澜始终没有墨守或者满足于原有教科书上的论述，而是随着学科的进

步不断更新和丰富自己的讲课内容。不仅把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在讲授中培养学生

的治学方法。戴芳澜对他自己的是研究成果或者著作，从不固步自封，他认为那只是在一定

时间范围内比较完备、比较确切，而决不可能永远完美、永远正确。这并不只是出于他的谦

逊，更主要的是出于他辨证唯物的认识论。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对自己已有的认

识进行重新检验，从中发现其中的不足乃至错误并使之进一步深入和完善。戴芳澜的主要研

究领域和贡献是真菌学，特别是真菌分类学，但他一生勤奋好学，从不懈怠，精通法语和英

语，形成了广博而深厚的知识体系，他敏锐感知、能及时抓住和正确把握学科发展新生长点

的才能，例如，戴芳澜始终认为分类研究必须力求建立在对所研究对象的所有生物学性状的

全面深入认识基础上。因此，他十分关注生命科学领域内各分支，乃至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种

学科的新进展。戴芳澜循循善诱地引导他的学生和助手们去努力共同实践这一观点。1952

年，他为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讲述真菌形态时，他绘声绘影地叙述了显微镜下真菌游动孢子

的形成过程：首先，将发育成游动孢子囊的细胞内，开始出现细胞质颗粒状物质和油滴的大

小变化和运动，随后细胞质内出现分格，继之每一个分格各自形成为带有鞭毛的游动孢子，

最后游动孢子从游动孢子囊中的释放。 他在讲完上述能够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全过程以后，

又联系能够影响整个发育过程中不同环节的环境条件向同学们深刻地指出，随着相关学科知

识和研究技术的发展今后进一步从细胞、生理、生化的层次上去深入揭示这一发育过程内在

变化机制的必要性。 在短短几分钟内，他把听讲同学们的注意力从具体细致的现象观察引

申到今后对内在机制的认真思索，这便是他这种努力的一个具体实例。即使在离开了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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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作岗位以后，他仍然十分注意鼓励和引导身边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员及时去掌握科学技术

的重要新发展，扩大和加深对相关学科的认识。他随时提醒人们关注国内外相关学科的重要

论著和发展情况，还定期组织相应的读书会和研讨活动。戴芳澜的这种不倦的努力，也反映

了他本人终身追求不断完善的可贵精神所衍生出来的一种责任感。上世纪 60 年代初细菌数

值分类的概念刚刚问世，他便鼓励所内年轻人认真研究。他的一枚闲章是“学到老”，更有

一副对联曰“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正是他终身不渝的求知精神的写照。 

 戴芳澜把教书和育人看得同等重要。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德

育层面上的引导和培养。 戴芳澜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他的身教，兼之衷心敬佩和爱戴，

使学生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到了有益的熏陶。戴芳澜对学生们的错误缺点，会从爱护

的态度出发，严肃地提出批评，有时甚至不讲情面。有一次在讲授真菌学时，他向学生提问，

为何新种被命名后要在学名后边加上定名人的姓名。这些初涉学术的学生尚不能作出正确回

答。他这才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解答说：定名人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所定新种学名之后是为了

对成立新种负责 ，而绝不是以此为自己树立名声。经戴芳澜先生这一点拨，这一责任观便

深刻地印在全体同学的脑海中。他的学生们后来在工作中力求谨慎行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

了因欠慎重而造成失误。 

戴芳澜的教书方式别具一格。讲课以启迪为主而不是满堂灌。课外的必读参考资料很丰

富。早期更是从当时国际上最有用的论文中收集来（当然大部分都是外文的）由他亲自打印

编订成册，发给学生阅读。在讲到某一类菌时，他会向学生们介绍最权威的专著。在课堂上

他从不面面俱到地灌输，而是重点突出。他将自己深入研究过的工作结合在讲课中，特别引

人入胜，使学生终生难忘。他亲自带实验课，在点明实验要求后，便经常在室内巡视，发现

问题，及时指出。当他检查学生们绘图时，如果画得比较准确，它可能会指着绘图考问图上

某一部分的名；画得不对的，他就毫不客气的让学生重画。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戴芳澜的

弟子几乎都能绘出精准美丽的显微镜描图。他曾形象地比喻说：“画静物，一个罐子你也要

看完整了，它哪里大 哪里小，要画出来。不能只看了半个就画，那还叫罐子吗？”在早期

教植物病理学时，他很注重实际操作，不以教授自居，亲自带领学生到园艺系果园中去喷波

尔多液以防治苹果锈病。在讲授真菌学时带领同学一起到野外采集，有时全家同去，都是采

集员。既增加了同学对真菌生态环境的认识提高了对真菌的热爱和兴趣而且学到了许多采集

与识别标本的窍门，师生关系极为融洽。为以后许多学生的调查研究真菌打下了扎实基础。

早年对学生做论文还手把手教学生分离培养、切片染色、显微镜描图、照相、查文献和鉴定，

引导学生进入研究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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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澜平时沉默寡言，对青年要求严格，从不当面表扬。听工作汇报时，如他不出声，

就表示还行，如有意见，就说一句话“要不得”。但因为不说明不合适的地方，学生就得回

去仔细检查什么地方不对。经过修改，往往来回三次，直到把那个不满意的地方改掉了他说

声“要得”，算是通过了。戴芳澜审稿从不动笔修改，也不多提具体意见，而是启发性的点

一点，要你去想。这样就逼得学生们主动地开动脑筋，减少了依赖性，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

力。戴芳澜还很重视读书会这种方式，在他学生较多时，分给每人一个题目，分头查资料和

文献，轮流定期作报告，大家讨论畅所欲言、互相启发，受益不小。 

戴芳澜实事求是的作风十分感人，凡不是他亲自参加部分工作的研究论文，他从来不要

挂上他的名字。即使是他切实指导的也只允许在论文下加一个脚注：“这一工作是在戴芳澜

指导下进行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风格之高。他报道的炭角菌科一个新

属 Xylariopsis的标本系他的学生林传光所采，他便把林传光的姓 Lin 作为这菌的新种的种加

词发表。体现了他对学生劳动的尊重。 

 

 

 

 


